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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本研究与现有的黑格尔逻辑学研究

本书是对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及基本逻辑概念（如真理、形式、有效性、矛盾）之观点的考察，旨在评估这一观点对于当代哲学逻辑的现实意义。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文献相当丰富。这一主题在不同的视角和为了不同的目的下得到处理，采用了哲学或历史的进路，带着释经的或理论的关切，并使用了形式的或非形式的方法。对当代哲学逻辑的关注，使得本研究更接近那些对黑格尔思想与分析哲学之间联系感兴趣的著作。1

在此背景下，本书的第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聚焦于文献中普遍被低估的一点：即对于黑格尔，以及对于亚里士多德和许多其他作者（包括弗雷格）而言，“逻辑”是对真理的形式的研究，即我们的思想在探寻真理时能够（或应当）呈现的形式。2 正如我将在本导论中解释，并在书中进一步阐述的那样，将逻辑学视为对真理形式的研究这一观点，有助于澄清黑格尔逻辑学观点中一些具争议的方面，并有助于说明重新评估黑格尔辩证逻辑对于当代哲学辩论而言在何种意义上是富有成果的。更具体地说，在这一视角下，以下几点成为可能：


	– 理解黑格尔关于逻辑与形而上学思想的确切含义，摒弃那种认为黑格尔著作中存在这两门学科混淆的主流观点。通常所指的真理概念，正是将逻辑与形而上学积极结合起来的东西。3

	– 凸显黑格尔逻辑学观点的非心理主义性质。真理概念并非仅仅是认识论或心灵层面的事务。4

	– 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尽管在原则上是非形式化和非形式主义的，但它并不反形式（只要它关注的是真理的形式）。5

	– 强调黑格尔对逻辑的看法与逻辑传统乃至弗雷格本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6

	– 指出黑格尔的逻辑学，更具体地说，对应于今天所谓的哲学逻辑。7 因此，它在原则上并不与逻辑学的数学评价相斥，尽管它包含了一种对真理的关注，而这并不是数理逻辑所特有的。8





1 本书将对相关文献进行说明。1976年，伽达默尔（Gadamer）强调，传统上从当代视角解读黑格尔的著作通常考虑的是《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并且对考察黑格尔对认识论和心灵哲学的意义感兴趣，而评估黑格尔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对当代哲学的关联性则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棘手的。这一判断现在可以部分修正了。如今已有各种旨在从分析视角解读黑格尔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著作。其中较近期的请参见：Stekeler-Weithofer 1992, Bencivenga 2000, Burbidge 2004, 131–176, Berto 2005, Rockmore 2005, Ameriks/Stolzenberg 2005 (eds.), Redding 2007, Hammer 2007, Nuzzo 2010a (ed.), Butler 2012, Brandom 2014, 1–15, Bordignon 2014, Pippin 2016, Chapter II, Pippin 2019。另见收录于Emundts/Sedgwick 2017, Moyar 2017, Quante/Mooren 2018中的论文。

2 弗雷格在《思想》（Der Gedanke）（英译本见Frege 1956, 290）中写道：“我赋予逻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真理的规律，而非断言或思想的规律”。在1897年（现收录于Frege 1979, 3）弗雷格将逻辑学定义为“关于最普遍的真理规律的科学”。他写道，“逻辑规律无非是‘真’这个词内容的展开[] 任何未能把握这个词的意义的人[] 都不可能对逻辑的任务有任何清晰的观念”。关于黑格尔逻辑、亚里士多德逻辑与现代逻辑之间的连续性，更多细节亦见第2章与第3章。关于逻辑与真理之间联系的澄清性见解，请参阅dAgostini 2011, 115–127以及未发表的论文《逻辑：真理的说明》（Logic: the alethic account）。

3 见下文第一部分第2章。黑格尔所谓的逻辑与形而上学的等同，似乎排除了用具有本体论中立性理念的现代逻辑来处理它的可能性。参见Peckhaus对19世纪下半叶德国争论的重构，当时“逻辑改革意味着克服黑格尔对逻辑与形而上学的等同”，Peckhaus 1999, 447。关于反对逻辑具有本体论中立性的假设，参见Varzi 2014, 53–80。

4 黑格尔明确批评了他那个时代的逻辑学中典型的主观主义和认识论主义的说明，在这一方面公开赞扬了古代的观念（见下文第一和第三部分）。

5 见 4.3 与 5.2。

6 黑格尔对传统逻辑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拒绝逻辑学作为有效推论理论的地位。相反，这促使黑格尔发现了辩证法作为真正的有效推论理论（见第二和第四部分）。尽管黑格尔批评命题形式并强调辩证逻辑的概念性质（这似乎表明他与现代逻辑观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但他同时也指出（其方式让人想起弗雷格在同一主题上的见解）“句子是真理开始的地方”，并且对概念、句子和推论的研究应该在展示它们有机统一性的过程中展开（见下文第三部分）。关于黑格尔、亚里士多德与现代逻辑之间的连续性，更多细节亦见第2、3章，以及Redding 2007和2014, 281–301与Brandom 2014, 1–15。关于构成弗雷格逻辑观基础的黑格尔式预设，见Käufer 2005, 259–280。关于特伦德伦堡（Trendelenburg）对莱布尼茨的解释对弗雷格的影响，见Gabriel 2008, 115–131。

7 尽管如今“哲学逻辑”一词的表达并非总是具有单一含义，但我在第3章展示了黑格尔的用法与该词某个具体但根本的含义（即罗素对“哲学逻辑”的观念与定义）之间的连续性。

8 见第一部分，第3章。

本研究的第二个独特之处在于方法论。我不仅试图在他的已出版著作中重构黑格尔关于“逻辑”、“形式”、“真理”等的论题，而且极大地关注了他的《哲学史讲演录》（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审视黑格尔在其中关于古代与现代作者在“逻辑”、“逻辑形式”、“辩证推论”等概念上的论述。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赞同一个在欧洲黑格尔研究传统的作者们中广为人知的观点，即这些《讲演录》对于理解黑格尔思想的具体逻辑含义而言是基础性的。它们最初于1805-06年在耶拿构思并开讲，然后于1816-17年在海德堡几乎原封不动地重新提出，之后在1819年至1830年间在柏林定期讲授。正如伽达默尔在1976年所强调的，它们是黑格尔本人的真正实验室，他正是通过对古典和现代作者的解释来阐明他的辩证法概念的。此外，它们显然是面向学生的，因此其文本异常清晰，这与他那以晦涩著称的已出版的逻辑学著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有些作者在不同著作中已经明确强调并（或）在方法论上采用了这一论题：即《哲学史讲演录》对于理解黑格尔逻辑概念的发生和意义是基础性的。9 然而，这些著作并未处理黑格尔逻辑学对于当代哲学逻辑的意义。相反，那些确实探讨了黑格尔逻辑学与当代逻辑学关联性问题的著作，却并未考虑到《哲学史讲演录》。10 在这一全景下，本书的动机源于这样一种确信：黑格尔对哲学史的分析为在逻辑史中定位黑格尔逻辑学提供了基础性的见解，解释了其与古代（亚里士多德与斯多葛派）逻辑及先验（康德）逻辑的联系，从而使评估其对当代哲学逻辑的意义真正成为可能。

相应地，我也遵循了狄尔泰引入并被许多黑格尔学者采用的一种方法论手段，11 他们强调了黑格尔早期著作对于理解黑格尔逻辑思想的动机和起源的重要性。同样，这些作者的主要任务并不是从当代哲学逻辑的视角来考察黑格尔的思想。相反，我强调早期著作，12 特别是在法兰克福时期关于“结合”（Ver-einigung）的残篇，以及在耶拿时期的著作：《差异论文》（Differenzschrift）和《怀疑论论文》（Skeptizismusauf-satz）（这些著作要么没有被翻译成英文，要么只有部分被译成了英文），是我们理解黑格尔在当代哲学逻辑辩论中独特进路的关键参考点。



9 参见 Gadamer 1976, Düsing 1976, Id. 1990, 169–191 与 Id. 2012, Pöggeler 1990, 42–64, Riedel (ed.) 1990a, Schäfer 2001 等。

10 参见收录于 Marconi (ed.) 1979a, Priest 1989, 388–415, Steckeler-Weithofer 1992, Bencivenga 2000, Berto 2005 等的论文。例外有 dAgostini 2011b, 121–140, Butler 2012 以及 Redding 2014, 281–301。然而，这些作者并未像我所致力于的那样，对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逻辑重要性展开系统分析。我将在第四部分深化这些方法论上的考量。

11 参见 Dilthey 1921, Marcuse 1941, Lukács 1973。另见 Gadamer 1976, Düsing 1976, Henrich 1965/66, Verra 2007, Berti 2015 以及 Vieweg 1999 等。

12 参见 Hegel Werke 1 与 2。

逻辑史中的黑格尔

在当代关于逻辑史的叙述中，黑格尔关于逻辑和基本逻辑概念（如否定、矛盾、形式、真理等）的论题是普遍尴尬的根源。它们要么被认为与现代形式逻辑的传统格格不入以至于根本不被提及，要么只被暗示为“古怪的”（Kneale/Kneale 1962, 355），一种“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的混合体”（Kneale/Kneale 1962, 355），意味着对“形式逻辑的彻底拒绝”并“以一种作为思辨形而上学产物的辩证法来取代它”（Ritter/Gründer/Gabriel (eds.) 1971ff., vol. 5., 358），因此很快就被打发掉了。这种尴尬的另一个表现是，哲学词典中有时会出现逻辑条目的重复（“逻辑”与“思辨/辩证逻辑”；“否定”与“否定/否定性：黑格尔”）。13

按照标准，黑格尔的立场不属于经典：它根本没有被纳入考虑范围，或者被认为属于逻辑衰退的时期。例如，根据波亨斯基（Bochenski）1978年的观点，16世纪至19世纪是逻辑史上的一个死寂期。同样，博耶（Boyer）将逻辑史区分为三个时期：“逻辑史可以被划分为（尽管略嫌过于简化）三个阶段：（1）希腊逻辑，（2）经院逻辑，以及（3）数理逻辑”（Boyer 1968, 633）。这些及类似重构在近期的著作中受到了批评或修正。Peckhaus（1999, 434–435）指出，Boyer的“略嫌过于简化 [] 使他得以跳过400年的逻辑发展，并忽略了康德的先验逻辑、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以及穆勒（Mill）的归纳逻辑也被称为‘逻辑’的事实”。14 Thiel 1965、Peckhaus 1997（以及Peckhaus 1999）和 Gabriel 2008 明确致力于修正这一经典，展示了符号逻辑在从莱布尼茨到特伦德伦堡的哲学和逻辑传统中的根源。同样受到弗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 logics）兴起与发展影响（见Priest and Routley 1984）的逻辑史新趋势的体现，是《逻辑史手册》（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Logic）（Gabbay/Woods (eds.) 2004），其中作者们用专门一章探讨了黑格尔的逻辑学。15 同样在《现代逻辑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ogic）（Haaparanta 2009）中，关于“逻辑问题”的章节（Vikko 2009, 203–221）包含了一项对黑格尔在19世纪被称为“逻辑问题”（die logische Frage）的复杂逻辑改革运动中所扮演角色的评估。16 然而，将黑格尔完全整合进逻辑史经典之中仍是一个待完成的愿望。更一般地说，“标准的逻辑史陈述忽略了其发展中哲学层面与数学层面之间的关系”，这一点被Peckhaus（1999, 434）强调。我的研究正是将这一特定关系纳入考量以确立方向的。

困惑、遗漏与重复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但我认为，尽管黑格尔那里的“逻辑”确实标志着一项广泛的事业，其核心却与我们今天所指的“逻辑”完全一致。17 本书的方法论路线受到了这样一种观点的启发：只有当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当黑格尔谈论“逻辑”并提及逻辑概念时，他在技术意义上所指的东西距离当代逻辑学家所指的东西并不遥远，我们才能理解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贡献及批评。



13 参见Ritter/Gründer/Gabriel (eds.) 1971ff., vol. 5., 357ff. 与 389ff. 中关于“逻辑”和“思辨/辩证逻辑”的两个条目，以及Ritter/Gründer/Gabriel (eds.) 1971ff., vol. 6., 666ff. 与 671ff. 中关于“否定”（逻辑上）和“否定/否定性”（一般哲学中，以及黑格尔）的条目。

14 《牛津十九世纪德国哲学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German Philosop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用专门一章讨论十九世纪德国逻辑（Priest 2015, 398–415）。在这一章中，Priest确实考察了黑格尔的逻辑学（402ff.），但他也声称辩证循环“与推论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也与本章中逻辑的意义无关”。

15 这是由 Burbidge 撰写的章节（Burbidge 2004, 131–176）。

16 关于黑格尔与“逻辑问题”，另见 Ficara 2015, 39–55。

17 Stekeler-Weithofer 1992, 23 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尽管表面上看似漫无边际，但它确实对应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关于对黑格尔及其逻辑理念的常见偏见，另见 Stekeler-Weithofer 2016, 3–16。关于黑格尔似乎赋予逻辑学领域的广泛主题，见 Siep 2018, 651–798 以及 Tolley 2019, 73–100。Siep 2018, 790 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系统探究，在不同的文化和科学领域之间进行中介。对他而言，这种逻辑概念在今天很难被接受。然而，对Siep来说，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此构想的黑格尔逻辑学对应于一种关于逻辑的哲学说明，且作为这种说明，对科学和文化教条主义具有批判潜力。在Tolley 2019, 73 f. 看来，黑格尔逻辑观的特点是两项承诺（他称之为逻辑的“过度丰富化”与其主题的“神化”），这似乎把黑格尔推离了大多数当代的逻辑概念。

相应地，这项工作的总目标是为将黑格尔关于逻辑与基本逻辑概念（尤其是：真理、矛盾、否定、有效性以及“逻辑”自身）的观点真正整合进当代哲学逻辑的经典之中创造条件。出于许多原因，这样的整合是极富成效的。

首先，出于释经的原因，这是重要的。如果从其相对于形式逻辑传统被假定的“古怪性”视角来阅读黑格尔的许多观点，它们将毫无意义；而一旦这种古怪性假设被摒弃，它们便获得了清晰的含义。奇怪的是，认为黑格尔置身于现代逻辑最经典发展之外的观点，在非字面翻译的选择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例如，《哲学史讲演录》中关于亚里士多德逻辑段落的常见译法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绝非建立在知性的这种关系[三段论形式]之上”（Hegel Werke 19, 241/Hegel 1892ff., vol. 2, 223）。然而，在德文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是“Aristoteles Logik”（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而非“Philosophie”（哲学）。可以合理地推测，这种转换源于解释者的确信，即当黑格尔写下“逻辑学”时，他指的并非我们所说的“逻辑学”，而是别的东西，因此更通用的词汇“哲学”更为可取。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将展示黑格尔对“逻辑”的使用完全适用于我们的用法。更确切地说，他用这个词意指的，正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哲学逻辑。

其次，对黑格尔逻辑学观点进行“正常化”在哲学上十分重要。黑格尔反复强调，逻辑学不仅出于理论原因，也出于实践乃至政治原因是根本性的：它有助于追求普遍及个人的善，它关乎我们切身的利益。如果我们接受他所谈论的内容确实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逻辑学相关，那么这些考量便显得更具洞察力和趣味性。它们不再仅仅是以一种松散和模糊的意义使用“逻辑”的结果，而是表达了这样一种积极观念：逻辑作为对有效性的形式研究，对人类共享的与个人的生活具有效用（这一观念与莱布尼茨或罗素本人曾经的想法相去不远）。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著作可能展现为一次真正的“逻辑赋权”操作。然而，如果主流观点认为黑格尔所谈论的并非技术意义上的逻辑，而是别的东西，那么那些对逻辑感兴趣的人来说弥足珍贵的论题和论证就会丢失。

最后，将黑格尔视为一位真正的对话者（也许不是在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或弗雷格的层面上，但仍是一位重要对话者）出于科学原因也是富有成果的。例如，如果对弗协调主义的考察忽略了黑格尔关于矛盾的获得物，那么在许多方面都会是欠缺的。一般来说，弗协调主义者并没有忽视黑格尔的辩证进路，即使他们并不总是公开地注意到这一点。

标题

本书的副标题指涉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zur Philosophie der Rechts）中创造的“哲学逻辑”（philosophische Logik）一词，用以指代哲学探究的逻辑，即黑格尔本人在其逻辑学著作中所呈现的逻辑。正如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更详细地解释的，当代哲学家（Sainsbury 2001, 1 和 Lowe 2013, 1）使用这一表达来向伯特兰·罗素致敬，后者在《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中写道：


某种对逻辑形式的知识，尽管在大多数人那里不是显式的，但包含在对所有话语的理解中。哲学逻辑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知识从其具体的包被物中提取出来，并使其变得显式和纯粹。（Russell 2009, 35）



黑格尔在其哲学逻辑中设想的任务使用了非常相似的术语。对于黑格尔和罗素而言，形式都是沉积在我们的思想、语言和生活中的“事实”。两位哲学家也都主张哲学逻辑的任务是从其“具体的包被物”中“提取形式”。黑格尔写道：


思想的形式是 [] 展现在并储存在人类语言中的 [] [它们] 渗透于每一个[人类的] 感觉、直观、欲望、需要、本能中 [] [它们是] 人类[生活]在其中的自然元素，确实，也是[他们]自己特有的自然 [] 在我们所有的观念、目的、利益和行动中起作用的思想活动是 [] 无意识地忙碌着的（自然逻辑） [] 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逻辑本性上 [] 这就是任务。（Hegel Werke 5, 20 ff./Hegel 1969, 31 ff.）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逻辑”这一表达非常适合从当代的视角回答“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何种逻辑？”这一问题。

更具体地说，如我所暗示的，在黑格尔看来（以及在其他作者看来），哲学逻辑的独特特征在于逻辑与真理严格地、甚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将哲学逻辑作为真理逻辑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是说得通的。18 在这个意义上，“真理的形式”这一表达对于处理黑格尔逻辑学概念的不同方面非常有用。



18 逻辑与真理之间的联系被许多古典和当代作者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参见Frege 1979以及Tugendhat 1970等人的著作。它是 dAgostini 2011 第二部分的具体主题。

首先，黑格尔的逻辑学被一种观点所贯穿：逻辑工作的基本假设是真理的实在论意义，以及思想与现实的符合。黑格尔写道：


人们可以诉诸通常的逻辑学概念本身，因为这被假定为，[] 如果从给定的规定中推论出其他的规定，[] 被推论出的东西并不是外在于且异于对象的东西，而是它属于对象自身，即对于思想而言存在着一种对应的存在。（Hegel Werke 5, 45/Hegel 1969, 50 f.）



在这里，黑格尔并不是要说，在逻辑学中被分离和考量的推论形式（例如肯定前件式，modus ponens）在任何情况下都总是现实的表达（事物状态的表达），或者像“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是女性，那么她不可靠。希拉里·克林顿是女性，因此她不可靠”这样的论证是对事物状态的表达。黑格尔的主张毋宁是，在区分出作为有效推论形式的不同形式时，我们隐含地假设了它们揭示出存在着某种与我们思想相对应的事物。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在进行逻辑研究时，我们提出主张，即我们发现（从语言的自然逻辑中提取出）的形式是真理的形式，是我们的思想一旦有效地参与探寻真理就会呈现的形式。19

其次，“真理的形式”这一表达指代了黑格尔逻辑理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黑格尔声称存在着一个关键问题“没有人想到去研究”，即“[逻辑学家们区分出的]这些形式[就其自身而言]是否是真理的形式”（Hegel Werke 6, 268/Hegel 1969, 594f.）。在黑格尔看来，必须追问形式的真理问题，这意味着“有必要让[这些形式]接受批判”，以确定它们在事实上是否能够表达真理，即说明思想思考现实，从而真正成为思考现实的思想形式。如此陈述，这一理念也引入了修正逻辑以及对既定经典规则进行批判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最后，“真理的形式”这一标题可以追溯到对黑格尔而言真理思想最一般的形式。对于黑格尔来说，他那个时代的逻辑学所探讨的形式（和规律）并非真理的形式和规律。矛盾是唯一真正的真理形式。黑格尔著名地声称：contradictio est regula veri（矛盾是真理的规范），这一表述与黑格尔从康德那里继承的规范性形式概念非常契合。20 在一些或许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段落中，黑格尔还强调矛盾是真理的形式特征（Hegel Werke 2, 39）。正如我在本书最后一部分所展示的那样，这一可能看似违反直觉的概念，实际上是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基石。从辩证和思辨逻辑作为哲学逻辑的角度来看，它是完全合理的。黑格尔写道：


人们普遍未能认识到，在任何知识和任何科学中，被当作真理的东西，即使就内容而言，也只有当哲学参与其产生时，才配得上“真理”之名。（Hegel Werke 3, 63/Hegel 1977, 41）



在这里，黑格尔暗示哲学思想是探寻（及认识）真理的唯一条件。在陈述这一点时，他脑海中有一种观念，即哲学作为怀疑的、自我反思的与批判的思想，由古代怀疑论原则“对于每一个有效的论证，都有一个同样有效的相反论证”所引导。21 批判性地反思（并质疑）每一个预设是获得真理的条件（规范）。黑格尔从古代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以及古代怀疑论——中得出了这种观点。在这个意义上，“真理的形式”这一表达指的是将矛盾作为获得真理的规范。此外，这个表达还暗示着作为形式的矛盾是真理概念本身的本质特征。如果我们想用有限的表达在情感上和语言上固定我们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地探寻（及认识）真理的过程，那么这个表达将会是矛盾。22



19 这意味着，在黑格尔那里，逻辑作为对“思想的形式”研究的概念被保留了下来。

20 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考量了黑格尔逻辑学的规范性意义。

21 塞克斯都·恩皮里克（Sextus Empiricus）1985, 140 以及 Hegel Werke 2, 230。关于黑格尔中的怀疑论与哲学，首先参见 Vieweg 1999, Id. 2007 以及 Heidemann 2007。另见 Gadamer 1976, Dusing 1976, 以及收录于 Riedel (ed.) 1990a 中的论文。

22 在第四和第五部分，我主张黑格尔所说的“矛盾”可以在形式上最好地把握为 𝑎↔¬𝑎。

内容

本书共有五个部分，分别致力于逻辑、形式、真理、有效性和矛盾。在每个部分的结尾，以及在考量了黑格尔的观点与当代理论的关系之后，我对每一章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总结。因此，在这里我仅限于勾勒本书五个部分中所探讨的一般主题。

第一部分（I: 逻辑）致力于探索黑格尔对“逻辑”概念的使用及其关于逻辑学的性质、理性和目标的基本观点。我介绍了关于逻辑学的三个黑格尔式论题：逻辑的东西（das Logische）与逻辑学（die Logik）的区别、知性逻辑与理性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联系。重点集中在关于黑格尔逻辑学及其被认为无法借由当代逻辑来把握的（或多或少被共享的）观点上。诸如“黑格尔的逻辑学是概念的而非命题的”或“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与通常指的具有本体论中立性的逻辑无关”等观点，受到了审查和讨论。其主要目的是摒弃这些观点，从而为将黑格尔的思考真正整合进逻辑史与哲学逻辑的经典之中敞开领域。

第二部分（II: 形式）探讨黑格尔关于逻辑形式与形式主义的观点。将考量诸如“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形式的吗？”、“黑格尔关于逻辑形式性的观点与现代乃至当代概念兼容吗？”以及最后“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形式考量甚至形式化完全没有意义吗？”等问题。

在第三部分（III: 真理）中，我展示了黑格尔的真理概念，聚焦于当代哲学逻辑中每一种真理论基础上的两个标准问题：“对于黑格尔来说，真理的承载者是什么？”以及“‘真’这个词对他意味着什么？”。本部分的结尾从逻辑与真理相联系的视角考察了黑格尔的真理观。

第四部分（IV: 有效性）涉及黑格尔关于“什么从什么得出”的观点，其动机在于这样一种见解：为了评估黑格尔对有效性（或逻辑后承）概念的历史乃至我们实际理解的可能贡献，有必要理解辩证推论的确切含义，将它们与其他类型的推论区分开来。换句话说，要理解黑格尔的有效性概念，我们必须反思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

最后一部分（V: 矛盾）探讨了辩证矛盾的意义以及黑格尔对当代不一致概念的可能贡献。在这里，我更仔细地审视了矛盾中所涉及（或受其质疑）的联结词及相应的逻辑规律（消除双重否定、不矛盾律、排中律）。


1 术语准备：“逻辑之物”与“逻辑学”，“知性逻辑”与“理性逻辑”

正如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指出的（1976, 78），黑格尔创造了一个在他之前找不到的新表达：“逻辑性的东西”（das Logische）。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对该词的用法，正如希腊哲学家使用“逻各斯”（logos）一词一样，作为“理性”的等价物，即：概念或形式的领域，是构成并统治人类语言和推理的普遍且纯粹的实体。1

在《逻辑学》（Science of Logic）第二版序言中，黑格尔写道：

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并储存在人类语言中 []

逻辑性的东西 [das Logische] [是] 人类 [生存其中的] 自然元素，甚至是 [他们] 自己的特殊本性。（Hegel Werke 5, 26 f., Hegel 1969, 36 f.）

这里有趣的是，对于黑格尔来说，逻辑形式（“思维形式”）是客观实体，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被视为“事实”。这些事实发生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中，即思想领域（das Logische），这是人类的显著特征（“自然元素”），也是人类生活、行动和互动的领域。



1 在英文翻译中，该术语通常被译为“logic（逻辑）”（例如见Hegel 1969, 36 f.），但这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它有可能忽略重要的哲学蕴涵。Nuzzo 1997, 41 ff. 考察了黑格尔在“逻辑学（logic）”与“逻辑性的东西（the logical）”之间的区分。另见 Nuzzo 1992, 193–198 和 281 注 84。Fulda 1965 和 Fulda 2006, 25–27 及 32 ff. 强调“逻辑性的东西”是黑格尔“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的领域。d’Agostini 2000, 95 ff. 探讨了黑格尔的新用法对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关系的影响。Labarrière 1984, 35–41 和更近期的 Caron 2006, 149–183 提出了对“das Logische”的神学解释。Di Giovanni 2007, 85–87 拒绝了神学解释，强调在黑格尔那里，“das Logische”这一表达代表了构成黑格尔《逻辑学》主题的语言和思想领域。关于“das Logische”在黑格尔哲学中以及在伽达默尔对黑格尔的解释中的核心地位的考察，另见 Dottori 2006, 423–436 和 530 ff。Abel 1999, 18 ff. 区分了“逻辑”的两种含义：作为有效推理理论的逻辑学，以及作为隐含存在于我们所有行动、思想和感知中的形式的逻辑。在 1999, 81 ff. 中，Abel 还强调了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也是在第二种含义上构想逻辑的。

在我们所有观念、目的、兴趣和行动中起作用的思想活动是 [] 在无意识地忙碌着的（自然逻辑） [] 将注意力集中在这种逻辑本性上 [] 这就是任务。（Hegel Werke 5, 26f., Hegel 1969, 36f.）

每当我们思考、说话，甚至仅仅是生活（行动，有目标和兴趣）时，我们都在使用逻辑形式。它们统治着我们的思想和信念，并支配着我们的行动和互动。

因此，我们看到“das Logische”和“逻辑本性”等表达都指代作为客观事实的逻辑，独立于人类决定：前者表示逻辑形式涌现的自然领域；后者表达使用这些形式的自然和“无意识”活动。现在黑格尔说，我们的“任务”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思维形式上，使它们成为探究的对象：它们是被无意识地使用的，我们必须将它们带入意识中。这项事业被黑格尔称为“die Logik（逻辑学）”，这是一种孤立并固定有效推理形式的理论或学科，将它们从人类语言和生活中“提取出来”。

因此，对于黑格尔而言，形式是客观发生的事物，属于 das Logische（人类思想）的领域，而“逻辑学”就是孤立并固定它们的理论或学科。然而，das Logische 和 die Logik 之间的联系并非如此直接和毫无争议。在《逻辑与形而上学讲演录》（Lectures on Logic and Metaphysics, 1817）中，黑格尔写道：

对我们来说，逻辑是一种自然形而上学。每个思考的人都有它。自然逻辑并不总是遵循理论逻辑中所确立的规则；这些规则往往践踏了自然逻辑。（Hegel 1992, 8）

逻辑是自然的。更具体地说，它是一种“自然形而上学”，我们稍后会更清楚地看到。思考意味着拥有“一种逻辑”（一种思想秩序）。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自然活动并不遵循所有且仅遵循由 die Logik 确立的规则。由 die Logik 固定的逻辑规则有时——实际上往往——会“践踏”思想的自然性。“自然逻辑”就这样与“作为理论的逻辑”分道扬镳了。2

我们思考的自然方式在很多意义上并非严格符合“逻辑”，而且我们的推理往往受到“认知错觉”的支配，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明-



2 在《耶舍逻辑学》（Jäsche Logik）（Kant 1996, vol. 2, 439）中，康德回忆道，自然逻辑（natürliche Logik）与科学逻辑（wissenschaftliche Logik）之间的区别在他那个时代是一种常见的区分，也被称为自然逻辑（logica naturalis）与经院逻辑（logica scholastica）之间的区分。然而，对康德而言，真正的逻辑学只有科学逻辑学。而在康德那里，自然逻辑被排除在科学的考察之外，但在黑格尔那里，它却是作为一门科学的逻辑学的基本组成部分。

显的。3 但黑格尔持有相反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经常出错的是逻辑学，而不是“自然”的思维方式。他强调，由 die Logik 确立的逻辑规则相对于自然思想来说可能是错的，而且实际上往往是错的。这正是引出黑格尔对他那个时代实践的一门固定体制化学科——作为一种装置的“逻辑学”——进行特殊批评的辩证相关的境况。4

黑格尔的批评与他一贯倾向于的对逻辑的“客观”概念联系在一起。正如 Nuzzo (1997, 47 ff.) 所指出的，“自然逻辑”与“逻辑理论”之间的区分意味着黑格尔对逻辑采取了一种“非工具性”的观点。对于黑格尔来说，并非是我们使用或拥有逻辑规则和形式。它们不是评估有效性或真理的工具。相反，是逻辑拥有并使用我们，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遵循它，重构思想和语言的客观逻辑行为。5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承认某种逻辑约束的原因也变得清晰起来。作为属于 das Logische 领域的事实，逻辑形式的规范作用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决定和任意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能会说 das Logische 相对于 die Logik 具有毋庸置疑的首要地位。自然推理关系呈现出它们自身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比作为理论的逻辑所固定规则的假定有效性更强，并有权被如此承认。逻辑形式的自然性证明了逻辑约束的正当性，即形式对我们的思维和信念施加的约束。但正是逻辑的这种自然性，为黑格尔对传统逻辑的批判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解释。

在黑格尔的文本中，有许多关于传统逻辑规则“失败”的例子。6 其中最生动的例子之一，呈现在短文《谁在抽象思维？》（1807）中，是一个关于起诉的轶事。当一位女士宣称被带到刑场的杀人犯“很英俊”时，普通人感到震惊，并评论道：“怎么能想得这么邪恶，称杀人犯为英俊呢？”。由于我们通常致力于（逻辑-



3 关于自然推理的错误，参见 Wason/Johnson-Laird 1972 的经典论述。

4 重要的是，黑格尔还批评了他那个时代的哲学习惯，尤其是在浪漫主义者中流传的习惯，即将逻辑学的研究视为多余，并将逻辑学还原为对自然逻辑的说明和对一个人思维活动的纯粹心理学考察。参见 Krohn 1972, 56。

5 Nuzzo 在 1997, 47 ff 中强调了这一点。我同意，但我也强调逻辑作为理论对“逻辑性的东西”的规范作用。

6 参见例如 Hegel Werke 2, 575–581, Hegel Werke 18, 526–538 以及 Ficara 2013, 35–52, 注 1。

形而上学的）观点，即同一个主词不能有对立的属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些把罪犯（坏人）说成“好”（聪明，英俊）的人“思想邪恶”。在这个例子中，普通人代表了逻辑作为理论的规范实例，而女士的评论代表了对它的违反，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表明的，这种违反是绝对合理的。7

在这方面，另一个区别值得一提，即“知性逻辑”（Verstandeslogik）与“理性逻辑”（Vernunftlogik）之间的区别。

1.2 两种逻辑学？

很明显，有多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作为理论的逻辑”与“自然逻辑”之间的不一致。如果我们坚持规则的有效性，我们就有“知性逻辑”或“有限逻辑”（Verstandeslogik）；如果我们质疑规则的有效性，我们则有“思辨”或“理性逻辑”（为了对称，我们可以称之为 Vernunftlogik）。8

使用“Verstandeslogik（知性逻辑）”这一表达，黑格尔通常指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传统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即判断、概念和三段论的理论，这在康德的《耶舍逻辑学》等著作中有所体现。“Vernunftlogik（理性逻辑）”，理性的逻辑，思辨的或辩证的逻辑，是特指黑格尔意义上的逻辑事业。它包含对 Verstandeslogik 的批判性考察，即对基本逻辑概念和形式（其中包括：命题的概念、概念的概念、矛盾的概念，以及排中律、同一律和不矛盾律）的考察。9

现在普遍认为，黑格尔对知性逻辑的看法是无可挽回的批判性的。10 然而，黑格尔的观点更为复杂，不能还原为-



7 关于黑格尔对常识的立场，参见 Vieweg 2007, 111ff。Vieweg 指出黑格尔主要批评的不是常识，而是常识哲学，根据常识哲学，常识是毋庸置疑的规范实例。

8 黑格尔并没有这样原封不动地使用这个术语，但黑格尔使用了不同的类似术语（作为理性科学的逻辑，以及理性三段论、理性知识等表述）。

9 顺便说一句，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在一个非常初步的层面上，Vernunftlogik 也是对 Verstandeslogik 和形而上学之间充分性关系的检查（见本书第2章）。

10 针对将黑格尔对知性逻辑（他那个时代的形式逻辑）的批评解释为对形式逻辑的彻底拒绝，参见《历史哲学词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Ritter/Gründer/Gabriel (eds.) 1971 ff., vol. 5, 358。在 Adorno 2010 中，Vernunftlogik 和 Verstandeslogik 之间的联系（前者被称为 Dialektik 即辩证法），以与我非常相似的术语进行了重构。Adorno 2010, 304 强调，“辩证法 (Vernunftlogik) 预设了逻辑 (verstandes-logische) 规律的有效性，然而又必须超越它们”。辩证法是试图“逃离 Verstandeslogik 的监狱”，不是通过逃到前逻辑的维度，而是“通过带来 [Ver-”

standeslogik（知性逻辑）] 反思它自身的不充分性”（Adorno 2010, 306）。同样地，根据 Stekeler-Weithofer 1992, 8，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对传统实践进行反思的一般方法，包括对思考、认识和推理的可能性条件进行更高阶的思辨反思。逻辑学不仅作为一种“一般思维学说”（allgemeine Denklehre）被预设，而且在其成问题的本质上也受到了批判和分析。因此，黑格尔的逻辑学对于 Stekeler-Weithofer 1992, 9 来说是一种“反思思维方法的一般学说”（allgemeine Methodenlehre des reflektierenden Denkens）。

对逻辑学采取理智路径的简单拒绝。正如第二部分所阐明的那样，黑格尔在指出 Verstandeslogik 局限性的同时，也赞扬了它，认为它是“理性逻辑”的必要基础。他写道：

如果没有知性[的逻辑]，理性[的逻辑]就什么都不是，如果没有理性[的逻辑]，知性[的逻辑]仍然是某种东西。（Hegel Werke 2, 551）

因此，我们可以说，Verstandeslogik 是 Vernunftlogik 的必要——虽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后者离开前者就无法生存。知性逻辑是首要条件：它是把握形式自然活动的描述性活动，它也对自然逻辑施加规范性约束。相比之下，理性（辩证）逻辑是对同一知性逻辑的批判性、规范性反思。因此，理性逻辑最终为将知性所捕获的形式应用于有效的、自然的推理活动提供了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Vernunftlogik 用康德的话来说，是知性逻辑始终必须面对的“法庭”。

黑格尔论述中两种“逻辑学”的区分与康德在 Verstand（知性）和 Vernunft（理性）之间的区分相似。这种区分对黑格尔来说至关重要，以至于他将其置于他自己关于哲学和哲学合理性观点的中心位置。11 黑格尔保留了康德的术语，加深了它，并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康德的概念框架。更具体地说，与康德不同的是，黑格尔预设了理性逻辑（Vernunftlogik）的理念，它包含了对逻辑学自身（作为 Verstandeslogik）确立的形式的批判。因此黑格尔也强调12，划分形式和概念规定，并同时批判或修正它们的，是同一门学科（即作为科学的逻辑学，逻辑科学）。我在此将仅限于暗示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连续性元素，而把关于他们之间差异的问题留给-



11 从他的早期著作开始（参见 Hegel Werke 2，特别是 20 ff., 305 ff. 和 551），黑格尔就采用了这种康德式的区分。关于康德和黑格尔中的 Verstand 和 Vernunft，参见 Fulda/Horstmann (eds.) 1994，特别是 235–286。

12 例如参见 Hegel Werke 6, 287/Hegel 1969, 611。

随后的考察（第二部分）。13 这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黑格尔的观点，即 die Logik 必须如何对待 das Logische，或者更一般地，逻辑理论必须如何把握逻辑本性，而不背叛它。

康德将 Verstand 和 Vernunft 都用作“思想”的同义词，黑格尔也是如此。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这两个术语都定义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Verstand 是判断和部分规定的能力，而 Vernunft 是推理和完全规定的能力。前者是康德在《先验分析论》中研究的能力，该部分分析了我们思想中的先天元素，识别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将它们区分开来并予以固定。后者是《先验辩证论》的主要主题，其关注的是孤立在《分析论》中的形式和概念如何应用于它们自身。在《先验分析论》中，判断形式（这在康德和黑格尔时代的逻辑手册中进行了研究），以及相应的范畴（我们对象知识的基本形式），在作为客观知识的真正可能性条件的前提下，被孤立和考察。《先验辩证论》处理同样的形式，并表明如果将它们应用于自身，而不是应用于直观中给定的杂多，它们将如何引发谬误推理和二律背反。《先验辩证论》因此既是 Logik des Scheins（幻相逻辑），由于将形式应用于自身会产生二律背反，也是 Kritik des logischen Scheins（逻辑幻相的批判），因为它展示了如何避免理性所产生的幻相和错误。14

因此，对康德和黑格尔来说，“理性”依赖于知性，并依赖于被其孤立的形式。同时，理性比知性更具普遍性，因为它反思知性形式和规则，探讨它们对思想真实内容的应用。在康德和黑格尔看来，理性是辩证的，而知性是分析的。由此，Verstand 分离并孤立我们思想的元素（形式和概念），而 Vernunft 却反-



13 辩证的、思辨的哲学试图完成由先验哲学发起的筹划，这被许多作者强调，其中包括 Gadamer 1976 和 Demmerling 1992, 67。对于 Demmerling 来说，思想形式是辩证法和先验哲学的共同特定研究领域（见 79f.）。关于康德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哲学计划的重要性，另参见 Wiehl 1966, 103ff. 和 Gadamer 1976, 35ff. 等。关于黑格尔对康德二律背反观点的解释和改造，参见 Dusing 2012, 93–114。关于黑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另见 Verra (ed.) 1981, Baptist 1986, Brinkmann 1994, 57–68, Engelhard 2007, 150–170, Sedgwick 2012。

14 显然，这两种概念意味着对二律背反采取根本不同的态度，正如我们将稍后在第二和第四部分看到的那样。

思它们，将它们应用于自身，并且在这样做时产生了不可还原且不可避免的矛盾（二律背反）。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两位思想家来说，“知性逻辑”固定规则和形式，而“理性逻辑”意味着对这些规则和形式的批判性反思，以及解释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思想总体的关系。对两者的经典且普遍承认的差异，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康德将理性批判的和完全规定的活动与真理区分开来。对他来说，真理的形式标准是不矛盾律，而理性在试图完全规定事物时会遇到矛盾，因此无法保存真理。相比之下，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思想是由真理驱动的。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对于黑格尔而言，真理是完全的且怀疑的，因此理性思想是完全的且怀疑的。此外，我们还将看到，对于黑格尔来说，怀疑主义和完全性都在重要意义上需要矛盾。

就目前而言，强调另一个差异很重要。正如知性和理性是人类认识和信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样，在黑格尔看来，Verstandeslogik 和 Vernunftlogik 也是同一项事业中必然相关的组成部分。前者是固定和孤立“沉没”于自然语言中形式的理论，而后者是对这些形式的批判性分析。这种分析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质疑由 Verstandeslogik 确立的形式的有效性。

在这方面，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黑格尔看来，传统逻辑的缺陷在于它倾向于仅以知性逻辑的术语发展，从而未能履行其对 das Logische 的义务，以及未能履行其扎根于事物现实性之中的义务——也就是说，未能履行其对真理的义务。因此，现在需要探讨的是逻辑在现实中的扎根，从而需要探讨黑格尔视野下逻辑学在“形而上学”方面的承诺。


2 “逻辑与形而上学相重合”是什么意思？

在《百科全书》的一段著名段落中，黑格尔写道：“逻辑学 [] 与形而上学，即设定并保持在思想中的事物的科学相一致”（Hegel Werke 8, 81/ Hegel 1991, 56）。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关键点，从当代的视角来看，这同时也是一个极具争议、难以理解的问题。15 人们甚至可能认为，



15 有趣的是，“黑格尔与形而上学”这一主题是完全相反解释的源头。对于一些作者来说，黑格尔是一位形而上学家（参见最新著作中的相关内容，收集在 De Laurentiis 2016 中的论文）。对其他一些作者（参见最新文献 Jäschke 2012, 11–22）来说，他的哲学是反形而上学的。对于 Stekeler-Weithofer 1992, 68 来说，黑格尔关于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关系的谈论意味着这两个术语“逻辑”和“形而上学”是“对理性思想进行概念分析的可互换标题”。这可能被用来暗示，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形而上学（作为对存在的事物及其本质的探究）是多余的。然而，Stekeler-Weithofer 在 1992 年的立场更加复杂，不能将其直接解读为反形而上学。在英美的参考书目中，由 Pippin 1989 和 Pinkard 1966, 13–20（但另见 Engelhardt/Pinkard (ed.) 1994）等人所辩护的所谓的“非形而上学”解释，是在反对将黑格尔哲学视为唯灵论唯心主义或柏拉图主义的传统所谓“形而上学”解释中产生的（参见 Stern 在 1996 年的重构）。Pippin、Pinkard 和 Stern 拒绝这种形而上学的解读，强调了黑格尔哲学的先验、康德式和批判的起源，由此“先验”被用来修饰一种关于思想和科学的理论，而不是关于存在或现实结构的理论。我同意强调黑格尔先验主义的那些解释。然而，在 2006 年我也表明了康德自身的先验和批判视角不应被解读为反形而上学的词汇。显然，一旦澄清了“形而上学”和“先验哲学”的含义，争论就解决了。关于康德本体论、形而上学和先验哲学概念的分析，参见 Ficara 2006。关于英美黑格尔与形而上学争论的重构，参见 Beiser 1993, 1–24, Stern 1996, 206–225, De Boer 2011, 77–87, Ficara 2011, 400–405, De Laurentiis 2016, Zambrana 2017, 292f., Kreines 2017, 331f., Lebanidze 2019。如果“形而上学”指的是：神秘主义、独断论或某种特定的世界观，那么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哲学）就不是形而上学。如果“形而上学”指的是关于现实最普遍结构的理论，那么它就是。Koch 2014, 238 指出，如果我们对“形而上学”的理解是一种特定的、不可修改的关于事物状态的理论，那么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不是形而上学；但作为“逻辑空间的理论”，它确实是形而上学，在此之中黑格尔主张柏拉图或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以静态术语构想的逻辑空间在演化（Koch 2014, 304 ff.）。在 2018, 220 中，Stekeler-Weithofer 论证了黑格尔逻辑学中逻辑概念分析（logische Begriffsanalyse）和本体论形式分析（ontologische Formenanalyse）的基本同一性。Houlgate 2018, 146 则捍卫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黑格尔的逻辑是对思想最基本结构的考察，而这些结构与存在的最基本规定相一致。在他最近的著作中，Pippin（2016，第7章；2017, 199–218；2019）主张认为，黑格尔关于逻辑与形而上学关系的思考-

在这方面，黑格尔的“逻辑学”概念与我们完全受形式主义和本体论中立性影响的现代概念，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2.1 作为逻辑学一部分的形而上学

在1812年10月23日给朋友尼塔默（Niethammer）的一封信中，黑格尔指出，形而上学是一门“如今人们已经习惯对它感到某种尴尬的科学”（Hegel Werke 4, 406）。在高级中学教授的哲学学科中，“形而上学似乎一无所获，因为心理学和逻辑学已经取代了它的位置”（Hegel Werke 4, 406）。与此同时，黑格尔写道，形而上学被“完全保留”在逻辑学之中。

依照我的观点，形而上学的东西 [das Metaphysische] 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属于逻辑的东西 [das Logische] 内。在这里我可以援引康德作为我的先例和权威。他的批判将迄今为止存在的形而上学还原为了对知性和理性的考察。因此，逻辑学在康德的意义上可以被这样理解，在所谓的一般逻辑学的通常内容之外，他所称的先验逻辑学也与之结合，并被置于其前面。在内容方面，我指的是范畴的学说，或反思的概念，以及理性的概念：分析和辩证。这些客观的思想形式构成了独立的内容 [对应于] 亚里士多德《范畴篇》[organon de categoriis] 或以前本体论的角色。此外，它们独立于个人的形而上学体系。它们在先验唯心主义中出现，同样也在独断论中出现。后者称之为存在的规定 [Entium]，而前者称之为知性的规定。（Hegel Werke 4, 406 f.）

黑格尔指出，形而上学领域（das Metaphysische）完全落入逻辑领域（das Logische）之内，并且在这方面，他的概念遵循了康德的概念。在康德那里，亚里士多德和前康德本体论的领域，16 它大致对应于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主题，



-根本上与古代（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概念是一致的（参见 Pippin 2016, 168, 171, 181, 187）。我在 Ficara 2014c, 245–256 中也为类似的观点进行了辩护。许多经典著作（其中包括 Gadamer 1976, Verra 2007, Düsing 2012, Riedel (ed.) 1990a）都论证了黑格尔路径在这一点上与古代哲学之间的实质连续性。正如 Gadamer 1987, 93 所回忆的那样，海德格尔曾在这种语境下说过：“Hegel, der radikalste Grieche（黑格尔，最激进的希腊[哲学家]）”。对 Pippin 2019 的批判性考察参见 Baumann 2019, 1256–1260。

16 “本体论（ontology）”一词首次出现在郭克兰纽（Goclenius）的《哲学词典》（Lexicon philosophicum，Goclenius 1613）中，意指“关于存在的哲学”（philosophia de ente）。遵循这种用法，Wolff 1730, § 1 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称为“本体论”，将其等同于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scientia entis in genere, quatenus ens est）和人类知识所有原理的科学。Baumgarten 1739, § 4 将本体-

是先验（分析和辩证）逻辑的主题，并与形式逻辑（作为关于概念、判断和推理形式的理论）的内容一起处理（黑格尔说：置于其前面）。黑格尔指出，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作为范畴理论）彼此从属，因为它们的主题独立于个人的形而上学体系（无论它是，例如，先验唯心主义，还是独断论）。有趣的是，黑格尔区分了“形而上学体系”（metaphysisches System）和“形而上学的东西”（das Metaphysische）。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表达 das Metaphysische 让人想起表达 das Logische。“形而上学体系”在这里意味着一种关于存在的事物及其性质的具体理论，而 das Metaphysische 则指代我们关于现实思想概念和形式的最一般的网络，完全就像 das Logische 代表在我们的思考和信仰活动中有效发生的逻辑事实一样。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确定“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相一致”这一论断的第一个（康德式）含义，即早期，即前康德本体论（作为关于我们现实思想最一般结构的理论）的主题应该在逻辑学（作为关于思想最一般形式的理论）中进行处理。17

2.2 逻辑学与思想的客观性

在《逻辑学》的导言中，黑格尔在分析逻辑学的主题以及对仅仅形式化或主观化的概念的批评的背景下，考察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关系的问题，



-论定义为“关于任何事物的最普遍和最抽象谓词的科学”（关于本体论的历史，另见 Ferrater Mora 1963, 36–47，此处为 36）。简而言之，康德对本体论传统的贡献在于强调，“存在的首要原理和谓词”是思想的概念和结构（并且仅通过对存在的思想来实现）。因此，当黑格尔指出在康德那里，本体论的领域“完全属于逻辑学的领域”时，他是正确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康德著名地提出用“纯粹知性分析论”（Analytik des reinen Verstandes）这一术语来取代“本体论”，该分析论是（先验）逻辑学的一部分。关于康德对本体论、逻辑学和先验哲学关系的观点，参见 Ficara 2006。

17 顺便说一句，我们可能注意到，在黑格尔的说明中预设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定义，与我们今天对这两个术语的理解部分一致，特别是在最近的分析哲学中，其中“本体论”是研究“存在什么”，“形而上学”是研究存在事物的本性（参见 Varzi 2011, 407）。有关分析哲学和哲学史中形而上学含义的概述，参见 dAgostini 2008b, 244–270。

黑格尔指出，古代哲学对于思想的概念，比现代哲学的典型概念“更高”。根据这种概念，真实的仅仅是通过思想可把握的东西，而思想是我们将某物把握为存在的最初根据。例如，根据阿那克萨哥拉，nous（心灵，努斯）是“世界的本原，世界的本质应该被定义为思想”（Hegel Werke 5, 44/Hegel 1969, 50）。根据柏拉图，“某物只有在其概念中才具有现实性”（Hegel Werke 5, 44/Hegel 1969, 50）。黑格尔还指出，这是一种客观的，而非心理学或主观的思想概念，这种概念也“已经存在于”我们对于逻辑学的一般和普通的观念中：

[人们]可以诉诸于一般逻辑学自身的概念；因为可以预设，例如，包含在定义中的诸规定并不仅仅属于认识者，而是客体的诸规定，构成了客体最内在的本质和它自己本身的自然本性。或者说，如果从给定的诸规定中推断出其他规定，人们就会假定，推断出的东西并非对客体来说是某种外在和异己的东西，而是属于客体自身的，对思想来说存在着一个相应存在。（Hegel Werke 5, 44/Hegel 1969, 50f.）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我已经建议的，在黑格尔看来，逻辑规则不是武断的：它们正是现实结构的表达。类似地，在《百科全书》逻辑学部分的导言（Vorbegriff）中，黑格尔写道：

如果思想试图形成事物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以及句子和论证）就不能由与事物格格不入且无关的诸部分和诸关系构成。（Hegel Werke 8, 81/Hegel 1991, 56）

因此黑格尔指出，逻辑学确定的推理形式应该“属于客体”，因为存在与思想的对应作为现实性和人类思想非常相同的结构，就是如此被给予的。

在《百科全书》逻辑学的导言中，黑格尔还将逻辑形式称为“客观思想”。

伴随这些解释和限定，思想可以被称为客观思想——在它们之中也包括一般逻辑学中特别讨论的形式，在那里它们通常只被视为有意识思想的形式。因此，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即设定并保持在思想中的事物的科学相一致——这些思想被认为能够表达事物的本质现实。（Hegel Werke 8, 81/Hegel 1991, 56）

黑格尔在这里明确指出，逻辑学研究的领域是客观思想，18 即“被认为能够表达事物的本质现实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相一致仅仅是因为逻辑形式抓住了我们思考事物的形式方面，即被思想抓住并保持在其中的事物的形式方面。

必须强调，黑格尔关于“客观思想”的理论并不意味着一种对于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观念，也不意味着形而上学（和逻辑学）从属于认识论。黑格尔没有说现实本身包含在思想中，或者仅仅具有精神的、认知的属性。他想说的是，die Logik（作为理论的逻辑学）包括 die Metaphysik（作为理论或学科的形而上学），因为 das Logische（自然思想中逻辑形式的领域）包含了我们所知的事物结构：das Metaphysische。

相应地，黑格尔批评了包括康德在内的其他人所捍卫的对待逻辑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做法，19 凭借这种做法，逻辑形式“仅仅是有意识思想的形式 [nur Formen des bewußten Denkens]”。这实际上意味着，逻辑规则被仅仅当作认识论主体应如何思考的表达，而不是（同时也是）事物状况如何的表达。20 在批判这种做法时，黑格尔捍卫了关于 logos 和 on 之间对应的亚里士多德立场。事实上，我们将看到，黑格尔的逻辑学概念完全由古代真理理念所引导。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孤立出“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相一致”这一陈述的第二个含义来进行总结，即：

逻辑学研究的思想形式表达了相同的事物结构。



18 黑格尔关于“客观思想”的表达确实暗示了一种关于概念和形式的柏拉图主义，同时也批评了一种关于思想的心理主义观点。就此而言，它接近弗雷格关于客观思想的理念。关于弗雷格和黑格尔的客观思想，参见 d’Agostini 2003, 59–94。关于黑格尔的客观思想，参见 Halbig 2002。然而，黑格尔在这段话中强调的主要并不是逻辑规律和形式本身是某种真实的东西，而是它们表达（对应于）现实。在这方面，这里的重点更多在于亚里士多德关于基于思想（形式）与现实之间必然联系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相一致的理念。关于黑格尔客观思想解释中亚里士多德的遗产，参见 Ferrarin 2001，第4章。

19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第二部分。

20 对于 Quante 2018, 277 来说，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纲领是发展一种“绝对主体性理论”，它将《逻辑学》第一部分的“存在逻辑本体论”[seinslogische Ontologie] 与《逻辑学》第二部分的“自我意识本体论”[Ontologie des Selbstbewusstseins] 统一起来。

2.3 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从本性到理论再返回

逻辑与形而上学密不可分的论点是黑格尔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标志21。逻辑约束来自于现实是典型的亚里士多德观点，在《形而上学》第四卷第四章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正如我们所见，黑格尔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不仅如此，他还再次在康德的观念中找到了它。因此，他为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关于形而上学愿景之间的和解做好了准备，表明它们之间没有真正的不相容。

在调和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以及在恢复古代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联系方面，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自然逻辑和自然形而上学的内容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如我们所见，黑格尔区分了作为理论的逻辑（die Logik）和作为自然逻辑的逻辑（das Logische），并将后者构想为“自然形而上学”：

对我们来说，逻辑是一种自然形而上学。每个思考的人都有它。自然逻辑并不总是遵循在作为理论的逻辑学中所确立的规则；这些规则往往践踏了自然逻辑。（Hegel 1992, 8. 强调由我所加）

我已经暗示，就像我们在逻辑中有一个自然层级和一个理论层级一样，我们在原则上也应该在形而上学中有一个自然层级和一个理论层级。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逻辑模式都存在于我们自然的思考/写作/说话中；作为理论的逻辑学的任务就是使这些模式显式化。同样地，形而上学的概念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思维中——“人类天生就是形而上学家”（Hegel Werke 8, 207/Hegel 1991, 156），任务应该是使这些概念成为我们作为理论的形而上学中探究的对象。因此，我们在两门学科中都在一个自然和理论层级之间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关系。

人类思想的自然层级既包含了事物的形式（自然形而上学），也包含了人类在自-



21 在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Berliner Aristotelianism）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争论中，可以找到一个有趣的证据。参见 Ficara 2015, 39–55。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特伦德伦堡（Trendelenburg），尽管对黑格尔的逻辑学提出了批评，但他关于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联系的观点与上述概述完全一致。关于特伦德伦堡中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参见 Peckhaus 2013, 283–296，以及 Gabriel 2007, 237–240 和 Peckhaus 2007, 241–255。关于黑格尔、特伦德伦堡和“逻辑问题”[die logische Frage]，参见 Gerhard 2015。关于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解释（及实质连续性），参见 Mignucci 1995, 29–50。关于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之间的相容性，另参见 Redding 2007。更一般地，关于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参见 Verra 2007, 349–370，Ferrarin 2001 和 Düsing 2012, 131ff。

-然行使思想能力中部署的推理形式（自然逻辑）。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自然一致构成了 Vernunftlogik 的特征。Vernunftlogik 对 Verstandeslogik 批判的任务是由真理，即通过事物形式与推理形式之间的“一致”所导向的。22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说“[自然] 逻辑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自然形而上学”。原因在于形而上学对于黑格尔而言，仅仅是我们在关于现实的自然思维和言说中所使用的思想规定之网。

这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本身不存在。在自然层面上，在思想的诸规定（推理形式、逻辑原则等）与现实的诸规定（量、质、存在等）之间没有分离。它们都是主导我们生活和推理的结构，我们在使用它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相反，我们可以假设，在理论层面上，当这些结构成为探究的对象时，形而上学形式与逻辑形式之间的区分才发生，它们成为不同学科的领域。有趣的是，黑格尔的概念需要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在自然层面的相互作用也在理论层面上幸存下来。因此，黑格尔相应地发展了他的《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作为对传统上被认为是存在之规定（如“量”、“质”、“尺度”）和思想之规定（如“概念”、“判断”、“三段论”）的规定的分析，同时也探究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确定阐明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相一致”的进一步面向：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尽管在自然层面上紧密相连，但在理论层面上是有区分的，它们的自然联系在黑格尔‘逻辑学作为科学’的理念中得到了恢复。换句话说，作为 Vernunftlogik 的逻辑学这门科学的具体关注点，是以批判和规范的方式恢复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自然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它应该把由 Verstandeslogik 设想出来的逻辑形式放在形而上学，即真理的法庭面前。这应该发生，因为正是我们的自然形而上学（我们对事物的自然概念）对逻辑学具有规范性，就像对于亚里士多德一样，作为实体的存在的自身自然本性指导着我们的推理和说话。



22 关于 Vernunftlogik 与真理之间的联系，见第三部分。

2.4 从自然逻辑学到哲学逻辑学

这些，用非常一般的术语勾勒出来的，正是启发黑格尔调和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并让逻辑学重新立足于其“自然形而上学”基础的基本理念。但这整个画面只有当处理形式之本体论自然性的那项人类事业（即：哲学）拥有并且应该拥有一种怀疑的、批判的态度时才是有意义的。逻辑和形而上学是同一个，并且仅仅只要它们是辩证的，即：是哲学的、批判的和自我批判的学科时，它们才是同一个。在《百科全书》的《逻辑学》中，黑格尔写道：

[人]类天生就是形而上学家。而问题仅仅在于人们使用的形而上学是否是正确的种类，我们是否坚持把单一而固定的知性规定作为我们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基础，而不是坚持具体的、逻辑的理念。（Hegel Werke 8, 207/Hegel 1991, 156）

同样，在《百科全书》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中我们读到：

将自然哲学与物理学区分开来的是它所采用的形而上学的种类。事实上，形而上学无非就是思想规定的范围，我们在其中把每一件事情带入网络并使它可理解。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头脑都有它的形而上学，那是本能的思想，是我们自身中的绝对权力，只有当我们把它变成我们思想的对象时，我们才成为了它的主人。（Hegel Werke 9, 20）

正如黑格尔所说，引导“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观点可能会成问题：它们迫使我们以某些方式思考，做某些事情。当黑格尔指出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有一种形而上学，而在于我们的形而上学是否足够宽泛和灵活时，他也指出了坚持一张过于僵化的思想形式网络所带来的风险。因此，他说只有一种正确的形而上学，那就是“具体的、逻辑的理念”。对于“具体的逻辑理念”，他指的就是 Vernunftlogik，它与辩证逻辑是同一回事，通常被黑格尔定义为“具体性”的逻辑学。在这里没有必要深化辩证法的含义。23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事物形式和思想形式的一致在理论上得到了保证，因为“形式科学”是以一种哲学的——也就是完全的，并因此是批判的、辩证的方式来执行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恰当地说，黑格尔的逻辑学——正如我们将在此部分最后一章看到的——正是我们今天可以定义为哲学的东西-



23 对黑格尔中概念的分析及其历史的分析，见下文第四部分。

-逻辑学（philosophical logic）。有趣的是，黑格尔自己（在《法哲学原理》中）引入了“哲学逻辑学”一词来指代他自己的逻辑学观念。

2.5 哲学逻辑学作为概念逻辑学

“哲学逻辑学”一词实际上首次出现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在《法哲学原理》第2节中，黑格尔解释说，他对权利概念的阐述遵循了哲学的“科学方法”，即在“哲学逻辑学”中所展示的方法（Hegel Werke 7, 32）。在这种眼光下，很清楚，他对哲学逻辑学的理念就是类似于“从哲学角度看待逻辑学”，这对黑格尔来说意味着从科学的，即完全的和思辨的角度来看。

黑格尔然后总结了“哲学逻辑学中的科学方法”的主要特征，他说它包括聚焦于概念，在这里概念被称为正在分析问题（即权利问题）的“形式”和“真理”，并指出这也意味着考察常识和普通思想。该概念是“必然的”——因为它与有关问题的对象，即权利概念的真理相一致——人们应该，如黑格尔所写的：

去审视在表象和语言中对应于它的东西。然而，就形式而言 [] 在这个概念在其真理中是如何在自身中的，以及它在表象中是如何存在的之间，必须有一个区别。如果表象在内容上并非是错误的，那么就可以表明该概念包含在它之中并且出现在它的本质中，也就是说，表象可以被带到概念的形式。但表象并不是概念的标准，概念本身是必然的且真实的。相反，表象必须从概念中汲取其真理，通过概念来纠正并认识自身。（Hegel Werke 7, 32）

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阐述黑格尔中“概念”一词的含义，或解释黑格尔在这段话中暗示的科学方法的辩证模式。24 现在有趣的是注意到黑格尔将哲学逻辑学的任务等同于“寻找概念”，并将“概念”等同于表象（我们对有关事务普通的自然思想）的形式和真理。在黑格尔看来，哲学-



24 详细分析见下文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逻辑学本身就是从日常语言和推理（“常识表象”）中提取形式（概念）的操作。25

《法哲学原理》的任务是对权利概念进行分析，也就是解释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从而使得对具体的法律系统和司法制度进行真正的评估成为可能。黑格尔解释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人们还必须寻找我们所说的权利概念通常意味着什么：自然语言和思想中具体的、普通的表象。我们通常理解的“权利”不同于关于权利的科学（哲学）概念：它还没有任何科学形式。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可以表明科学概念已经存在于我们初步的概念中，或者同样地说，科学概念可以从我们正常的表象中推断出来。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仅仅是因为我们关于它的正常思维方式包含真理要素。关于逻辑学作为理论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过这一点。反过来，黑格尔说，真理的标准不能是常识表象，而是要在充分发展的关于权利的科学概念中去寻找。一旦我们掌握了概念的完全性，我们就拥有了它的形式，以及关于它内容（它是关于什么的）的真理。

总而言之，正如 Gadamer 1976 明确指出的那样，黑格尔所称的“das Logische”就是概念性的领域。概念是人类表达存在和现实性的规则，理性有任务对其作出说明。因此，作为 Vernunftlogik 的 die Logik 的任务是对概念领域给出说明，它就是与在人类思想和推理（das Logische）中“下沉”的规范和形式领域同一的领域。26 并且，概念领域是关于现实思想的领域，即我们声称是真的或假的领域。这意味着-



25 我将在下文中表明提取思想形式的任务恰恰是罗素（现在人们通常将“哲学逻辑学”这一概念的含义追溯到他）所称的“哲学逻辑学”的目的。

26 Merker 1996, 92 强调了在黑格尔那里“形式”和“概念”的重合。两者都是在动态的术语中构想的，涉及“区分同一事物并使不同事物同一”的活动（另见《百科全书》第314节）。Stekeler-Weithofer 2005，第3章也强调了黑格尔那里概念和形式之间的联系，特别参考了其柏拉图式起源。对于 Stekeler-Weithofer 1992, 40 来说，黑格尔关于概念领域（der Begriff）的观点暗示了句法和语义之间相互作用的理念。逻辑形式在黑格尔那里是“概念的，即句法-语义的形式”。因此，黑格尔的逻辑学对于 Stekeler-Weithofer 1992, 40 来说并不是固定形式（像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弗雷格的逻辑学那样），而是元科学，即它的目的是对逻辑形式进行批判性分析。我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既是固定又是批判，之所以如此发生是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形式是自我修正的结构。对于黑格尔而言，如果不固定形式就不可能修正它们，而如果不修正它们就不可能固定它们。关于黑格尔中逻辑的修正，参见 Ficara 2019, 59–72。

-das Logische 与 das Metaphysische 内在地相连接，而作为理论的逻辑学与作为理论的形而上学相联系。就逻辑学作为理论对概念给出说明，即对关于现实思想的形式和规范给出说明而言，它也对现实的形式给出了说明。


3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何种逻辑？

到目前为止，我试图重构的不是黑格尔的逻辑，而是黑格尔关于“逻辑”概念的一般观点。我试图强调该观点中可能对我们当代信念以及当前逻辑实践方式最有趣味的那些方面。现在，我可以转向黑格尔观点与当代观点之间的初步交锋。

更具体地说，我们已经看到，在黑格尔的用法中，“逻辑”定义了一个相当宽泛的事业，它包含了作为“有效推论理论”的逻辑的传统（且仍然相当标准）意义，以及对传统逻辑的批判性反思。这是否（或者能否）与我们如今对“逻辑”的意图——或者通常的意图——相一致？

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答案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在文献中存在一种倾向，即在此问题上草率了事，声称黑格尔的“逻辑”概念完全无法与我们的概念相比，因为他用这个词最终意指的是别的东西。仅引用逻辑史中关于黑格尔逻辑的两种常见说法：《哲学历史辞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提出，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完全拒绝形式逻辑”，以及“用一种作为思辨形而上学产物的辩证法来取代它”（Ritter/Gründer/Gabriel (eds.) 1971 ff., vol. 5., 358）。类似地，尼尔（Kneale）和尼尔写道，随着康德的先验主义，“开始产生了一种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奇怪混合物，这种混合物被黑格尔和十九世纪的其他唯心主义者作为逻辑呈现出来”（Kneale/Kneale 1962, 355）。

在这方面，我的策略首先是极其简要地考察黑格尔在康德和费希特的“先验主义”逻辑解释中的特殊地位。其次，我强调黑格尔的概念与当今所指的“哲学逻辑”有着强烈的亲和力。第三，我暗示黑格尔的特殊愿景（由“逻辑的东西（das Logische）”与“逻辑学（die Logik）”、理智逻辑与理性逻辑，以及“作为形而上学的逻辑”这些概念所塑造）仍然能够告诉我们关于逻辑的性质和任务的什么信息。

3.1 先验逻辑？

在最广泛共享的意义上，“逻辑”是探究“什么从什么中得出”的学科27，即对有效推论的研究。这是亚里士多德反复提出的定义，例如在《前分析篇》中：

演绎是一种言语（logos），在其中，由于假设了某些事物，便有不同于所假设事物的结果必然因其如此而产生。（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I, 2, 24b, 18–20 – 译自 Barnes 1984）

在先验和唯心主义传统中，这个意义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讨论，它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于黑格尔所称的知性逻辑（Verstandeslogik）或者也称“日常逻辑 [gewöhnliche Logik]”，以及康德和费希特所称的“形式逻辑”。28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强调知性逻辑是理性逻辑（Vernunftlogik）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类似地，康德将其先验逻辑（分析逻辑和辩证逻辑）建立在形式逻辑所确立的形式之上。费希特强调他的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都以思维（思维形式）为对象。29



27 蒯因 1986, vii 引用了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特威德尔迪的话：“相反[]如果它是那样的，它可能是；如果它曾是那样的，它会是：但既然它不是，它就不是。这就是逻辑。”另一个定义是“作为形式系统理论的逻辑”。例如参见 Hodges 2007, 9，他区分了一阶逻辑的两种含义：“密切相关的人工语言的集合”和“可靠论证规则的研究”。

28 黑格尔倾向于使用“gewöhnliche Logik”这个表达，意思是“共同的”或“日常的”逻辑，而不是首要指“形式逻辑”。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黑格尔特有的用法具有重要的哲学含义。有趣的是，康德引入了“形式逻辑”这个表达，但该表达后来才进入日常使用（参见 Strube 1973）。

29 关于康德的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在众多文献中请参阅 Barone 1957, Stuhlmann-Laeisz 1976 19 ff., Wolff 1984, 178–202。关于该主题的进一步文献参考，也请参阅 Ficara 2006, 153–155。关于费希特的“逻辑”的意义，参阅 Bertinetto (ed.) 2004，关于一般德国唯心主义，参阅 Lejeune (ed.) 2013。关于先验逻辑与思辨逻辑之差异的深入分析，以及黑格尔自身对康德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之区分的解释，参阅 Nuzzo 2014, 257–273。Nuzzo (2014, 257) 指出，黑格尔将他自己的逻辑视为康德先验逻辑开启之进程的继续，但她也强调了两种立场之间的差异。在 Nuzzo 看来，黑格尔的立场与康德的立场汇合，因为两位哲学家都把逻辑（作为先验的即思辨的）的任务与确立客观知识条件的工作联系起来。Nuzzo 认为，分歧涉及两位思想家所持的不同的知识概念，及其与真理的关系。关于在《主观逻辑》中黑格尔对康德的真理概念及其与逻辑之关系的解释的分析，以及对 Nuzzo 解释的批判性评价，参阅第二部分。Taylor 1983, 299 ff. 强调了先验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本体论特征，并将其解释为康德和黑格尔逻辑非形式性质的标志。关于对形式逻辑的先验进路和辩证/思辨进路之间的差异，另请参阅 Düsing 2012, 11 和 180。关于黑格尔对康德形式主义的批判，参阅 Sedgwick 2012, 第 1 章。

有趣的是，当康德和费希特将他们的逻辑探究称为“先验逻辑”时，黑格尔将他自己的探究称为“逻辑”，而没有进一步的说明。30 这表明——在我看来——他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在他的思辨辩证逻辑（Vernunftlogik，理性逻辑）内部，对传统形式逻辑进行完全的“重新捕获”。事实上，在黑格尔看来，并不存在逻辑体制的真正重复。逻辑是一门学科，它包括理智逻辑作为其一部分、或者阶段或环节，处于他称为“逻辑”的思辨事业之中。相反，康德和费希特的用法的确暗示了一种观点，即先验唯心主义逻辑是相对于共同逻辑的一种替代方案。换言之，黑格尔的理性逻辑并非以一种与亚里士多德（形式）概念对立或论战的方式被构想出来。它的确意味着对这种概念（特别是其在近代的发展）的批判。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批判的原因仅仅是传统的亚里士多德逻辑是不完整的。31

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在先验传统中，“逻辑”一词代表的事业比该术语如今所指的更为宽泛。它包含了我们宁愿认为属于心灵哲学、认识论或科学哲学的议题，例如对一般所指的“思维”的先天要素的分析，或者科学的基础，或者信念与知识的本质。32 在这个意义上，尼尔夫妇提到的“奇怪混合物”似乎是合理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黑格尔来说，die Logik（作为理论的逻辑）指的是一门比严格意图上的“逻辑”（共同逻辑）更普遍的学科。然而，在黑格尔看来，“逻辑”并不确切指代认识论、形而上学和心灵（思维）分析的“混合物”。相反，它是一门很好地聚焦于我所称的“逻辑事实”的学科：在自然思维和语言中“出现”的逻辑形式的事实，以及它们的规范性的事实。因此，理性逻辑（Vernunftlogik）包含知性逻辑（Verstandeslogik），因为它是逻辑形式的个体化及其批判性分析。正如我们所见，这种批判-思辨的解释也涉及追问逻辑形式与事物的形式或本质的关系，从而建立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它也是基于我们自然的思维活动。所有这些并没有产生一种“混合物”，相反：它促进了逻辑在逻辑事实上的有根基性，这些事实是由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类思考事物的思维本性所给予的。

现在的问题是：今天是否有一种“逻辑”的含义对应于黑格尔所指的理性逻辑（Vernunftlogik），即那个既固定思维形式，又对它们、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实在和自然思维的关系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事业？33



30 黑格尔的表述《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逻辑科学），指的是对黑格尔来说，逻辑作为一门科学的目的在于，将思维之真理（自然逻辑和形而上学）中的本质，及其与 die Logik（作为理论的逻辑）的关系，带入意识。关于这一点参见 Nuzzo 1997, 49。对于 Koch 2018, 44 f. 而言，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发展了背景逻辑（Hintergrundlogik，我们前理论的、日常的、隐含的关于思维与存在的观点——遵循黑格尔，我称之为自然逻辑和形而上学）、前景理论（Vordergrundtheorie，纯粹且“无预设的”《逻辑学》的主题对象：作为那样的思维 [das Denken als solches]）和背景理论（Hintergrundtheorie，我们对《逻辑学》主题对象的反思）之间的相互作用。

31 黑格尔对形式逻辑态度的疑问在第二部分处理。关于黑格尔与形式或“日常”逻辑之间联系的分析，参阅 Krohn 1972, Hanna 1986, 305 – 338，以及更近期的 Redding 2014, 281 – 301。

32 这种扩大的概念可能与斯多葛学派的观点有关，关于这一点参见黑格尔对斯多葛派逻辑的解释（Hegel Werke 19, 268ff./Hegel 1892ff., vol. 2, 249 ff.）。关于黑格尔对斯多葛派逻辑解释的考量，参阅 Redding 2014, 281 – 301。

3.2 黑格尔的逻辑与当代的“哲学逻辑”概念

可以合理承认的是，黑格尔的逻辑可以被构想为如今人们应该称作“哲学逻辑”的东西34。关于这个表达存在分歧和怀疑，并且它经常被等同于（或者没有很好地区分于）“逻辑哲学”。35 但在当前的定义中，有一些积极的方面暗示了与黑格尔观点的重要一致。



33 在 1976, 95 ff. Kambartel 区分了关于逻辑历史和“逻辑”含义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逻辑与lógos（被意指为理性、个体间的理性交锋和对话）之间的联系；第二个是逻辑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逻辑处理形式而非思维内容的理念；第三个是逻辑与真理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逻辑的出现是因为可能区分真假句子）。对 Kambartel 而言，辩证法与逻辑之间的关系仅仅追溯到第一个方面。

34 正如我们所见，黑格尔很可能是最先使用这个表达的人。在欧陆传统中，它被用于论战目的，与“数理逻辑”相对立。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这种论战性或对比性的内涵并不完全合理，因为分析的哲学逻辑概念，尽管在与数理逻辑的连续性中发展，却可以适应黑格尔的逻辑理念。关于分析和欧陆传统中“逻辑”的意义，参见 dAgostini 2000。

35 有些作者明确将它们等同起来，例如见 Jaquette (ed.) 2007, 2。

提取形式——分析传统中“哲学逻辑（philosophical logic，PL）”这一表述可追溯到罗素。36 在《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中罗素写道：

以命题系列“苏格拉底喝了毒堇汁”、“柯勒律治喝了毒堇汁”、“柯勒律治喝了鸦片”、“柯勒律治吃了鸦片”为例。在整个系列中形式保持不变，但所有的成分都改变了。因此，形式不是另一个成分，而是这些成分组合在一起的方式。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形式，是哲学逻辑的专有对象。很明显，关于逻辑形式的知识，与关于存在事物的知识截然不同。“苏格拉底喝了毒堇汁”的形式，并非像苏格拉底和毒堇汁那样是存在的事物[]某种关于逻辑形式的知识，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并非是明确的，却卷入了对所有话语的理解。从其具体的包裹物中提取这种知识，并使其变得明确和纯粹，正是哲学逻辑的任务。（Russell 2009, 34f.）

这段引文的黑格尔式精神是显而易见的。37 对罗素（以及黑格尔）而言，逻辑形式总是卷入我们彼此具体的交谈和理解中。它们有“具体的包裹物”（对黑格尔来说，它们甚至是经验分析的对象，正如我在第二部分讨论的那样）。我们的交谈和推理遵循逻辑模式，而这通常是在隐蔽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对此没有任何精确的意识（正如我们看到的，黑格尔强调形式的“无意识”使用）。哲学逻辑的任务于是便是“从其具体的包裹物中提取关于形式的知识”（这与黑格尔意义上的 die Logik 任务相同），使我们思维的逻辑结构变得明确。

因此，“自然逻辑”的理念，以及作为（特殊种类的）“语言事实”的逻辑形式理念，是当代哲学最初构想“哲学逻辑”概念的基础。追随罗素，许多当代作者（Sainsbury 2001, 1, Jaquette (ed.) 2007, 1, Cook 2009, 221）将哲学逻辑定义为形式化自然语言的尝试，这可能是通过构建数学模型或或多或少理想化的语言来进行的。无论如何，“形式化”仍然理想地意味着罗素所说的“提取”纠缠在我们说话和思考方式中的形式。

为了哲学的逻辑——自称受到罗素启发的是逻辑哲学家中赞同的另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哲学逻辑”更具体地说是一种“为哲学的逻辑”。马克·塞恩斯伯里（Mark Sainsbury）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

罗素创造了“哲学逻辑”这个短语来描述哲学中的一个纲领：通过在罗素看来属于逻辑语言的东西——即《数学原理》的形式语言——中形式化有问题的句子，从而解决哲学问题。（Sainsbury 2001, 1）

戴尔·贾奎特（Dale Jaquette, 2007, 1）也将“哲学逻辑”称为包含“将任何公认的逻辑方法应用于哲学问题”的学科。而根据罗伊·库克（Roy T. Cook, 2009, 221）的说法，哲学逻辑“涉及将形式系统作为工具用于解决或有助于解决哲学问题”。这样说来，哲学逻辑是“为哲学的逻辑”，因为它的焦点是哲学。38

人们已经提出在黑格尔那里也能找到这种意义上某种哲学逻辑的概念。39 更具体地说，辩证法，作为理性逻辑（Vernunftlogik），对黑格尔而言是哲学中要践行的真正逻辑。因此它是真正的哲学逻辑。但应该强调的是，在黑格尔那里找不到这种与罗素及其评论者和追随者共同理念的踪迹：即把一门某种——分离的——学科“应用”于哲学。对黑格尔而言，逻辑之所以是“哲学的”，在于它是一门完整的从而也是理性的学科。换言之，非哲学的逻辑只是“作为理论的逻辑”事业的一部分。考虑到逻辑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制度性创立，以及逻辑与数学之间的严格联系，都是由罗素本人以这种方式推动的，并且在黑格尔时代几乎不可想象，黑格尔和罗素在这一点上的分歧是很容易解释的。



36 参见 Sainsbury 2001, Lowe 2013 等人。

37 关于罗素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参阅 Hylton 1990, 72ff.，关于黑格尔在早期分析哲学中的作用，参阅 Milkov 2020。

38 Goble (ed.) 2001, 1 强调了这一点，写道哲学逻辑“是身为逻辑的哲学，也是身为哲学的逻辑。这是哲学和逻辑汇合并融为一体的地方。哲学逻辑[]包含了对哲学家最有利息的那类逻辑。[它]发展了形式系统和结构，以应用于分析哲学探究中处于中心的概念和论证。因此，例如必然性、知识、义务、时间和存在等传统哲学概念，更不用说推理本身，通过模态逻辑、认知逻辑、道义逻辑、时态逻辑来探究是有益的”。

39 Croce 1906, Litt 1961, Günther 1978 主张黑格尔的逻辑是一种哲学的逻辑，即探究“哲学的特定对象是什么？”“哲学的特殊方法是什么？”的问题。对 Litt 1961, 14f. 而言，我们的思维在时间连续性中进行，其对象连接在随时间发展的“部分、片段、截面”中。在哲学中，每个部分只有与作为其整体的部分一起才能被设想。Berti 2015 也将辩证法解释为哲学的逻辑。

从逻辑到哲学再回来——一些作者也主张“哲学逻辑”这个表达表明了哲学与逻辑之间的相互性，原因可能与前面讨论的两个假设有关：严格的罗素式假设（从自然思维中提取形式）和衍生的罗素式假设（将逻辑形式应用于哲学问题的解决）。逻辑和哲学之间相互奠基的关系意味着，首先，澄明哲学问题的逻辑努力对逻辑自身的相同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其次，更具体地说，尝试将形式方法应用于哲学问题的分析意味着个体化了新的形式，并推动了形式逻辑的新发展。40 因此，逻辑所分析的（哲学的）领域反作用于逻辑分析（提取形式）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非经典项下的哲学逻辑，作为挑战逻辑经典教规的逻辑而被理解，也是一种普遍观点的原因。41

将哲学逻辑理念视为特别致力于提出非经典逻辑解释的研究，这可能是与黑格尔观点最密切相关的当代哲学逻辑概念（也参见此处的 IV 和 V）。众所周知，黑格尔的哲学逻辑曾经（并且能够）被意指为“非经典的”。42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理性逻辑（Vernunftlogik）对黑格尔而言与知性逻辑处于批判关系中，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它更广，因为它更完整；其次是因为它致力于对知性逻辑的批判性反思，揭示出后者背叛了其对真理的承诺——换句话说：形式并非总能保存真理。

这些就是将哲学逻辑作为对逻辑进行批判性分析以及作为创造扩展的或替代的非经典系统的双重事业的动机性考量。

作为非数理逻辑的哲学逻辑——在所有的解释中，有一种倾向认为哲学逻辑不同于数理逻辑或一般所说的逻辑。欧陆哲学家（提及对逻辑的先验-唯心主义解释，或者胡塞尔的逻辑现象学概念）强调了数理逻辑与哲学逻辑之间存在某种分歧的观点，但这在分析传统中也没有被忽视。在分析解释中，逻辑至少在两个意义上是数理逻辑：因为它由创造数学语言或模型组成43，并且因为它对数学语言特别感兴趣。现在，哲学逻辑可以在第二种意义上区别于数理逻辑：因为它主要对自然语言感兴趣。这样，将哲学逻辑视为试图把握和表达自然形式的尝试这一基本（罗素的）概念就在这个解释中被保留了，除了对于罗素来说，卓越的“形式”是由数理逻辑给出的之外。显然，同样在这种情况下，黑格尔的概念与罗素的概念不相容，原因正如上面指出的：因为在黑格尔时代没有数理逻辑。44



40 对 Goble (ed.) 2001, 1 而言，“逻辑支持哲学，哲学哺育逻辑。它们联合起来，结果就是哲学逻辑”。类似地，在 2002, 2f. Jaquette 强调了逻辑和哲学之间的相互性：“逻辑在哲学中的角色，既是论证精确表达的工具，也是哲学难题和悖论的根源[]逻辑和哲学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因为在逻辑哲学中关于[]真理语义学、存在[]的概念清理工作，直接促进了符号逻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完善”。

41 Burgess 2009, vii ff. 强调了这一方面。他写道，哲学逻辑应以非经典术语来理解，作为经典逻辑的扩展或替代：“哲学逻辑[]正是处理提出作为经典逻辑的扩展或替代方案的那部分逻辑”（vii）。Burgess 写道，“逻辑哲学[]不能与哲学逻辑相混淆，就像地质学史不能与历史地质学相混淆一样。哲学逻辑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一门技术学科”（viii）。

42 参见 Marconi (ed.) 1979a 收集的论文，以及 Günther 1978, Priest 1989, 388–415, dAgostini 2000 和 Id. 2009, 203–223, Berto 2006, Ficara 2013, 35–52, Bordignon 2014, Ficara 2014a, 29–38。

应该指出的是，关于哲学逻辑理念（以及更普遍的关于“逻辑”同样理念——见 Shapiro 2015）的不同解释主要与罗素引文的最后部分有关，即：“从其具体的包裹物中提取这种知识，并使其变得明确和纯粹”。这意味着什么是有争议的。我们应该产生数学模型，以便“提取”有效性的形式吗？“形式化”真的意味着罗素所说的“提取形式”，还是说“建构”或“创造”一种理想语言，带有一个语义模型、一种解释等，总而言之一句话：一个逻辑系统？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应该使用经典方法、原则和惯例吗，例如真值函项、不矛盾律、排中律？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关于自然逻辑与作为理论的逻辑之间关系的理念，在它们与罗素初步解释的严格亲和力中，可以帮助我们应对不同逻辑概念、哲学逻辑概念可能还有哲学概念之间的“冲突”，这样甚至可以将大部分（如果不全是）假设集合到一个更一般的观点中。



43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 Horsten/Pettigrew (eds.) 2014 提供的“哲学逻辑”解释。

44 关于黑格尔逻辑与数理逻辑之间的不相容性，参阅 Peckhaus 1997, 122。关于黑格尔对哲学中采用数学方法的批判，参阅 Apostel 1979。关于黑格尔对无限概念的数学解释的评价，参阅此处 4.3.，以及 Moretto 1984 和 Ficara 2014b, 59–65。

3.3 概念性与逻辑的哲学进路

人们经常强调，黑格尔的逻辑与当代（现代）概念之间不可通约的一个原因在于，黑格尔的逻辑——就像传统中的任何其他逻辑一样——是“概念的”，而从弗雷格开始，逻辑则是“命题的”。45 当然，在这方面有一些差异。但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哲学逻辑（在罗素-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上，这些差异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

值得指出的是，“概念性”作为逻辑的哲学进路的明确要求这一理念，深深植根于逻辑的分析发展中。46 罗素最初的哲学逻辑概念（提取形式）自然而然地唤起了概念分析的观念。更重要的是，罗素极具分析的概念结果汇集了以往所有关于哲学逻辑的概念。

在罗素的摹状词理论（1905）及其逻辑原子论概念中发展起来的概念分析，是形式逻辑在哲学上的“扩展”，其自然必然性源自“批判和澄清那些容易被视为基本且被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概念”的需要（Russell 2010, 147）。罗素的理念在分析传统中得到了不同的发展。他关于本体论问题与量化之间联系的直觉，在蒯因的元本体论中找到了极具影响力的扩展和说明。47 然而，与此同时，许多作者对其进行了批判。从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开始，严格意义上的“逻辑”与语言哲学之间的联系受到了质疑和拒绝。48 但现在要指出的是，从逻辑向哲学逻辑以及向概念分析的一些“自然”移动，也可以在逻辑最形式化解释的根源中看到。人们会说，在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视角中，存在着某种呼唤概念的哲学的东西，尽管并没有放弃形式的——数学的——仪器。如果考虑到黑格尔自己关于“哲学逻辑”的理念，这个方面在精神上完全是黑格尔式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45 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其他人如 Tugendhat (1970, 152) 的论述，他写道：“黑格尔分享了他那个时代逻辑的偏见，即判断是由概念组成的，而他发展的思辨逻辑是概念和规定的逻辑，并系统地违反了弗雷格的观点，即首要的逻辑，或者人们可以补充说首要的本体论统一体[]是句子”。关于黑格尔在当代逻辑中真值承载者观点的分析，请参阅下面第三部分。

46 参见 Frege 1891，现收录于 Frege 2008, 1–22。另见 Tugendhat/Wolff 1993, 127 ff.。

47 Quine 1948, 另见 Chalmers/Manley/Wassermann 2009。

48 反制罗素纲领的运动被称为日常语言哲学，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极具影响力。

在黑格尔看来，正如我们所见，哲学逻辑本身就是从日常语言和推理（日常表象）中提取形式（概念）的操作（与罗素的理念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的解释在这至少一个方面与罗素的解释产生分歧：对黑格尔而言，“形式”就是事关对象的“真理”。

3.4 概念与真理的形式

黑格尔想当然地认为在“形式”和“真理”之间存在严格的关系。49 如前所述，对黑格尔来说，真理是奠定“提取”和探索形式这一事业的基础。黑格尔特有的观点是，从日常语言和推理（日常表象）中提取形式（概念）的任务是有意义的，只要它们是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就是真理，在黑格尔的（康德式的）术语中这意味着：它们是获得关于任何事实或事件的真理本身的可能条件。50 在这个意义上，对黑格尔而言，形式的分析是找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正在思考、相信或知道的事物的有效真理的途径。

重要的是要注意，罗素假设的“批判和澄清概念”的目的，除了通过增加我们关于概念的知识领域从而改善我们对它们的使用这一理念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理由。但罗素并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必须通过创造或发现一种形式语言来完成这一点，而不是简单地利用自然语言的澄清资源。罗素错失了这种解释，这使得“日常语言”哲学家的反对最终听起来是合理的。

如果相反，我们坚持黑格尔的解释，原因就很清楚了：从自然语言过渡到一种（或多或少的）形式语言的合理性是完美证成的。我们简单地需要这个过渡，不仅是为了“澄清”概念，也是为了获得关于实在和我们共享生活的真理。这仅仅是因为逻辑的东西（das Logische）的形式使我们相信或不相信、知道或忽视，从而使我们相信关于事物的真理或谬误。不仅如此，形式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它们内部的结构，从而它们允许我们制定关于它们的真实观念。

显然，黑格尔在这里赞同一种关于形式的特定观点，我将在下一部分进行分析。我在这里试图勾勒出，在概念分析的视角下，如何构想“形式”和“真理”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如何能够证成我们可以依然意指的“逻辑”事业。

关于黑格尔相对当代逻辑而言的哲学逻辑（及一般逻辑）概念，还有许多话要说。现在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的解释可以与我们关于逻辑，以及哲学在逻辑方面的任务观点进行完美的对话。不仅如此，这种对话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更具体地说，黑格尔观点中哲学逻辑的方法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受真理引导的，这种方式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论述，而且在当前的解释中某种程度上被低估了。就目前而言，可以强调到目前为止出现的一点：对于罗素来说哲学逻辑的任务是“从具体包裹物中提取思维形式”，而对于黑格尔而言任务是“从具体包裹物中提取真理的思维形式”，并表明这些形式如何是事物的“具体表象”之真理的规范。



49 我们将会看到，对他而言，这两个概念之间没有适当的“同一性”（参见此处 II 和 III）。

50 在先验和唯心主义传统中关于真理的理念（作为先验真理）通常（至少从海德格尔开始）被认为与句子和命题的概念不相容。在此处 III 中我表明，先验真理和命题真理不相容的论点是错误的。对于 Tugendhat 来说，这种观点甚至是危险的：海德格尔把先验真理视为命题真理的条件但其本身是非命题的思想，是一种“纵容任意性”的方式（参见 Tugendhat 1970, 334f.）。


4.1 亚里士多德

黑格尔对日常逻辑之沉闷的讽刺性观察是众所周知的。著名的耶拿格言写道：

所有人都是终有一死的：卡伊乌斯是人；因此他是终有一死的。我至少从未想过这样的陈词滥调。据说这是在内部发生的，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好吧，有很多事情是在内部发生的，比如尿液的形成等等。（Hegel Werke 2, 541）

可能较不为人知的是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亚里士多德逻辑（以及由此衍生的其时代的核心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式逻辑）所作的详细评论。10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上的工作被认为对哲学和后来的逻辑学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亚里士多德提供了一项永恒的服务，因为他认识到并规定了[这种对抽象知性活动的意识]，即思维在我们内部呈现的形式。因为通常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具体的思维，沉浸在外部直观中的思维；这些形式沉没在其中，构成了一张永恒活动的网；而固定这些贯穿万物的细线——即形式——并将其带入意识中，乃是经验主义的杰作，而这种对它们的意识是绝对有价值的。（Hegel Werke 19, 237/Hegel 1892ff., vol. 2, 219）11

这段话显然指涉了“逻辑的东西（das Logische）”（既指存在于我们的生活、行动、思维中的形式领域，也指根据这些形式进行思维、行动、推论的无意识活动）与“逻辑学（die Logik）”（即作为理论的逻辑，它将这些形式带入意识、加以固定并规定）之间的相互作用。黑格尔声称亚里士多德成功地固定并规定了这些形式，他的成就是“经验主义的杰作”。有趣的是，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经验主义”并不是指休谟的经验主义，而是他在其他地方所称的“亚里士多德的思辨经验主义”。黑格尔因此在这里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亚里士多德所涉及的经验（empiria），经验领域，是一个逻辑-语言学的领域，即思维形式的领域。12

亚里士多德首次成功地识别、固定并列举了判断和推论的形式，正如黑格尔所主张的，这些形式“沉没在思维和语言中”。13 黑格尔时代的逻辑学手册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汲取了一切，并仅仅在“细节方面[]提出了新见解，但真理却在于亚里士多德”（Hegel Werke 19, 238/Hegel 1892ff., vol. 2, 220）。即使黑格尔承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看起来可能是枯燥和缺乏内容的，14 他也观察到形式逻辑是一门根本的科学，它关系到每个人，并应该由每个人去学习。

尽管这种有限者的逻辑在本质上可能极少有思辨性，但我们必须使自己熟悉它，因为它无处不在[在每一门科学中]。有许多科学、知识科目等，除了这些有限思维的形式外，不知道并应用其他的思维形式[]例如数学，是一系列持续的推论；法学是将特殊置于普遍之下，将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Hegel Werke 19, 240/Hegel 1892ff., vol. 2, 222f.）

在许多其他著作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观察。我已经提到黑格尔的确信，即“知性逻辑”恰恰是哲学的、理性的逻辑的条件。但也应该提到，黑格尔真诚地赞赏“日常逻辑”的重要性，这是一门“经验”学科，正如他所暗示的，它比其他经验类型的研究更有价值：

获得关于无数动物的知识，例如一百六十七种杜鹃[]或者认识一种可怜的苔藓的某种可怜的新物种[]或者在某部关于昆虫学的博学著作中认识一种昆虫、害虫、虫子等，被认为是一项有价值的努力[但]熟悉各种推论，绝对比了解这种生物更重要。（Hegel Werke 19, 238/Hegel 1892ff., vol. 2, 220）

事实上，黑格尔对日常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批判，宁可说是针对某种关于逻辑的共同且肤浅的观点，其次且衍生性地才是针对亚里士多德概念本身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形式”概念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第一点（考虑到黑格尔对康德关于形式逻辑观点的解读，我们将看得更清楚），黑格尔批评了其时代“逻辑哲学”的典型观点，根据这种观点，逻辑的形式特征意味着推论的形式缺乏内容。在这个方面，“日常”视角下的逻辑背离了亚里士多德的概念。黑格尔强调，根据亚里士多德，逻辑形式表达了事物的本质。正如我们所见，黑格尔接受并重新引入了亚里士多德和古希腊的概念，凭借这种概念，“逻各斯（logos）”与“存在（on）”之间存在着自然的联系，并且形式的分析应当与真理相联系，与考察事物真实存在的状况相联系：

知性或理性的概念构成了事物的本质，当然这并非对于那种观点[黑格尔时代逻辑的现行观点]而言，而是在真理中是如此；同样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知性的概念，即范畴，构成了事物的本质。（Hegel Werke 19, 240/Hegel 1892ff., vol. 2, 222）15

由于逻辑形式表达了事物的本质，它们不是事物脱离实体的或图式化的版本，而是其内在的原则和存在理由。正是凭借它们，事物才成为它们实际上的样子。形式并不缺乏内容，因为它们的内容正是存在者的本质。这恰恰是亚里士多德对“形式”的概念。

关于第二点，即对亚里士多德逻辑本身的批判，黑格尔强调，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中，形式未能满足其作为真理形式的要求（Hegel Werke 19, 235/Hegel 1892ff., vol. 2, 217），并且

真理在这些形式中无法被找到。但必须指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绝非建立在这种知性（Verstand）的关系之上；并且亚里士多德绝非根据这些三段论形式行事。（Hegel Werke 19, 241/Hegel 1892ff., vol. 2, 223）16

换言之，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使用他自己提出作为一般推理形式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固定了三段论系统的复杂结构，但并没有在他的著作中应用它。给出一个如此复杂的系统有什么意义呢？黑格尔的诊断是，这个系统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即它与真理的关系。这些形式并非真理的形式。由亚里士多德发展出来的形式逻辑，未能满足表达真理的最一般形式这一逻辑事业固有的要求。

奇怪的是，根据黑格尔，这种失败最终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不够“形式化”。黑格尔争辩说，亚里士多德逻辑缺陷的原因并非如通常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推论的形式“仅仅是形式”。相反，问题在于“它们缺乏形式[重点为作者所加]，并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容”（Hegel Werke 19, 239 (另见240)/Hegel 1892ff., vol. 2, 222）。在处理康德与黑格尔在逻辑观点上的关系时将会变得清晰，黑格尔想要强调的是，这些形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只是被列举和固定下来，而没有任何关于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反思，也没有任何关于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要指涉什么的解释。它们已经失去了效用。因此，黑格尔还写道：

一个推论的形式，以及它的内容，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但得出的结论却可能没有真理，因为这种形式本身就其自身而言没有真理，然而人们却从未从这个观点出发去考察这些形式。（Hegel Werke 19, 240/Hegel 1892ff., vol. 2, 222）17

所以人们可以说，满足逻辑自然提出的建立普遍真理形式这一要求的方法，是在Verstandeslogik（知性逻辑，即黑格尔时代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内部引入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而这种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既缺失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中，也缺失于黑格尔时代典型的逻辑观点中。

最后，“日常”形式概念和亚里士多德形式概念的错误之处在于，形式是孤立的，这对黑格尔意味着：抽象的。它们从作为“真理形式”的效用中被抽象出来，从作为“事物本质”的本性中被孤立，彼此分离，并在完全无视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情况下被构想。正如黑格尔所写，在日常逻辑中，判断、三段论和概念的形式“没有在它们的统一性中被考察，而只在它们的孤立性中被考察”（Hegel Werke 19, 240/Hegel 1892ff., vol. 2, 222）。这也意味着黑格尔反对处理逻辑主题的通常方式，即把关于判断、概念和推论的理论当作三个不同的逻辑学分支分别处理。在黑格尔看来，需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关于概念、判断和三段论之间联系的问题。黑格尔时代的形式逻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这就构成了辩证逻辑的一个主要动机。因此，黑格尔把他的辩证逻辑构想为一种关于判断、概念和推论之间联系的统一理论。18



10 关于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解读，请参阅 Mignucci 1995, 29–50。Mignucci 1995, 46 回顾说，对黑格尔而言，逻辑是“对思维形式的描述”，并在这方面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完全兼容。根据 Mignucci 的观点，这个定义不能被视为黑格尔心理主义的标志，因为黑格尔正像亚里士多德一样，用它来强调“三段论是各门科学所发展出的演绎的控制结构”。

11 我部分更改了1892年的英译本，因为它不够贴近德文原文（见下文，并附有1892年译文）。在英文译本中，焦点（这在德文文本中很明显）集中在无意识的自然逻辑与作为理论的逻辑之间的联系上消失了，因为关于“对形式产生意识（Bewusstwerden）”和“将它们带入意识（zum Bewusstsein zu bringen）”的段落被省略了。不仅如此，“dies Bewusstsein”被翻译成了“this knowledge”。

Es ist ein unsterbliches Verdienst des Aristoteles, dies Bewusstwerden über die Tätigkeiten des abstrakten Verstandes, diese Formen erkannt zu haben, die das Denken in uns nimmt. Denn was uns sonst interessiert, ist das konkrete Denken, das Denken versenkt in äußere Anschauung; jene Formen sind darin versenkt, es ist ein Netz von unendlicher Beweglichkeit; und diesen feinen, sich durch alles hindurchziehenden Faden – jene Formen – zu fixieren,

zum Bewusstsein zu bringen, ist ein Meisterstück von Empirie, und dies Bewusstsein ist von absolutem Wert.

Aristotle has rendered a never-ending service in having recognized and determined the forms which thought assumes within us. For what interests us is the concrete thought immersed as it is in externalities; these forms constitute a net of eternal activity sunk within it, and the operation of setting in their places those fine threads which are drawn throughout everything, is a master-piece of empiricism, and this knowledge is absolutely valuable.

12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思辨经验主义，请参阅 Hegel Werke 19, 145 ff./Hegel 1892ff., vol. 2, 131 ff.。黑格尔著名地捍卫了一种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特殊解释，强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之间的实质连续性。具体而言，他将亚里士多德视为成功让柏拉图理念运动起来的哲学家。关于黑格尔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参阅 Verra 2007, 349–370。关于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参阅 Ferrarin 2001。关于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思维概念之间的连续性，参阅 de Laurentiis 2002, 263–285 及 Id. 2005。

13 黑格尔强调，在亚里士多德划分出的形式中，还包括范畴，即表达存在的基本结构的概念，这些概念在黑格尔之前的哲学中（而非在康德中）是被分开处理的，不放在逻辑学手册，而是放在形而上学（本体论）中。关于黑格尔（和康德）把形而上学视为本质上从属于逻辑学的观点，参阅上一章。

14 正如黑格尔所写：“[三段论形式]似乎无法服务于发现真理的目的”（Hegel Werke 19, 238/Hegel 1892ff., vol. 2, 220）。

15 黑格尔在这里指涉的是“知性或理性的概念”，而非首要地指“形式”：但“范畴”应当理解为康德意义上的“形式”：参见 2.1。

16 1892年的英译本为“Aristotles philosophy is not by any means founded on this relationship of the understanding”，但我将“philosophy”替换为了“logic”，因为在德文文本中黑格尔写的是“Logik”而不是“Philosophie”。英译本支持了那种关于哲学（连同哲学逻辑）和形式逻辑相分离的常见但错误、非黑格尔式的观点；而德文文本则暗示这两项事业不可分割。

17 我修改了具有误导性的译文。德文文本是“Die Form eines Schlusses, so wie sein Inhalt, kann ganz richtig sein und doch sein Schlussatz ohne Wahrheit, weil diese Form als solche für sich keine Wahrheit hat”，而英译文是“The form of a conclusion, as also its content, may be quite correct, and yet the conclusion arrived at may be untrue, because this form as such has no truth of its own”。我将“the form of a conclusion”替换成了“the form of an inference”，因为黑格尔在此所说的Schluss显然意指“论证（argument）”或“推论（inference）”，而非论证的结论。对于论证的结论，他使用了Schlussatz。

18 这一点已被 Käufer 2005, 259–280 所强调，他将黑格尔的观点视为走向弗雷格逻辑革命的重要一步。


4.2 斯多亚逻辑

黑格尔如下强调了斯多葛学派与亚里士多德派在形式逻辑概念上的差异：

逻辑对[斯多葛学派]而言之所以是逻辑，在于它将知性的活动表达为有意识的知性的活动；它不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至少在范畴方面，悬而未决于知性的形式是否同时并非事物的本质。相反，思维形式是自在地被提出来的。因此，关于思维与对象的符合，或者表明一种特殊的思维内容的问题，就第一次出现了。（Hegel Werke 19, 273 f./Hegel 1892ff., vol. 2, 255）19

根据斯多葛学派，逻辑领域即是思维形式的领域，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思维形式是否同时是事物的本质，被悬而未决”。

对斯多葛学派而言，逻辑形式是真理的原则或标准。对黑格尔而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洞见，并且恰好对应于一种形式逻辑的建构：“既然他们把思维作为[真理的]原则，他们也就建立起了形式逻辑”（Hegel Werke 19, 273/Hegel 1892ff., vol. 2, 254 f.）。20 正如黑格尔所写道：

斯多葛学派的确有一个思维内在规定的体系，并且实际上在这个方向上做了许多工作；因为克律西波斯（Chrysippus）特别发展并详细阐述了这一逻辑方面，并被说成是这方面的大师。但是这种发展采取了一种非常形式化的方向；那里有通常著名的推论形式，克律西波斯给出了其中的五个，而其他人给出的有时多有时少。其中之一是通过否定的假言推论：“如果是白天，那么就有光，但现在是夜晚，所以没有光。”这些逻辑的思维形式被斯多葛学派认为是“无需证明的不证自明者”。（Hegel Werke 19, 275/Hegel 1892ff., vol. 2, 256）

黑格尔提出，尽管斯多葛学派将逻辑形式视为真理规律的洞见具有最高价值，但它也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塞克斯都（Sextus）在其对斯多葛主义的批判中突显了这个问题。困难在于，一旦我们将思维形式确立为有效，即作为真理的原则，那么“一切都能被纳入其中”，因为一切事物，包括虚假的内容，都能根据这些形式被构造出来：



19 关于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斯多葛派逻辑的解读，对于理解黑格尔的“逻辑”意义与当代逻辑之间的兼容性的重要性，请参阅 Redding 2014, 281–301。

20 关于黑格尔的真理概念，及其与斯多葛派真理概念的关系考察，请参阅下文第三部分。


4.3 莱布尼茨

因为一切被给予的内容都可以被摄入思想，并被设定为某种被思考的东西……所以这种摄取根本无济于事；因为它的对立面也同样可以被摄取并被呈现为某种被思考的东西。（黑格尔，《全集》第19卷，274 / 黑格尔，1892年及后续版本，第2卷，255）

在分析黑格尔对康德形式主义的批判的背景下，我将回过头来探讨对斯多葛派观念的形式主义性质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斯多葛派对待形式的路径中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盟友，借以引入他将逻辑学视为“真理形式”的科学的理念。在这里，形式不是小词-大词-中词的抽象图式，而是思想与存在的活生生的实体。它们之所以是活生生的，是因为它们引导我们相信和不相信，并且它们构成了其所作为其形式的事物的萌芽原则（本质）。

4.3 莱布尼茨

黑格尔在阅读莱布尼茨的“理性演算”（calculus ratiocinator）和“普遍符号”（lingua characteristica）时，明确地展现了他关于第二种（非自然的）意义上的“形式”（即“形式化”或“符号化”）之含义的立场。21 黑格尔强烈批评了欧拉（Euler）、兰伯特（Lambert）和莱布尼茨使用符号和记号来表达概念关系和规定的尝试。在他的《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的“概念论”（Begriffsslogik）中，他批评了“理性演算”这一理念本身：

[欧拉、兰伯特]等人，曾试图通过线条、图形等来为概念规定之间的这种关系[此处指的是谓词之间的反对、矛盾、下反对和并列关系]构造一种“记号”（notation），其总体意图是将逻辑的关系模式“提升”，或者实际上是“贬低”，为一种“演算”（calculus）。当人们将符号的性质与其应指称的事物进行比较时，甚至尝试构造一种记号的全然徒劳之处便会立刻显现出来。（黑格尔，《全集》第6卷，293及下页 / 黑格尔，1969年，616）



21 关于黑格尔对莱布尼茨“理性演算”和“普遍符号”的批判，见 Peckhaus 1997, 120及下页，以及 Kirn 1985, 40及下页。关于莱布尼茨对“理性演算”和“普遍符号”的区分——这一区分是逻辑学两大传统（即与作为“演算”的逻辑理念相联系的布尔传统（Boole 1847），和与作为语言的逻辑理念相联系的弗雷格传统）的起源，见 Peckhaus 2004, 3–14。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的概念之概念）与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之间的连续性，见 Horn 1982, 131–134。Horn 将这一洞见追溯至 Glockner (ed.) 1960, 6，后者断言“黑格尔仅仅完成了莱布尼茨所开启的事业”。

黑格尔认为，如果人们反思代数符号的静态和有限性质与其应指称的东西（即概念内容）的“流动性”（fluidity）之间的差异，这种努力的无用性就会显现出来。

这种对象[空间和代数符号]的特征在于，与概念规定相反，它们彼此“外在”（external），并具有一种“固定”（fixed）的性质……因此，为了把握这种内在总体性的目的，而试图去应用一切规定在其中分崩离析的数字和空间关系，是十分不恰当的；相反，它们是所能使用的最末等和最糟糕的媒介。（黑格尔，《全集》第6卷，294及下页 / 黑格尔，1969年，618）

因此：

既然人在语言中拥有一种为理性所特有的指称手段，那么去寻找一种不那么完美的再现模式来折磨自己便是一种无益的幻想……为了“外在的眼睛”和一种“不理解的、机械的处理模式”（如“演算”），而试图用空间图形和代数符号来固定[概念]，是徒劳的。（黑格尔，《全集》第6卷，295及下页 / 黑格尔，1969年，618）

类似地，在《百科全书》的“精神哲学”中，黑格尔强调了莱布尼茨以“象形”方式发展一种普遍语言的计划中的困难。主要问题在于，这些符号和记号无法表达属于思想发展之典型特征的那些变化。

莱布尼茨的实践头脑误导了他，使他夸大了一种以象形方法形成的、“完备的”书面语言，作为国家间尤其是学者间交流的普遍语言将会具有的优势……一种永远完备的综合性象形语言是行不通的。毫无疑问，感性对象允许有永久的符号，但……思想的进步和逻辑的不断发展会导致对其内在关系的看法的改变，从而也会导致对其本性的看法的改变。（黑格尔，《全集》第10卷，273）

有趣的是，黑格尔强调了固定一种“完备的”象形语言的困难，以及概念和逻辑关系需要能够接受持续修正的符号这一事实。在这一段落中，黑格尔强调了自然语言的优势，它似乎为灵活性和精确性提供了更好的保证。

然而，黑格尔似乎也承认，“每一种”语言都不足以表达辩证的概念关系，自然语言也不例外：“命题形式不适合表达思辨真理”（黑格尔，《全集》第5卷，93 / 黑格尔，1969年，90）。只要人们考察语言的“代数”解释的性质，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就会立刻被消除。黑格尔说，代数符号无法捕捉到概念内容的流动性和多样性。然而，类似地，人们可能会怀疑我们用来指称概念的统一和固定的“名称”是否真能捕捉到这种多样性和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在黑格尔看来，形式本身并没有被拒斥，被拒斥的只是其非辩证的使用。只有当我们保持对逻辑形式的辩证（批判，或理性）考察时，我们才能获得逻辑形式的真实本性（它们引导我们走向真理的能力）。正是这样的考察，将形式作为思想生命的表达的“活生生”的性质还给了它们。

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使用一种准形式化的（pre-formalized）语言来表达辩证内容，并同样尝试将费希特的辩证法形式化（在《差异论文》中，黑格尔，《全集》第2卷，37及下页）。22 不仅如此，在《存在论》（Seinslogik）第二部分关于数学无限的著名注释中（黑格尔，《全集》第5卷，279及下页 / 黑格尔，1969年，240及下页），黑格尔认为高等分析中的记号比自然语言本身更适合表达哲学的，即无限和不可通约的内容。23

数学无限的特征以及它在高等分析中的使用方式，符合真正无限的概念。（黑格尔，《全集》第5卷，284 / 黑格尔，1969年，244）

例如，如果我们取一个分数，

例如

2/7

这样的分数，它并不像1, 2, 3等那样是一个量子；虽然它是一个普通的有限数，但它并不像整数那样是直接的，而是作为分数，直接由两个彼此相关的另外的数字决定……分数

2/7

可以表示为

0.285714…

等。以此种表达方式，它是一个无限级数；分数本身被称为它的和，或它的“有限表达”。（黑格尔，《全集》第5卷，285及下页 / 黑格尔，1969年，244及下页）

换言之，由分数

2/7

表达的无限的过程化版本就是“无限趋近”的

0.285714…

，即无限级数。然而，虽然级数

0.285714…

是“恶的无限性”（bad infinity）的一种表达，但

2/7

代表了一种“好的无限性”（good infinity）。在分数中，正如黑格尔所写的那样，无限就其本身而言被“全部包含”在内了；数学符号直接传达了无限级数的整个发展。相比之下，在级数的进程中（对黑格尔来说，这也是表达无限的传统哲学方式），无限是不完整的，它总是需要一种运算的迭代介入。在这方面，黑格尔强调，分数的使用并非仅仅是和其他方式一样用来表达一种内容的任意方式，而是具有以更精确的方式表达它的特殊优势。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领会那种典型的黑格尔式的“活生生的形式”的概念。



22 另见黑格尔对高等分析中的数学记号的热情，黑格尔，《全集》第5卷，279及下页 / 黑格尔，1969年，240及下页。

23 另见 Moretto 1984。


4.4 康德

。24 符号“2/7”的固定性包含并表达了 0.285714 的无限运动。

如果单从字面上（univocally）理解，黑格尔对那些使用图形和符号来表达思想的尝试（由莱布尼茨、欧拉和兰伯特进行）的观察，最终将宣告每一种交流工具（包括自然语言）都是不可用的。然而，黑格尔明确声称，自然语言和命题形式虽然有限，但却是我们表达辩证内容的全部手段。此外，黑格尔对数学无限的分析甚至表明，他实际上认为数学，尤其是高等分析，更适合表达辩证的概念内容。

这表明，黑格尔对使用符号的批判不应被视为一种禁令，而应被视为关于“如何使用自然语言和符号语言来表达辩证内容”的一种警示性指示。

4.4 康德

在《百科全书》的“导言”和《百科全书·逻辑学》的“初步概念”（Vorbegriff）中，黑格尔用“普遍性与必然性”来指称形式逻辑和康德先验哲学所分离出来的形式。特别是，康德以“普遍性与必然性”来定义构成先验逻辑主题的“先天”（a priori）结构领域，这是众所周知的。有趣的是，德语中表示“普遍性”的词是 Allgemeinheit，它可以被翻译为“一般性”（generality）和“普遍性”（universality）。在“形式的/一般的逻辑”这一表达中，“一般的/普遍的”也被康德与“形式的”交替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逻辑”这一表述本身也可以追溯至



24 从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讨论中浮现出的“活生生的形式”的概念，也是歌德著作的典型特征。歌德批评经院逻辑，抱怨它对纯粹思想的粗暴对待，“把一切撕裂”，“对一切进行分类和还原”。在其中，纯粹思想的有机性质丧失了（见歌德 1808, 诗行 1944及下行 和 1936–1940）。有趣的是，Gabriel 2008, 121及下页 强调指出，一种类似的关于形式的有机观点也是弗雷格《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的基础。Gabriel 将弗雷格的解释追溯至特伦德伦堡（Trendelenburg）对莱布尼茨的解释，并强调特伦德伦堡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受到了歌德的影响。卡西尔（Cassirer）据此发展了他的“符号形式”理念（暗示了黑格尔和谢林在美学著作中关于“符号”的概念，并明确提到了歌德）。根据卡西尔的理念，形式作为“处于我们与真实对象之间”的东西，不仅指“我们与世界之间的距离，而且它们构成了唯一的、可能的、充分的中介，以及每一个……存在借以变得可把握和可理解的媒介”，Cassirer 1982, 132及下页。

康德。25 特别是在康德的观念中，普遍性、必然性与形式性之间的联系非常清晰，逻辑分析的双重性质（即“描述性”和“规范性”）也由此显现出来。在《耶舍逻辑学》（Jäsche Logic）中，我们读到：

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按照规则发生的，尽管我们并不总是知道这些规则。水根据重力定律落下……水中的鱼，空中的鸟，都按照规则运动。事实上，整个自然界不过是遵循规则的现象的组合；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任何不规则性。（A 1）

一切事物（自然事件，如鸟的飞翔和鱼的游动）都是根据自然律发生的，即使我们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显然，康德赞同与黑格尔-罗素相同的观点，即形式（康德称之为“规则”）沉潜于现实之中，而当我们把它们作为思想的对象时，逻辑作为一门学科便产生了。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反思一般的思想运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绝对必然的规则，这些规则独立于思想的任何特定对象，因为没有它们，我们根本就无法思考。（A 3及下页）

因此，康德将逻辑事业（作为对必然规则的发现）与思想对其自身模态的反思联系起来。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形式性与一般性联系了起来：

一般的[allgemeine]逻辑抽离了一切知识内容和对象之间的差异，只与思想的纯粹形式有关。（B 26）

因此，对于康德来说，在逻辑探究中结合了两个方面：思想对其自身模态的反思以及对特定内容的抽象。此外，只要逻辑考虑的只是结构或形式，而不是内容，



25 见 Ritter/Gründer/Gabriel (编) (1971及后续年份), 第5卷, 375–378 中关于逻辑的条目。根据 Scholz 1959, 14，康德是第一个称逻辑为“形式的”人。Krohn 1972, 108 强调，与康德不同，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并没有运用“质料”和“形式”的规定来界定其探究的性质。“形式”和“一般”这两种表达所蕴含的不同含义，在现象学传统中得到了讨论和深化。Tugendhat 1970, 39 将这种差异解释如下：虽然“一般”指的是作为抽象结果的逻辑领域（逻辑从每种情况下思考的具体内容中抽象出来，处理最一般的思想形式），但“形式”蕴含着对反思和语义上升的参照，即，我们进入逻辑领域不仅是通过“从具体内容中抽象出来”，也是通过“反思我们说话和推理的具体模态”。在康德和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使用和理解中，这两个方面都包括在内。

它就发现了那些绝对必然的形式，因为“没有它们，我们根本就无法思考”。因此，从所有内容中抽象出来，使我们能够找到一切可思可言之物（一切内容）的形式。形式是普遍意义上的一般的（allgemein），即对于一切可思可言之物都是共同的。因此，形式逻辑的方法一方面非常谦卑，因为它意味着放弃了去追问每一次被思考之物的真理。另一方面，它又极具野心，因为它包含了作为一个针对“每一”真理形式的清单的普遍主张。26 同样，它们是必然的，因为“没有它们，我们根本无法思考”。27

在《百科全书·逻辑学》的“初步概念”中，黑格尔在比较休谟经验主义与康德批判哲学时，使用了康德的逻辑学术语和“必然性与普遍性”的表述。

[如果我们考察经验主义，就会发现]在我们称之为经验的事物中，与对单一事实的纯粹单次知觉不同，有两个要素。一个是质料，其多样性是无限的，且就其本身而言仅仅是单数事物的集合：“另一个是形式，即普遍性与必然性的特征”[重点为作者所加]。毫无疑问，纯粹经验提供了许多、也许是无数类似知觉的例子：但无论数量多么庞大，终究无法等同于普遍性。同样，纯粹经验提供了对相互接续的变化和并列对象的知觉；但它没有呈现出必然的联系。因此，如果知觉要维持其作为人们认为是真理的唯一基础的主张，普遍性与必然性似乎就是不合法的：它们变成了我们心灵的偶然产物，一种纯粹的习惯，其内容原本可能是不同于现状的。（黑格尔，《全集》第8卷，111及下页 / 黑格尔，1991年，80）

经验主义承认质料与形式之间的差异，但拒绝将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性质归因于形式。它坚持认为知觉是真理的唯一源泉。在这个意义上，经验主义不会导向逻辑，也不会导向将形式认作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视域，以及真理的源泉。它认为形式仅仅是一种偶然或习惯。

批判哲学与休谟的经验主义一样，将经验视为思想的起点，并区分了质料与形式。然而，它也将形式视为思想之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源泉：

[批判哲学始于]在经验分析中发现的元素（“感性质料”及其“普遍关系”）之间的区分……上一段提到的反思，即知觉就其自身而言，只包含“单一之物”和“发生之事”[在批判哲学中与以下理念相结合，即]



26 Litt 1961, 261 强调了类似的一点。

27 今天，人们也以类似的方式强调逻辑的形式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联系。例如，Restall 2006, 215 观察到：“逻辑的必然性是关于其‘一般性’的问题”。

“普遍性”与“必然性”……被发现在所谓经验中。并且因为这个元素并非源于经验本身，所以它属于“思维”的自发性，或是先天的。思想规定或“知性概念”构成了经验认识的客观性。（黑格尔，《全集》第8卷，112及下页 / 黑格尔，1991年，81）

与经验主义中一样，批判哲学中的经验正是思想和知识的“开端”。然而，批判哲学在经验之中发现了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特征，它发现了普遍且必然的思想结构；尽管这些结构是在经验中被发现的，但它们并不“依赖于”经验，而是对经验施加了建构性的约束。逻辑形式就属于这种。这意味着，对康德来说，形式对经验具有一种强制性或建构性的影响。

黑格尔赞同康德的观点，即认为逻辑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特征既聚焦于纯粹的形式，又能够解释一切可思可言之物；不过，正如我们在下文将看到的，黑格尔所讨论的是对这种观点的一种“形式主义解读”。因此，可以说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论点对康德和黑格尔都适用，但对经验主义则不适用：逻辑形式是普遍的且必然的，因为它们是一切可思可言之物的条件；没有它们，就什么都无法说、无法想。

康德和黑格尔都承认，逻辑形式之所以是必然的，意味着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我们就认识到了它们的约束性本性。只要逻辑形式“描述”了我们所思之物的结构，从具体内容或环境中抽象出来，它们就指示了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应当”如何思考。只要我认识到我如何思考，认识到思想如何运作，我也就知道了它何时不起作用。例如，我意识到，从“每个足球运动员都是两足动物”和“苏格拉底是足球运动员”，我可以推断出苏格拉底是两足动物；而从“每个足球运动员都是两足动物”和“苏格拉底是两足动物”，我无法推断出苏格拉底是足球运动员。因此，有效形式不仅是考虑我们如何良好地实际思考的结果（即我们良好论证的描述），而且也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思考的规定。在此意义上，康德把形式写成“规则”，这一用法在黑格尔对形式的规范性概念中得到了证实。

一般而言，黑格尔关于传统（也是亚里士多德）逻辑之局限性的观点是沿着康德的路线发展的。康德提出，需要对逻辑形式的起源及其与知识内容的特定关系进行反思，并据此将先验逻辑设想为一种对一般所意指的逻辑形式的起源及其与内容关系的探究。28 这



28 见康德 B 81。

正如我们所见，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黑格尔。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分歧显现出来：“黑格尔没有（像康德那样）主张将先验（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分离，也没有主张将形式逻辑与有效真理分离。”

逻辑与真理的联系标志着康德与黑格尔观念之间的主要差异。在《逻辑学》之“主观逻辑”中关于“一般概念”的部分，黑格尔回顾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逻辑导言”中对形式逻辑的观察。所面临的问题，显而易见，是逻辑与真理的关系：

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结合逻辑来讨论那个古老而著名的问题：“什么是真理？”时，他首先“想当然地”把名词性解释看作是琐碎的常识，[根据该解释，真理是]知识与其对象的符合——这一断言[实际上具有]巨大的，甚至是至高无上的价值。（黑格尔，《全集》第6卷，265及下页 / 黑格尔，1969年，593）

以符合论来定义真理并非琐事，而是具有“至高无上”重要性的事情。根据普遍观点（康德自己也为其辩护），只要逻辑是形式的，就“抽离了内容”——而真理“与内容有关”，因此“不可能给出一种充分且同时是一般的真理标准”（B 84）——这观点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黑格尔引用康德的话（B 84）：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康德继续说道，“任何认识的普遍而确定的标准是什么；这应该是一个对所有认识都有效、“不区分其对象”的标准；但是，由于这种标准会抽离认识的“所有内容”（“与其对象的关系”），而“真理恰恰涉及这种内容”，因此去要求一个关于认识的“这种内容的真理”的标志，那将是“完全不可能且荒谬的”。”（黑格尔，《全集》第6卷，266 / 黑格尔，1969年，593）

康德最初的论证见于 B 82–84，并且被黑格尔相当忠实地转述了。我建议将其称为形式主义论证（FA）。其步骤如下：


	(FA) 1. 真理是知识与对象的符合。

	

	[在逻辑学中]我们所寻找的，是所有知识之真理的普遍标准。





	

	一个普遍的标准必须对所有认识都有效，不区分其对象。





	

	根据这种标准，需要抽离认识的所有内容（与其对象的关系）。





	

	既然真理恰恰涉及这种内容，那么去要求一个关于认识的这种内容的真理的标志，就是不可能且荒谬的。





	

	不可能给出充分且同时是一般的真理标准。







黑格尔评论道：

在这里，关于逻辑的形式功能的常见观念被非常明确地表达出来，其引用的论证也颇具说服力。但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形式推理通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论述中，它忘记了其论证所依据以及其正在谈论的核心所在。有人断言，去要求认识的“内容的真理”的标准是荒谬的；但根据定义，构成真理的并非“内容”，而是内容与概念的“符合”。（黑格尔，《全集》第6卷，266及下页 / 黑格尔，1969年，593）

康德式（也是常见的）关于逻辑之形式性的观点“忘记了它所依据并且正在谈论的核心所在”。在随后的一段话中，黑格尔观察到形式主义“一旦开始解释自己的立场，就说出了与其意图相反的话”。换言之，他的意思是，FA 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它首先假定了1，即真理作为“符合”的定义，这意味着真理涉及思想“和”内容“两者”，然后又通过陈述5（即真理“仅仅”涉及内容）来否定这一点。

当然，对康德来说，逻辑也是研究真理形式的科学。正如他所写的：“逻辑，只要它阐述了知性的普遍和必然规则，就必须在这些规则中给出真理的标准”（B 84）。这对黑格尔同样适用。康德解释说，作为逻辑事业基础的真理概念是符合论：“真理的名词性定义，即它是知识与其对象的一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B 83）。这对黑格尔也同样适用。然而，黑格尔也强调了古典符合论真理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不仅仅是“名词性的”。因此，虽然对康德来说，逻辑确定的形式“‘仅仅’是真理的形式[重点为作者所加]”，从而“它们是完全正确的，但就它们自身而言是不充分的”（B 84）；但黑格尔却拥有一种更具雄心的逻辑形式概念。他不否认真理涉及每次所思考的内容，但他强调真理并非“仅仅”涉及内容，而是涉及思想与对象或内容的一致。这意味着对黑格尔和康德来说，逻辑学家同样是通过关注形式来研究真理的。然而，对康德而言，形式“‘仅仅’是形式，因此是不充分的”；而对黑格尔而言，说逻辑形式“仅仅”是真理的形式，绝不意味着它们是无能为力的。

在《百科全书·逻辑学》中，黑格尔强调，逻辑规律并非“反对所有内容的一个‘仅仅’（ein Nur gegen allen anderen Inhalt）”，而是“所有其他内容都是反对逻辑规律的一个‘仅仅’（aller anderer Inhalt ist nur ein Nur gegen dieselben）”。此外，他主张“[逻辑思想]是一切事物的……根据（[die logischen Gedanken] sind der [] Grund von allem）”（黑格尔，《全集》第8卷，85 / 黑格尔，1991年，59）。正如我们所见，只要我们区分出思想的形式，我们就把握了现实的本质。显然，在进行

逻辑学研究时，人们必须只在形式上下功夫。然而，对黑格尔来说，这并非一种限制。他的问题反而在于，我们确定的形式是否“真正”是真理的形式：

即使在这里，将要处理的形式及其进一步的修改，也仅仅是历史地被采用的；它们没有受到批判，以确定它们自身是否真正是真的。因此，例如，肯定判断的形式被接受为就其自身而言完全正确的东西，至于这样的判断是否真实，则完全取决于内容。这种形式就其自身而言是否是真理的形式……是一个没有人想过要去调查的问题。（黑格尔，《全集》第6卷，268 / 黑格尔，1969年，594）

我们在这里看到，FA不仅是错误的（自相矛盾），而且是危险的：它阻止了康德去追问现存逻辑形式的合法性。形式是否真实的问题没有被提出，因为真理被说成“完全取决于内容”，由此“我们无法检查每一种情况的内容”。


5 黑格尔论逻辑形式

我在考察黑格尔对待逻辑形式史的方法时所提出的观点，与黑格尔在《逻辑学》和《百科全书·逻辑学》中关于逻辑之形式性质的理论基本一致。现在，我将直接参考黑格尔的逻辑学文本，总结所取得的成果，并重点强调那些鉴于“现代”逻辑形式观念而可能令人感兴趣的所有观点。


	
在《逻辑学》第二版序言中，黑格尔写道，由亚里士多德和早期逻辑学所产生的形式“必须被视为[《逻辑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确实是必须心怀感激地予以承认的必要条件和前提”（黑格尔，《全集》第5卷，19 / 黑格尔，1969年，31）。在这一方面，黑格尔的《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的任务是赋予传统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所研究的形式（思想的领域，“逻辑的东西”（das Logische））以“力量”，“从哲学上展示思想领域，即展示其自身的内在活动，或者说展示其必然的发展”。这就是关于“形式的动态性质，或者等同地说，是由哲学（即通过对形式的反思和批判性考察）引入到形式（固定在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时代的教科书中的形式）中的‘动力学’”的理念。



	
黑格尔同样在《逻辑学》第二版序言中指出，“思想形式是个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实体的表达”：





如果从给定的规定推断出其他规定，人们[正确地]认为，推断出的东西对对象来说并不是外在的和异己的，而是属于对象本身的，即对于思想来说存在着一个相对应的存在。（黑格尔，《全集》第5卷，45 / 黑格尔，1969年，50及下页）


	在同一篇序言中，他写道：



如果本性，即特殊的本质，在显现和转瞬即逝的表现的复杂性与偶然性中真正持久且具有实体性的东西，是“事物的概念，即内在的普遍者”[重点为作者所加]，并且[如果]每一个人类个体虽然是无限单一的，但他所有单一性中最根本的在于他是一个人，就像每一个个体动物最根本的在于它是一只动物一样：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不可能说如果这个基础被移除，这样的个体还能是什么，无论这个个体可能被赋予多么丰富的其他谓词，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基础可以像其他谓词一样同样被称为谓词的话。（黑格尔，《全集》第5卷，26 / 黑格尔，1969年，36及下页）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这一段落中通过聚焦于谓词在定义中的功能，探讨了逻辑的形式性问题。他在这里陈述的内容涉及我们在第一部分中讨论过的“逻辑形式的概念（谓词）性质”。谓词代表属性，例如“是人”、“是动物”，对黑格尔来说，谓词正是表达事物及其单一性的条件。类似地，在《逻辑学》导言中，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看到的那样，黑格尔主张，逻辑学假定“包含在定义中的规定……是对象的规定，构成了其最内在的本质和其本身的性质”。


	“逻辑形式”，只要它们既表达了事物的本质，又表达了使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成为可能的概念，就“具有一种真理的，即蕴含真理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们是我们把握事物并进行真实思考的条件。在《逻辑学》第二版序言中，黑格尔指出了他那个时代对逻辑学普遍的“蔑视”。



[日常思想]如此失去了对声称拥有此类真理规律（同一律和矛盾律）的学派的尊重，以至于它嘲笑该学派及其规律，并认为任何能够根据这些规律说出真理的人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植物是——植物，科学是——科学。（黑格尔，《全集》第5卷，28 / 黑格尔，1969年，38）

黑格尔还回想起了人们抱怨的另一个原因。推理规则“同样也不偏不倚地服务于错误和诡辩，并且……无论如何定义真理，它们都不能服务于更高的真理，例如宗教真理……它们只关乎正确性……而不关乎真理”（黑格尔，《全集》第5卷，29 / 黑格尔，1969年，38）。黑格尔关于“真理”（Wahrheit，严格意义上的真理）和“正确性”（Richtigkeit）的概念将在后面进行考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和宗教）的真理超越了由“知性逻辑”（Verstandeslogik，即一种不对其形式进行批判性反思的逻辑）所确立的正确性的理念。这种真理具有不同的条件，并需要不同的形式。


	因此，形式与真理的联系引入了对通常所意指的“形式逻辑的批判”。在《逻辑学》导言中，黑格尔批评了他那个时代典型的逻辑观。他写道：



当逻辑被视为一般思维的科学时，人们理解为，这种思维构成了认识的“纯粹形式”，逻辑抽离了一切“内容”，而认识的所谓第二个“成分”，即它的“质料”，必定来自别处；并且既然这种质料绝对独立于逻辑，后者就只能提供真正知识[德语原文 wahrhafter Erkenntnis / 原英译：genuine cognition]的形式条件，而不能在自身中包含任何真实的真理，甚至不能成为通向真实真理的“道路”，因为真理中本质的东西，即它的内容，就在逻辑之外。但是……说逻辑抽离了一切“内容”，说它只教导思维的规则而不涉及被思考的东西，或者无法考察它的本性，这是极其荒谬的。因为既然思维和思维的规则应当是逻辑的主题，这些就直接构成了它特有的内容；在它们之中，逻辑拥有那第二个成分，即一门质料，逻辑要考察的正是这门质料的本性。（黑格尔，《全集》第5卷，36 / 黑格尔，1969年，43及下页）

黑格尔在这里讨论了我已分析过的我所谓的形式主义论证（FA）。29 特别是，他讨论了从“逻辑学研究通过抽离特定内容而获得的最一般的思想形式”这一主张，推导至“逻辑没有内容，因此‘不能包含真理’”这一论点的推论过程。

5.2 反对形式逻辑？

一些作者将这些以及类似的段落解释为反对形式逻辑的声明，30 并从中推断出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是一种形式逻辑。31 但这种解读有误导的风险。相反，我建议黑格尔并没有讨论逻辑的形式性质，而是讨论了他那个时代的逻辑哲学，即那种假设逻辑形式具有“抽象”（分离）性质的解释。32 换言之，上面考虑的论点1–4（即：关于形式的动态的、本体论的、概念的和蕴含真理的概念），引入了最后一个方面，即对从“逻辑学关心句子和论证的形式”到“形式没有内容，且与真理（即思想与内容的关系）无关”这一推论的批评。

逻辑学，对黑格尔来说，是形式的，这体现在逻辑关心通过从特定内容中抽象出来而获得的句子和论证的底层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逻辑不表达真实的真理。相反，形式（任何种类的形式）的“活生生”的性质使得它们成为我们走向真理的指南。因此，错误的不是形式逻辑本身，而是哲学家们思考它的方式：“如果假设逻辑缺乏内容，那么错不在[逻辑的]主题本身，而仅仅在于‘构想这一主题的方式’[重点为作者所加]”。因此，错误的是形式主义的观念，正如FA和关于形式的理智主义和形式主义观念的其他共同假设所表达的那样。

首先，在《百科全书·逻辑学》中，黑格尔反对形式主义观念，强调逻辑的具体主题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思想，有别于我们通常用“思想”一词所意指的。从一般的观点来看，我们将那些内容是经验性的思想称为“思想”；在逻辑学中，我们审查那些其内容本身就是思想的思想。对在这一点上遵循康德术语的黑格尔来说，这些就是纯粹的思想。

在……通常的意义上，我们……通过[思想]意指的是某种被思考的事物，但它具有经验性的内容。在逻辑学中，33 思想被这样把握，使得它们除了属于思维自身且由思维产生的内容之外别无其他内容。因此，这些思想是纯粹的思想。（黑格尔，《全集》第8卷，84 / 黑格尔，1991年，58）

逻辑学的内容并不是作为这样的思想，而是“关于思想的思想”，而正是这种反思构成了形式。形式是由思想反思自身的自然可能性所创造的。34



29 Litt 1961, 261 用让人想起黑格尔的术语批评了形式主义方法：“是否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将形式和质料分离开来，不仅是一个需要以清晰客观的方式回答的问题；而且它首先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如果逻辑以这些[形式主义的]术语来考虑自身，那么它就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一劳永逸地处理掉了一个它本应明确处理的问题”。

30 例如见 Krohn 1972, 107，他将黑格尔关于他那个时代的“逻辑学理论”的言论，解释为关于形式逻辑和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言论。对 Krohn 1972, 57 而言，黑格尔对形式逻辑（即可以在黑格尔时代的教科书中找到的作为理论的逻辑）的态度是矛盾的。在我看来，黑格尔的态度是他关于“形式”和逻辑形式性的新概念的表达。对黑格尔来说，形式是自我修正的结构，而形式逻辑是一门有用的学科，只要它解释了逻辑形式的自我修正性质。

31 Mittelstraß (编) 1980及后续年份, 第2卷, 57及下页。根据 Ritter/Gründer/Gabriel (编) 1971及后续年份, 第5卷, 358：“[黑格尔的《逻辑学》]从根本上拒斥了形式逻辑，并用一种作为思辨形而上学产物的辩证法取代了它”。Butler 2012, 81 写道“辩证逻辑不是一个包含了从任何特定内容中抽象出来的推理规则的公理形式系统”。然而，他也主张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关于特定内容的应用形式逻辑”。

32 在这方面，Nuzzo 1997, 52 评论道，黑格尔反对将形式性视为抽象性的概念，并提出了一种更复杂的形式性概念，该概念与“形式”的辩证观点相联系。对 Litt 1961, 269 来说，传统形式逻辑关心的是思想对对象的规定，相比之下，辩证逻辑可以被称为一种思想的自我意识的逻辑（die Logik des selbstbesinnlichen Denkens）。

33 英译本翻译为“In the Logic thoughts are grasped”（在这部《逻辑学》中，思想被把握……），在我看来这具有误导性。黑格尔在这一段落中写的是一般的逻辑学，而英译似乎暗示他指的是一种特定的（他自己的）逻辑学。

34 Dummett 1991 和 Id. 1993 将弗雷格的逻辑视为一种“思想哲学”，并因此与作为“关于思想的思想”的理念论-柏拉图式的哲学观在根本上具有连续性。关于黑格尔与弗雷格思想观之间的连续性，见 d’Agostini 2003, 59–94。

其次，黑格尔还指出，FA与一种误导性的形而上学相联系，即与关于“内容”、“质料”和“现实”的还原论观点相联系，根据这种观点，“内容”、“质料”和“现实”被认为是外在的，或者说是逻辑之外的。在《逻辑学》导言中他写道：

通常所理解的逻辑学……必须承认，没有一种普通意识会将其视为现实的那种内容……但这并不是它成为一门缺乏重要真理的形式科学的原因。无论如何，真理的领域不应在逻辑学所缺失的、并且人们习惯于将逻辑学的缺陷归咎于其缺失的质料中去寻找……“逻辑形式缺乏内容，完全是因为考察和处理它们的方式”[重点为作者所加]。（黑格尔，《全集》第5卷，41 / 黑格尔，1969年，48）35

“逻辑学主题被构想的方式”是作为形式主义解释之基础的逻辑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根据这种解释，形式是僵化的规定，而内容是逻辑之外的东西。

第三，黑格尔观察到：

当它们被当作固定的规定，并因此在彼此分离中而不是在有机统一体中结合在一起被把握时，那么[形式]就是死的形式。（黑格尔，《全集》第5卷，41 / 黑格尔，1969年，48）

在此意义上，批判性地思考形式意味着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对逻辑学的反思正是迫使我们追问它们表达内容的能力的原因。例如，去追问（正如黑格尔主张一个人在逻辑学中应该做的那样）：“选言三段论的形式是真的吗（即，是否能够传达有效且可靠的论证）？”这迫使我们去考虑这种形式与其具体内容之间的关系，即遵循选言三段论模式的具体论证（“灯要么亮着要么关着，它没亮，所以它关着”；“你要么喜欢法兰兹·费迪南乐队要么喜欢北极猴子乐队，你不喜欢法兰兹·费迪南，所以你喜欢北极猴子”等等）。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就能看清选言三段论何时有效，何时无效。



35 我稍微修改了1969年的译文，使其更接近德文文本：我将 als Realität 翻译为“as reality（作为现实）”（而英文文本是“as a reality（作为一种现实）”），并将“Sondern das Gehaltlose der logischen Formen liegt vielmehr alleine”翻译为“The absence of content of logical forms is due solely（逻辑形式缺乏内容，完全是因为）”（而英文翻译是“The truth is rather that the insubstantial nature of logical forms is due solely（事实却是，逻辑形式的非实体性质，完全是因为）”）。在英译中，黑格尔对逻辑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的具体指称丢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关于形式具有实体性质的另一种（且更模糊的）理念。

第四，在所谓的“主观逻辑”（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三部分，处理他那个时代的逻辑学手册中传统上所考虑的主题）的序言中，黑格尔强调，古老的传统逻辑处理的是需要重新使其流动起来的僵化、板结的材料。他解释说，虽然他的《逻辑学》的前两部分处理的是以前从未被考虑过的全新材料，但主观逻辑提出了处理“现成的、固化的，或者可以说，板结的材料……而问题在于如何使这种材料具有流动性”的困难（黑格尔，《全集》第6卷，243 / 黑格尔，1969年，575）。因此，黑格尔的逻辑学相对于传统的形式逻辑而言，其任务“不是‘在荒原上建造一座新城市’，而是‘重塑一座建构坚固、一直有人占有并居住的古老城市’”（黑格尔，《全集》第6卷，243 / 黑格尔，1969年，575）。这个比喻表明，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是一种取代惯常逻辑的“新”逻辑，而是保留了旧逻辑，并在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重塑。再一次地，这里提到的是黑格尔的新逻辑包含了一种“哲学”，一种对传统逻辑的反思，这种反思意味着展现形式之间以及它们与真理的关系，这对应于使逻辑领域变得流动和灵活。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证实第一部分结尾处提出的理念：即黑格尔的逻辑学纯粹就是所谓的“哲学逻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黑格尔看来，“逻辑”与“哲学”的接触并不意味着摒弃逻辑的形式本性和形式主义。相反，它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形式”概念，这一概念在构想上与他那个时代的形式主义和理智主义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在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方面，有别于当代最常见的逻辑形式观念。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追问的是，黑格尔的理念是否可能会为我们关于形式的愿景带来改善。


6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形式的吗？

即使关于“形式逻辑”中“形式”一词的确切含义仍然存在争议，36 仍可以提出一种初步的评估。

正如我们所见，“形式（formal）”应当与“形式化（formalised）”或“符号（symbolic）”区分开来。37 在当代哲学逻辑中，逻辑的形式本性与其形式化特征是齐头并进的，而黑格尔正如我们所见，明确批判了莱布尼茨和欧拉等人用符号表达概念内容的尝试。因此，如果有人希望评估在哲学逻辑中采用黑格尔路径的可行性，首先需要提出一个关于逻辑形式及其表达的问题，即：

“对形式的辩证法理解是否与形式化相容？”

鉴于黑格尔如我们所见曾批判过欧拉、兰伯特、莱布尼茨等人用代数图形和符号表示概念的尝试，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形式化难道不是一项多余的工作吗？在最坏的情况下，形式化难道不只是黑格尔已经解释过的内容的纯粹重复，或者仅仅是用不同的符号对黑格尔的错误进行翻译吗？

正如我们所见，也如黑格尔本人所暗示的那样，试图将我们思维和推理的一般行为个体化（即传统意义上的逻辑）绝非无用，而是走向“理性逻辑（Vernunftlogik）”，即黑格尔自己的哲学逻辑的必要步骤。黑格尔在对符号主义的批判中表明，数学符号固定了概念内容，而概念本质上是流动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暗示自然语言，甚至数学语言确实适合表达概念内容。



36 参见 Dutilh Novaes 2011, 303 – 332 以及 Mac Farlane 2000 等人。他们都没有考虑到黑格尔关于逻辑形式性的反思。

37 关于“形式的”一词用作“符号的”的同义词是不恰当的这一事实，见 Read 1995, 61。对于 Sainsbury 2001 第 6 章而言（类似于罗素，见此处 19.2.），形式化与“提取形式”或揭示自然推理的隐藏结构并对其进行分析齐头并进。参见 Sainsbury 2001, 348ff. 中对于那些认为形式化工程应与概念分析区分开的观点（例如戴维森的观点）的讨论。

因此，有理由认为辩证法的形式化在精神上是黑格尔式的，只要它满足以下两个要求：a) 它是作为对辩证概念关系的最一般模式和行为的解释；b) 它是以典型的哲学作为一门辩证和思辨科学的批判和怀疑精神来进行的。38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形式的吗？”这一问题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将概念规定的语义行为中的辩证规律性予以个体化，确实对应于一种“形式的”分析，而对黑格尔来说，辩证法正是概念分析的形式。黑格尔本人也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具有普遍和规律特征的方法，例如在《百科全书》的《逻辑学》（§§ 79–82）中，他将“逻辑物（das Logische）的一般结构描述为理念的每一个进程的规则”（Hegel Werke 8, 168 ff./Hegel 1991, 125 ff.）。39 然而，如我们所见，“形式”一词在黑格尔那里有特定的含义，可能源自“形式（morphé）”的概念，歌德在他的自然主义探究中强调了这一概念作为一种生成原则。40 但问题出现了：现代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形式的吗？在某种意义上，是的。弗雷格在写下“定理留在公理中，不是像房梁在房子里，而是像植物在种子里”时，完全意识到了这种生成性的形式概念。41



38 Apostel 1979, 90 观察到当代的非经典逻辑“在精神上是黑格尔式的”，因为它们或多或少明确地认同这样一个假设，即语言在共同基础（自然语言）与特别发展出的无限多样的符号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中发展。在这方面，它们体现了辩证法的精神。在这样做的时候，非经典逻辑“将辩证法应用于符号主义的问题”（同上）。Apostel 的意思是，辩证概念内容与其符号表达之间的关系必须用辩证的术语来解读。在我的论述中，这正是黑格尔打算强调的。

39 参见 Marconi 1979b, 16 ff. 以及 Sacchetto 1993, Chapter 13 中关于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讨论。

40 关于歌德的生命形式理论，参见 Moiso 2002, Cislaghi 2008, 172f. 以及 Breidbach 2006。关于哲学思想的有机本性，参见 Litt 1961, 18 ff。Abel 2004, 325 ff. 强调了形式的动态本质以及知识形式（Wissensformen）与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关于逻辑形式对黑格尔的“建构性”，参见 Gerhard 2015, 18。关于黑格尔将形式作为“生成内容的形式”的概念，参见 Zambrana 2017, 299–300。

41 见 Frege 1884 (section 8)。有趣的是，黑格尔对莱布尼茨微积分（calculus）的批判与弗雷格对布尔代数的批判是平行的。正如 Gabriel 2008 所示，弗雷格采纳了特伦德伦堡（Trendelenburg）对莱布尼茨的批判的许多方面。在我看来，弗雷格从特伦德伦堡那里采纳的论证与黑格尔反驳“特征相加（Merkmalsaddition）”所引用的论证是一样的。在这三位作者中都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有机体的概念，以及概念关系有机本质的概念（Gabriel 2008, 121 引用了歌德《浮士德》中著名的“学者场景”作为特伦德伦堡和弗雷格的共同灵感）。所有这些作者都呼吁有必要表达形式和概念关系的生命本质。

6.2 一个假设

现在有一些非经典的逻辑概念与黑格尔对形式的观点特别接近。黑格尔对传统逻辑无法传达真理的批判，预示了相干逻辑（relevant logic）对经典逻辑的批判。42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写道：“在这些[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形式中找不到真理”，而且“一个推理的形式可以是完全正确的，但得出的结论却可能是不真实的”，而这正是一个迹象，表明“这种形式本身没有它自己的真理。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黑格尔总结道，“这些形式从来没有被考虑过”。

人们可能会说，现在的逻辑规则正是从这个角度被考虑的。在一个更传统的视角中，经典有效形式未能表达健全的（即真实的、相关的、富有成果的、强有力的）论证，被简单地认为意味着（正如前面所考虑的 FA）逻辑仅仅是形式的，与思想的内容无关。相比之下，在当代哲学逻辑中，出现了一种更为黑格尔式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经典逻辑形式无法传达健全的论证是经典逻辑形式出现失败的标志，是引发对这些形式的批判性反思的来源，也是修正或扩大经典逻辑的需要的来源。43

此外，如我们所见，黑格尔对形式主义的批判是与真理联系在一起的。当代意义上的逻辑处理真理（因为有效性无论如何都被定义为保真性），虽然不是适当地处理我们通常的探究中的有效、现实的真理，而是处理真理的假设，这涉及抽象的领域、公理或可能世界。在这方面，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是在“对内容不感兴趣”的意义上是形式的，而是在它旨在使哲学、概念推理的有效形式个体化的意义上是形式的。这是当代非经典逻辑（如相干逻辑）所承认的一种“形式的”。



在这个意义上，同样的弗雷格的“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源于一种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需要：寻找一种尽可能与有机的形式概念兼容的语言，即与概念的生命本质兼容。另见 Käufer 2005, 259–280。

42 从非矛盾律争议的角度对相干逻辑的概述，见 Berto 2007a, Chapter 9。

43 在这种精神下，Read 1995, 2 抱怨道：“对逻辑存在一种广泛但令人遗憾的态度，即顺从和不加批判的尊崇。这是基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即因为逻辑处理必然性，处理事物必须怎样，处理无论发生什么都必须遵循什么，所以它的基本原则也就不能被质疑”。Berto 2007a, 187 写道：“相关性的概念超越了纯粹的语用学领域；它完全属于逻辑学，并且它可以得到严格的形式化处理”。

然而，黑格尔关于逻辑形式的概念在一些重要方面也不同于标准的概念。

6.3 什么是逻辑形式？

逻辑形式通常意在指可以重复的语言结构，我们在它的基础上确立论证的有效性。44 例如，论证：

柏林在德国，而且柏林在欧洲，所以柏林在欧洲

以及

贾科莫爱西尔维亚，而且西尔维亚是老师，所以西尔维亚是老师

以及

罗马在意大利，而且今天阳光灿烂，因此今天阳光灿烂

具有相同的形式：𝑝 且 𝑞，因此 𝑞。这种形式是有效的，只要对于非逻辑项“𝑝”和“𝑞”的每一次代入，在前提为真的情况下，它传达的结论就不可能为假。

在句子形式（如“𝑆 是 𝑃”或“对于所有 𝑥，𝑥 是 𝑃”）的情况下，我们根据对“𝑆”和“𝑃”或“𝑥”和“𝑃”的代入来确定句子的真假（如果 𝑆 = 猫，并且 𝑃 = 动物，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真句子；如果 𝑆 = 唐纳德·特朗普，并且 𝑃 = 民主党候选人，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假句子）。

虽说如此，关于黑格尔逻辑形式观点的两个方面标志着它相对于当代观点的原创性。首先，在一种标准的解释中，代入是基于域给出的。45 在这种可追溯到塔斯基的观点中，我们在推理和句子中确定了可以替代“𝑝”和“𝑞”（或 𝑆 和 𝑃）的实体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句子的真假，以及我们推理的有效性或无效性。对黑格尔来说，代入是由世界以及自然语言或科学语言中词语的使用和意义给出的。



44 参见 Sainsbury 2001, 44。

45 参见 Tarski 1999, 115–143。

其次，对黑格尔来说，句子和推理的形式依赖于概念的形式。真理和有效性的保证是由概念内容给出的，而概念内容是在定义或概念规定中给出的。鉴于此，黑格尔为什么声称形式逻辑不够形式的，以及形式本身就是内容的理由也就清楚了。他的意思是，推理和句子的形式应当植根于概念思维的形式。此外，当黑格尔强调概念形式是活生生的、动态的时，他的意思是它们植根于语言的自然逻辑。46



46 从这个角度来看，辩证的概念规定被解释为概念的规定（stipulations），并与定义区分开来。对于 Marconi 1979b, 18 ff. 而言，一个不断重新定义概念词项的机制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发挥作用。辩证法是对概念词项在自然语言中的句法和语义表达的一种考察。这种考察和不断地重新定义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自然语言是不确定的。因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为黑格尔辩证的过程（在 Marconi 看来，它们最好被理解为我们对概念词项的意义提出规定的过程）提供了理由。出于这个原因，辩证法不是一本概念词典，在其中定义过程会走向终结。词语具有确定的意义的假设，意味着接受一种特定理论对语言的权威，而对 Marconi 来说，黑格尔拒绝接受任何理论的权威。事实上，一种理论意味着我们首先确立那个词项的句法作用，例如它可以出现在句子的主语位置而不是谓语位置，然后确定那个词项可能替代物的集合。尽管技术语言受到理论的约束，但自然语言中的词项却不受约束，这对 Marconi 来说意味着它们容易受到部分的甚至矛盾的规定的影响。总之，对 Marconi 而言，辩证法对应于语言决定自身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它的不确定性产生了矛盾。对矛盾的发现迫使我们放弃对决定性概念规定的要求，转而寻找新的规定。特别参见 Marconi 1979b, 73。在这个视角下，辩证法将是一种启发式和探索式的活动，是对语言使用所隐含的概念联系的调查，这些联系既不是不可确定的，也不是片面确定的，而是以不同且不相容的方式模糊确定的。辩证法对 Marconi 1979b, 70 来说拒绝“话语的普遍编码的要求——它而是试图坚持自然的语义规定”。另见 Nuzzo 2010b, 61–82，以及对 Nuzzo 和 Marconi 的批判，见 Bordignon 2013, 179–198。


7.1 黑格尔与真理的句子性质

在黑格尔之前的德国逻辑学术语中，许多作者使用“命题（Satz，‘句子’）”和“判断（Urteil）”这两个词来表达亚里士多德的“述谓命题（logos apophantikós）”，即可以为真或为假的逻辑-语言统一体。13 在黑格尔的术语中，“Satz”和“Urteil”都指代思想的句子表达（在黑格尔时代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中，包含由系词连接的主语和谓语），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述谓命题。14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承认在普通的“命题（Sätze/sentences）”之外，还有他所谓的“思辨命题”。后者是真正的述谓命题，即传达真理的命题（logos），而前者则不适合表达概念真理。15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他后期的著作中，黑格尔区分了判断（Urteil，概念性的、思辨的、真正的真理载体命题）和命题（Satz，非概念性的命题）。在这里他声称，虽然每一个“判断（Urteil）”都是一个“命题（Satz）”，但并非每一个“命题（Satz）”都是一个“判断（Urteil）”。在这个方面，这种区分



13 在他的《德国逻辑》中，沃尔夫将拉丁语“iudicium”翻译为“Urteil”，其含义为“logos apofantikós”，而Satz则是拉丁语propositio的翻译，意为“设定（Setzung）”，即立场。康德在《耶舍逻辑》中使用Satz表示断言性的句子，使用Urteil表示疑问性的句子。这一用法在弗雷格的《函数与概念》（现见 Frege 2008, 1–22）中被颠倒，他将Satz称为在一个假设中对一种情况的纯粹设定，而将Urteil称为断言性陈述。相反，在 1893 年，弗雷格将Satz称为断言性判断的“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liche）”表征。关于这一点，见 Ritter/Gabriel/Gründer（编）, vol. 8, 1193。根据 Ritter/Gabriel/Gründer（编）, vol. 11, 436，不同的用法和语言传统可以追溯到对真理载体的（语言、心理、本体论）本质的不同观点，以及对“S 是 P”句式中系词含义的不同理解方式。

14 在当代英语中，最接近亚里士多德的“述谓命题（logos apophantikos）”的表达可能是“陈述句（declarative sentence）”。“命题（proposition）”一词有更具体的含义，代表陈述句的内容。因此，在接下来的页面中，我用“句子/命题（sentence）”来表示“Satz”，用“判断（judgement）”来表示“Urteil”。

15 Schäfer 2001, 158 ff. 和 194 f. 解释说，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思辨命题概念里，已经包含了构成黑格尔成熟辩证法概念的基本方面。在这里，辩证法是“对应于思辨规定自我运动的方法”。正如 Schäfer 所表明的（另见 Düsing 1976, 198 ff.），在《逻辑学》中，通过思辨命题对辩证法的表征被其推论的、三段论的表达所取代。然而，黑格尔成熟辩证逻辑核心的重要见解已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给出，这就是 Schäfer 所称的“方法与内容的统一”。我将其阐释为辩证逻辑的描述性和规范性本质。在辩证逻辑中，我们分析概念的规定，这些词语和观点引导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并使其成为可能。我们观察它们的本性，它们表现为辩证的，即它们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而它们的辩证本质成为思想在探寻真理时必须遵循的规范。

回顾了他早期关于“思辨命题 [Satz]”的理论。16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不会呈现黑格尔从早期到晚期关于判断理论的发展。相反，我主要通过关注句型形式（作为 Satz 和 Urteil）与真理之间的联系，来参照黑格尔在《逻辑学》的“主观逻辑”中对 Urteile 的一般定义。

7.1 黑格尔与真理的命题本质

在黑格尔所指的逻辑传统中，判断在紧随“概念逻辑（Begriffslogik）”之后的所谓“判断逻辑（Urteilslogik）”中得到处理。一些作者声称“判断（Urteil）”的使用带有心理学含义。他们认为康德在《耶舍逻辑》中的定义（“判断是对不同表象的意识统一性的表象”）是心理学视角的例证。17 相应的逻辑-语言表达将是“陈述句（Aussagesatz）”或简单地“句子”，而本体论的表达则是“思想（Gedanke）”，或作为陈述句内容的“命题”。18 然而，即使在历史上，黑格尔的逻辑学确实属于所谓的“心理学”时期，在黑格尔那里也找不到任何心理学意义上的“判断（Urteil）”的痕迹。在《百科全书逻辑学》中，我们读到：


判断通常具有一种主观的意义，作为一种只出现在具有自我意识的思想中的操作或形式。这种区分在逻辑领域中是不存在的。我们应从完全普遍的意义来理解判断：万物皆判断。即万物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体，而在这些个体自身内就有普遍性（……），或者是特殊化了的普遍者。其中普遍性和特殊性既相互区别，但又同时是同一的。（Hegel Werke 8, 318f./Hegel 1991, 245f.）



黑格尔解释说，认为判断是思想的操作或过程的观点并不是逻辑学中普遍预设的观点。根据



16 关于黑格尔在句子/判断上的观点及其在黑格尔著作中的发展，见 Bodammer 1969, Düsing 1976, Lau 2004, Campogiani 2006。

17 然而，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解释康德关于判断的观点以及康德逻辑学的一般观点是具有误导性的。在《耶舍逻辑》中，康德明确强调了处理我们如何思考的心理学考量，与关注我们应当如何思考的逻辑学考量之间的区别。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也暗示了传统上将判断定义为“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表象”的局限性。Kant B 140，进一步相关内容见 Tugendhat/Wolf 1993, 18。

18 Tugendhat/Wolf 1993, 17。


7.2 黑格尔对句子形式的批判

他的观点，关于“判断”的严格逻辑意义根植于现实结构与句子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段引文展示了黑格尔关于判断观点的亚里士多德背景。黑格尔指出，判断表达了普遍物与个体物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现实本身所典型的。正如引文所示，根据黑格尔的观点，现实是以他所谓的“物（things）”构建的，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体（ousiai）”。这种实例化关系在句子中是通过代表个体的词语（即名字或限定摹状词，也就是主语）与代表属性或普遍物的词语（即谓语）之间的关系来表达的。在这个意义上，用心理学和前亚里士多德或非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解释黑格尔关于判断的立场将具有误导性。19

因此，对黑格尔来说，判断清楚地是在亚里士多德，乃至柏拉图意义上的“述谓命题（logos apophantikos）”。在《智者篇》中，柏拉图观察到作为名字和谓语结合体的语言（logos），是我们通过其进行交流和展现事物的最小统一体。在《解释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到《智者篇》中出现的同一个语言（logos）概念，称之为logos apophantikos，并将其定义为能够是真或假的语言统一体。20 当黑格尔宣称“判断即真理”（Hegel, Werke 6, 311/Hegel 1969, 631）以及“命题是 [] 真理领域开始的地方”（Hegel Werke 4, 105）时，他实质上分享了这一观点。

7.2 黑格尔对命题形式的批判

黑格尔关于命题的观点还包含对命题形式及其表达真理的能力的批判。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谈及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时，黑格尔写道：


[命题/Sätze] 不是努斯（nous）自我思考并处于纯粹思想的地方；[它们] 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述谓]。（Hegel Werke 19, 235/Hegel 1892ff., vol. 2, 217）



我在第二部分已经提到，纯粹思想对黑格尔来说是反思性思想，即“对思想的思考”。现在我们看到，当努斯（思想）思考自己并且我们发现自己“在纯粹思想的要素中”或在“普遍性”中时，命题形式的界限便显现出来。黑格尔这里指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概念，



19 见 Lau 2004, 56，证实了我的观点。

20 见 柏拉图，《智者篇》，262 c-d（译自 Hamilton/Cairns 1961），亚里士多德，《解释篇》，第4章（译自 Barnes 1984）以及 Tugendhat/Wolf 1993, 21 ff。


7.3 “真理是全体”/“真理是过程”

即努斯（nous）作为“思考自身的思想”，本身被考虑的思想，仅仅以思想为对象，没有任何经验的基底。其与黑格尔本人在《逻辑学》中立场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对黑格尔来说，逻辑学恰恰处理纯粹思想的领域，并且是思想思考自身结构或形式的科学发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逻辑学所孤立和研究的思想形式，对黑格尔来说，同样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是对事物本质和真理的表达。

当涉及到表达思想的自我指涉和纯粹本性时，命题形式的界限便显现出来。在《百科全书》第 31 节中，黑格尔写道：


命题（Satz）的形式，或者更具体地说，判断（Urteil）的形式，不适合表达具体的事物——而真理总是具体的——或者不适合表达思辨的东西。每一个判断（Urteil）根据其形式都是片面的，并在那种程度上是虚假的。（Hegel Werke 8, 98/Hegel 1991, 69）



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说道“命题不是努斯思想其自身之处”，并且“思辨的内容不能作为命题来表达”（Hegel Werke 19, 397/Hegel 1892ff., vol. 2, 369 – 另见 364）。单个命题无法表达“具体的”或“思辨的”内容，而这与“真实的”或“哲学真理”是同一回事。

因此，我们面临着前文已经提到的不一致。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将命题是真正的真理载体这一基本观念，与逻辑真理不具有句子/命题性质的观念相调和呢？

7.3 “真理是全体”/“真理是过程”

黑格尔批判命题形式的根源可以在《精神现象学》中找到，在黑格尔的这一断言中：


真理是全体。然而，全体仅仅是通过其自身发展过程而完成的本质。（Hegel Werke 3, 24/Hegel 1977, 11）



根据 Nuzzo 的说法，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提出了一个真理概念，这个概念构成了《逻辑学》乃至更普遍地他关于逻辑学的“成熟”观点的基本框架。21 根据这一初步见解，我建议“全体/过程”的断言（“真理是全体”/“真理是过程”）可以被解读为对“对黑格尔而言什么是真正的真理载体？”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实质上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即



21 关于这一点见 Nuzzo 2011, 91–105。

对黑格尔来说，真理谓词具有命题的性质：它是应用于句子/命题的谓词。

——关于“全体”，黑格尔写道：


真理存在的真实形式只能是它的科学体系。（Hegel Werke 3, 14/Hegel 1977, 4）



在随后的一段话中他指明：


将真理的真实形式与这种科学性质 [Wissenschaftlichkeit，即科学性] 等同起来，这相当于说真理只能在概念中找到其存在的要素。（Hegel Werke 3, 14 f./Hegel 1977, 4）



黑格尔在这里提到了科学体系，他将其等同于“概念”，视为“真理能够存在”的唯一形式或要素。

黑格尔在序言随后的段落中揭示了他的意思，在这些段落里，他解释了古代和现代哲学家对待概念或普遍物——黑格尔也使用复数的“概念”和“普遍物”，并称它们为“纯粹本质”——态度的不同。古代哲学家通过从我们具体的经验中，或者我们可以说，从我们的自然逻辑和形而上学中“提取”普遍物来发现它们。相比之下，现代人已经掌握了它们。他们的贡献毋宁是在于将它们彼此区分开来，并把它们固定下来。

因此，在黑格尔看来，科学真理总是相对概念或普遍物而言的。我们后面会更清楚地看到，这并不意味着对黑格尔来说是概念而不是句子/判断是真理载体。相反，它对应于一种观念——这也是亚里士多德认识（episteme）概念的典型特征——即科学知识涉及总体性和普遍性，也就是把握关于某事物的应当了解的一切。

——现在，关于作为“过程”的真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使固定的思想具有流动性”，“通过克服固定的、确定性的思想来精神化普遍物”（Hegel Werke 3, 37/Hegel 1977, 19f.）。黑格尔在这里用了一个新词，“begeisten”，它不同于但容易让人联想到 begeistern，后者的意思是激发热情、鼓舞。Begeisten 的字面意思是“引入精神”，或“精神化”。

因此，“将普遍物精神化”意味着将运动引入僵化的知性范畴中。正如黑格尔所写：


通过这种运动，纯粹的思想变成了概念，并且变成了它们在真理中本来的样子：自我运动 [] 精神的本质 [] 纯粹本质的这种运动对应于科学方法 [Wissenschaftlichkeit，科学性] 的性质。如果我们把 [这种运动] 看作

它们内容的联系，[这种运动] 则是内容进入有机整体的必然性及其展现。（Hegel Werke 3, 37 f./Hegel 1977, 20）22



全体/过程陈述的后半部分也应当在此启发下被理解，即：


全体仅仅是通过其自身发展过程而完成的本质。（Hegel Werke 3, 24/Hegel 1977, 11）



全体是“完成了自身的本质”意指某物之所是，即某物的概念或本质，也就是某物究竟是什么，它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而这个发展过程是能够被称为是真的、能够作为真理载体的“全体”。从这个角度来看，黑格尔的图景意味着科学的（整体的、普遍的、概念的）知识不是一劳永逸地固定不变的，而是要在历史中经历发展和变化。

——真理的反思本质。概念的“运动”归因于反思，而反思构成了“理性逻辑（Vernunftlogik）”的具体前提。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强调“真理不是铸成的硬币”：


一般理解的真理与虚假，属于那种边界分明的观念，它们要求拥有自身完全固定的性质，两者孤立地各据一方，没有相互沟通的共同点。对于那种观点必须指出：真理不是像打上印记的硬币那样直接从造币厂发行，并且能够被直接拿起来使用的东西。（Hegel Werke 3, 40/Hegel 1977, 22）



这段话呼应了上文引用的关于亚里士多德《解释篇》的段落，在那段落中黑格尔指出，概念真理需要反思，即思想思考自身，而思想思考自身就等同于对我们假设的假定真理的批判和否定。23



22 我稍微修改了 1977 年的译本，使用了“concept(s)”而不是“Notion(s)”。

23 Nuzzo 2011, 99 ff. 强调，概念真理暗示了对“知性逻辑（Verstandeslogik）”典型的真理线性特征的挑战。概念真理不是固定的已知事物，而是通过过程并作为过程而确立的。这一过程的清晰表达是黑格尔“理性逻辑（Vernunftlogik）”，特别是其“概念逻辑（Begriffslogik）”的任务。Nuzzo 写道，“真理的思辨形式 [] 是一种结构，根据这种结构 (i) 取得了进展，并且 (ii) 建立了一种具有较高和较低层级的向上导向的运动。(iii) 此外，由于真理结构中被扬弃的内容恰恰将这种真理指定或规定为‘……的真理’，因此先于并被扬弃的事物（即虚假）仍然存在于真理内部。显然，这种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知性逻辑所捍卫的真理与虚假之间的线性和静态对立”（Nuzzo 2011, 101）。思辨真理不抛弃任何东西；它是累积的和包容的；它是具

当我们想要找出关于某事的真理时，我们必须反思我们自己的假设。我们不能仅仅坚持我们声称是真的东西，排斥我们认为是假的东西，而是必须仔细地考察对我们最初假定的否定——也就是我们起初认定为假的东西：


这种真理同样也包含了否定的东西，即那种如果可以被看作能够被抽象掉的东西，就会被称为虚假的东西。相反，那转瞬即逝的东西本身，必须被看作是本质的，而不是作为一个确定的、被切断与真理联系的固定之物，也不应该将其随意抛在外面不管，同样也不应把真理看作在另一边死寂的肯定的东西。现象就是这自身不生不灭的生成与消亡，但它是‘自在的’，并构成了真理生命的现实性与运动。因此真理就像一场纵情狂欢的酒神节。（Hegel Werke 3, 46/Hegel 1977, 27）



——否定的东西。因此对黑格尔来说，“虚假”、“现象”、“否定”或“转瞬即逝”是本质的。他这样说时指的是，本质——概念、普遍物、形式——不是僵硬的，而是活生生的动态规定。如果我们仅仅说：虚假（例如命题 𝑝 “柏林被怪物占领了”）是本质的，但以静态的条件构想何为本质的，那么这就像我们说：虚假的（即柏林被怪物占领了）是真的，并且仅此而已。相反，黑格尔说虚假是本质的意思是，命题 𝑝 属于一个关于柏林的完整且具有自我批判性的思想，例如从它的否定中我们推导出了关于柏林的完整真理。

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在黑格尔批评命题形式并强调“真理不是一枚铸成的硬币”的《序言》的同一个语境中，黑格尔同样主张：


关于这一点，也许可以提及，辩证过程同样是由作为命题的诸部分或要素组成的。因而上述困难似乎不断地重复出现，并且似乎是事物性质中所固有的困难。（Hegel Werke 3, 61/Hegel 1977, 40）



因此，黑格尔不仅强调了命题表达（动态和完整的）概念内容的局限性，同时也强调了它的必要性。对黑格尔而言，情况毋宁是：我们使用句子/命题来表达思辨的与非思辨的内容。基于这个原因，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假定了



体的，因为它利用虚假作为获取规定性、规范化并最终达至完成（Vollendung）的手段。


7.4 命题与判断

一种特殊类型句子的观念，他称之为“思辨的”。24 在他后期的著作中，黑格尔的思辨命题概念发展为对两种句子命题的区分，即命题（Satz）和判断（Urteil），并相应地区分了两种真理。

总而言之，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对黑格尔来说真理谓词以及我们赋予这一词项的概念功能不涉及句子或判断。这因此也没有证明黑格尔的真理理论与当代哲学逻辑完全不兼容。“真理是全体”而是意味着命题具有局部属性，即逻辑中的句子本身既不为真也不为假，而是需要被完成以便成其为真。为了澄清这一点，进一步考察黑格尔对 Satz 和 Urteil 之间的区分是有用的。

7.4 命题（Satz）与判断（Urteil）

黑格尔区分了“命题（Satz）”和“判断（Urteil）”，并相应地区分了两种真理：通常译为“正确性”的“Richtigkeit”——但我也使用“纯粹真理”或“简单真理”——以及特殊哲学和概念意义上的真理“Wahrheit”。

正如我们所见，英语中对应 Satz 的词是“sentence/proposition（句子/命题）”，而对应 Urteil 的词是“judgement（判断）”。在德语中，第一个词源于动词 setzen，意思是设定——Satz 将是在语言中对某种东西（例如观点、信念）单纯的设定的命题；它对应于希腊语中的 thesis（命题、论点）。至于词项 Urteil，关于其词源学渊源存在争议。25 根据荷尔德林和黑格尔首先提出的一种观点，该词源自德语动词 teilen，意为“划分”，而前缀 ur 意为“原始的”。因此 Urteil 是一种原始的划分。该词在此意义上首次被使用



24 关于黑格尔思辨命题概念的发展，参见 Düsing 1976，特别是 64 ff. 和 198 ff。

25 根据 Ritter/Gabriel/Gründer（编） 1971 ff., vol. 11, 430 – 461，Urteil 属于法律术语，源于古代德语法律动词 irtelian，意为 erteilen eines Gersichtsspruchs（传达判决）。该词的特殊逻辑学用法可以追溯到沃尔夫在他的《德国逻辑》中将拉丁文的 “iudicium” 翻译为具有 “logos apophantikos” 含义的 “Urteil”，这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也是很典型的。在沃尔夫的《德国逻辑》中，Satz 是拉丁语 propositio 的翻译，具有 “设定（Setzung）” 的意义。

是在 1795 年由荷尔德林提出的（Hölderlin 1961, 216 f.）。26 赞同荷尔德林观念的黑格尔，在《百科全书》第 166 节中解释道：


判断（Urteil）在德语中的词源意义更深一层，它表达了概念作为最初之物的统一，以及其作为原始划分的区别，而这正是判断真正的含义。（Hegel Werke 8, 316/Hegel 1991, 244）



对黑格尔来说，在 Urteil（或者根据旧德语拼法 Urtheil）的表达中，严格的概念视角显现出来。我们将在后文中更清楚地看到，对于黑格尔而言，概念内容是统一的但内在具有异质性，包含了差异和对立，旨在表达概念含义的判断正是为了传达这种异质性，更具体地说，是为了表达每一个概念内容内在的“划分”。

在《逻辑学》关于判断的章节中，黑格尔进一步说明了表达“Urteil”的含义及其与“Satz”的区别：


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指出，尽管一个命题（Satz）在语法的意义上有主语和谓语，但这并不足以使它成为一个判断（Urteil）。后者要求谓语与主语依据概念规定相互关联，即表现为普遍之于特殊或个别的关系。如果关于一个特定主语的陈述只是宣布某一个别的事情，那么这就是一个单纯的命题。例如，‘亚里士多德在 73 岁时去世，在第 115 届奥林匹亚周期的第四年，’ 这只是一个单纯的命题（Satz），而不是一个判断（Urteil）。只有当对其中一种情况抛出怀疑，比如针对那位哲学家的死亡日期，或者是年龄提出怀疑时，它才具有判断的属性。（Hegel Werke 6, 305/Hegel 1969, 626）



在一个 Urteil 中“谓词依据概念规定（即作为对特殊或个别规定的普遍性）使自身关联于主语”。相反，在 Satz 中，没有包含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痕迹，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概念性，因为谓语表达的是个体的某个特殊的规定，比如亚里士多德在第 115 届奥林匹亚周期的第 4 年去世。这个区别也能通过例子来说明：“‘我的朋友 N. 死了’ 是一个 Satz——而当究竟他是真的死了，还是只是看起来像是死了的问题出现时，它便成为了一个 Urteil”。因此我们看到，对某谓语能否恰当归属于某主语的怀疑使 Satz 转变为 Urteil。因此“Urteil”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一个被置于怀疑和批判语境中的“Satz”。显然，每一个句



26 另见 Henrich 1965–66, 73–96, Düsing 1976, 66 ff. 以及 Lau 2004, 161。对于巴赫曼、格鲁佩和波尔查诺来说，荷尔德林和黑格尔从 Ur-Theilung 派生出 Urteil 的意义是有问题的——他们都偏好 urteilen 的法律意义，该词派生自 erteilen（给出判决）。见 Ritter/Gründer/Gabriel（编） 1971 ff., vol. 11, 443。


7.5 正确性与真理性

[句]子可以被怀疑。只要我们将句子置于一种怀疑的语境中，追问“它们是真的吗？”，我们就置身于概念的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这里界定了他要在其《逻辑学》（Science of Logic）中讨论的句子的种类：他指出，他所谈论的句子是那些关乎概念的句子。它们具有以下两个特征：1. 在这些句子中，谓词代表一种普遍的或一般的性质，如“是善的”、“是真的”，而不是个体的或特殊的性质，如“1996年8月18日出生于都灵”。2. 对于谓词是否归属于主词存在怀疑，例如，“朱丽叶出生在柏林”是一个判断（Urteil）而不是一个命题（Satz），因为关于朱丽叶是否真的出生在柏林存在疑问。

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将句子视为表达概念内容的方式这一观念。像“亚里士多德死于第1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4年”这样的句子并不是一个判断（Urteil），因为它不表达概念内容。根据特征1，概念内容是普遍的，并且根据特征2，它是存在争议的，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不同和对立的规定。显然，第二点指的是概念真理的怀疑的、否定的和反思的本性，正如我们在考察整体/过程主张的意义时所看到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死于第1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4年”，严格来说，并不是对概念的表达。然而，如果我们开始问：“亚里士多德死于第1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4年，这是真的吗？”，它就会成为概念的表达。事实上，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如果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参与到了分析亚里士多德之“概念”的过程中，即亚里士多德的属性、他生与死的特征等。但在黑格尔看来，像“亚里士多德”或“这朵玫瑰”这样的个体词项，并不是逻辑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7.5 Richtigkeit 与 Wahrheit

黑格尔对“两种真理”即 Richtigkeit（正确性）和 Wahrheit（真理）的区分，有助于阐明什么是逻辑上和哲学上相关的真理形式。

我建议用“赤裸的”或“纯粹的真理”（bare or naked truth）这一表达来翻译 Richtigkeit。在这样做时，我遵循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用法，当时他将关于“多少英尺构成一斯塔迪昂（furlong）以及恺撒何时出生”的句子称为“赤裸的”或“纯粹的真理”。27 对 Richtigkeit 的一种常见且贴切的翻译也是“正确性”（correctness）。Wahrheit 是严格意义上的真理，它



27 “甚至像上面提到的那种赤裸的真理[关于多少英尺构成一斯塔迪昂以及恺撒何时出生的真理]，如果没有自我意识的运动，也是不可能的”（Hegel Werke 3, 41/Hegel 1977, 23）。

黑格尔也称之为“哲学的”、“具体的”、“思辨的”或“概念的真理”。在下文中，我将完整的、哲学的真理 [Wahrheit] 简称为 W，将赤裸的真理 [Richtigkeit] 简称为 R。

在《百科全书》第172节（以及《补充》）中，黑格尔写道：

最基本的逻辑偏见之一就是认为，诸如“玫瑰是红的”或“玫瑰不是红的”28这样的质的判断能够包含真理（Wahrheit）。它们或许是正确的（richtig），但这仅仅局限于知觉、有限的表象和思维的狭隘范围之内；这取决于那同样有限的，并且就其本身而言是不真实的内容。但是，真理仅仅依赖于形式，即依赖于被设定的概念以及与该概念相符合的实在 [我的强调]；然而，这种真理并不存在于质的判断中。在日常生活中，真理和正确性这两个词经常被当作同义词来对待：当我们谈论一个内容的真理时，我们其实只是在考虑它的正确性。一般而言，正确性仅仅涉及我们的表象与其内容之间形式上的符合，不管这种内容的构成可能是怎样的 [我的强调]。相反，真理在于客体与其自身的符合，即客体与其概念的符合 [] [像“玫瑰是红的”这样一个句子的] 主词和谓词之间并不处于实在与概念的关系之中。（Hegel Werke 8, 323 f./Hegel 1991, 249 f.）

重要的是要注意，即使黑格尔区分了“判断”（Urteil）和“命题”（Satz）这两个术语，这也并不妨碍他在其他语境中将这两者作为同义词使用，就像他在这一段中所做的那样，当时他谈到“质的判断”（Urteile）不能传达真理。29正如我们所看到的，Urteil 和 Satz 都指的是意在作为 lógoi apophantikói（陈述性逻各斯）的句子，即我们用来传达真理的语言结构。两者的区别毋宁说在于，能够传达具有哲学意义的真理（W）的句子和不能传达这种真理的句子之间的差异。像“这朵玫瑰是红的”这样的句子不具有概念形式。它们可能是正确的，即作为 R 的载体，这意味着它们涉及一种知觉或表象（例如我们看到桌上花瓶里的一朵玫瑰），以及这种表象与实在（桌上花瓶里的玫瑰）的符合。不管这种内容的构成可能是怎样的，这意味着它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相关概念的信息。它们只是偶然地且依语境地对某物说出某事，而这种事也可能是另一番光景（从



28 黑格尔说“玫瑰是红的”，显然是指这朵玫瑰是红的（而不是“所有的玫瑰都是红的”），即经验的和个别的玫瑰。参见下面这段引文，其中黑格尔用“这朵玫瑰是红的”作为非思辨判断的例子。

29 黑格尔指出，在质的判断中，我们“直接地”将主词和谓词统一起来（对某物谓述某事）而不加反思，即不去质疑这种谓述的合法性。例如，我们断言“我的朋友N.死了”，而对N的死没有任何疑问。因此，黑格尔所称的“质的判断 [qualitatives Urteil]”是“命题（Satz）”的同义词。

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赤裸的真理是偶然的真理）。黑格尔自己用一个例子解释了这一点：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直接判断的不真实性在于其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不一致 [我的强调]。说“这朵玫瑰是红的”，（凭借系词“是”）意味着主词和谓词的重合。然而玫瑰是一个具体的事物，所以它不仅是红的：它还有气味、特定的形状，以及许多并未隐含在谓词“红”中的其他特征。就谓词方面而言，它是一个抽象的普遍者，不仅适用于玫瑰。也有其他的花和其他的物体是红的。在直接判断中，主词和谓词仿佛只在一个单一点上相接触，但并没有相互覆盖。概念的判断则不同。当我们说“这个行为是善的”时，我们陈述了一个概念的判断。在这里，我们立刻就能看到，主词和谓词之间不存在那种作为直接判断特征的松散的外在关系。在后者中，谓词是某种抽象的质，它可能适用于也可能不适用于主词。在概念的判断中，谓词可以说是主词的灵魂，主词作为这个灵魂的身体，被它彻头彻尾地规定着。（Hegel Werke 8, 323f./Hegel 1991, 249f.）

句子（作为直接判断：“S是P”）展现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不一致。形式“S是P”意味着S和P相重合，即系词的字面意思是符号“=”，或同一性。但在“玫瑰是红的”这个句子中，S（玫瑰）和P（红）并不完全重合（这里的“是”具有非字面的含义，并表达偶然的谓述）。玫瑰是一个个体事物，除了红之外还有其他的属性。谓词是一个普遍者，可以应用于玫瑰之外的其他事物。概念“玫瑰”的意义，即谓词“是一朵玫瑰”的意义，并没有被谓词“是红的”完全规定。相反，在概念判断中，形式与内容之间不存在不一致。如果我把“这个行为是善的”说成是一个概念的句子/判断，谓词就完全规定了主词。在这种情况下，谓词不仅是一个可能适用或不适用于主词的属性，而且是“客体的灵魂”。在其中，系词具有本质谓述或同一性的字面意义。30 从这个角度来看，很明显罗素对黑格尔句子观的批判是错误的。黑格尔并没有“把像在‘苏格拉底是终有一死的’中的谓述的‘是’，与像在‘苏格拉底是喝下毒芹汁的哲学家’中的同一性的‘是’混淆起来”。31 相反，他明确地区分了两者，并解释说，在哲学上相关的



30 Düsing 1976, 198 和 199 认为，黑格尔关于思辨句子的概念指的是特有的“哲学的、本质的句子”的观念，并且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句子概念，表达了“其所是”（tò tì én einai）。

31 Russell 2009, 48 及其脚注。

句子是定义性的句子，在这些句子中，“是”表达了完全的规定。

但是，为什么在黑格尔的例子“这个行为是善的”中，S 和 P 之间的关系不是“松散和外在的”呢？这取决于句子“这个行为是善的”中涉及的谓词及其与主词的关系。虽然“红”可以用来描述玫瑰以外的其他事物，但严格来说，“善”只能用来描述行为，前提是我们像黑格尔在这里似乎所做的那样，把行为理解为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我可以说“这个人是善的”，但我的意思是她的行为是善的，她所做的事是善的。此外，（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它们是善的。

总之，对黑格尔来说，W 是关于概念或概念知识的事情，而不是黑格尔在这里所称的“知觉”、“表象”（Vorstellung）或“有限思维”的事情。用句子或逻辑的术语来说，概念的观点是对概念内容进行本质的、完全的规定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基本的句子形式代表了一个概念的定义：例如“正义是强者的利益”、“上帝是一个具有拟人化特征的存在者”，其中系词“是”只能是同一性或完全等价的表达——在逻辑术语中，我们将使用双条件句：

↔

。相比之下，有限的观点是仅仅表达属性而不是某物本质和完全意义的句子的典型特征。在“这朵玫瑰是红的”这个句子中，系词表达的是偶然的而非本质的谓述，是部分的而非完全的规定。对于黑格尔而言，我们只有在前者中才能谈论哲学、具体和思辨意义上的真理。32



32 关于黑格尔概念真理意义的阐释，参见 Koch/Oberauer/Utz (eds.) 2003 和 Pinkard 2003, 119–134。


8 “真”的含义

黑格尔总是根据符合（correspondence）来定义真理。在“主观逻辑”开篇关于康德逻辑的段落中，正如我们在第2部分中所看到的，他说：

这种认为[真理是]知识与其客体相符合的[]解释[具有]巨大的，乃至最高的价值。（Hegel Werke 6, 266/Hegel 1969, 593）

在黑格尔在纽伦堡讲授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所使用的讲稿中，真理被定义为“概念与实存（existence/Dasein）的符合”（Hegel Werke 4, 84），这意味着我们所思考的东西当且仅当它表达了事物所处的状态（实存）时才是真的；它被称为“概念与其对象性（objectuality）的符合”，据此，“句子是概念在其对象性中的呈现（即真理的领域）开始的地方”（Hegel Werke 4, 105）。“真理是概念在其客观性中的呈现”，换句话说，这意味着真理是我们所思考的东西具有客观性，即符合事物所处状态的领域。在同一语境中，在区分确定性（certainty）和理性知识（rational knowledge）时，黑格尔评论道：

理性的知识 [我的强调]不只是主观的确定性，而且也是真理，因为真理就是确定性与存在或对象性的符合或统一。（Hegel Werke 4, 123）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这里将理性领域（“理性的知识”）等同于真理的王国。理性知识确实不同于确定性。确定性仅仅是主观的，而理性知识或“真理”是我们所思考的东西与存在或真实之物之间的符合。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对于黑格尔而言，当我们对某事感到确定时，我们只是认为我们所说的话表达了事物的样子，但事物也可能是不同的。当我们理性地认识某事时，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就是必然的，事物必定完全以我们所认为的那种方式存在。

因此，黑格尔强调真理是概念与实在之间的符合，并且“实在是在先的东西”：

在每一种形式的知识中，基本的要素就是实在，它是首先出现的东西，并且是概念为了成为真理所必须与之相符合的本质。（Hegel Werke 4, 203）

此外，他主张：

我的表象的真理就在于，它们与客体的构成和诸规定相符合。（Hegel Werke 4, 213）

并且：

确定性本身还不是真理；因为真理是我的知识与客体的符合。（Hegel Werke 4, 291）

此外，如我们所见，黑格尔指出，事物的结构是句子式的，而且在句子的结构与实在的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符合关系：

一切事物都是命题——也就是说，它们是自在地作为普遍性的个体 [] 或者它们是被个体化了的纯粹普遍性。普遍性和个体性在它们之中被区分开来，但同时又是同一的。（Hegel Werke 8, 319/Hegel 1991, 246）

我们没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讨在这些段落中引起的各个方面（个体性与普遍性相对的意义、黑格尔的概念之概念、真理的认识论）。就目前而言，我们只要强调这些段落中的“真”经典地意味着“与实在相符合”，这就足够了。这些段落与《逻辑学》中“主观逻辑”末尾包含的其他段落相呼应，在那里呈现了理性思维的王国，即真理的王国。

问题在于，黑格尔关于符合的观点是否可以按照标准符合论所隐含的那种寻常的、平庸的术语来理解。在《逻辑学》和《百科全书》的《逻辑学》中，黑格尔似乎指的是一种特殊的符合，即“概念与自身的符合”、“客体与其概念的符合”和“内容与自身的符合”。在这里，他还提到了已经提及的 W 和 R 之间的区别。

在《百科全书》中，在关于“逻辑学”意义的解释的语境中，黑格尔写道：

然而，我们首先必须清楚地理解我们所说的真理 [Wahrheit] 是什么意思。在日常生活中，真理意味着一个客体与我们的表象相符合。因此我们预设了一个我们的表象必须与之相一致的客体。另一方面，在哲学的意义上，真理可以被一般而抽象地描述为内容与它自身的符合。这个意思与上面给出的意思截然不同。与此同时，即使在语言的日常用法中，也可以部分地追溯到真理的更深层的和哲学的意义。因此我们谈论一个真正的朋友；用此

我们意指一个行为举止与友谊的概念相一致的朋友。以同样的方式，我们谈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在上述意义上的不真实（Untrue），意思与坏的（bad），或自我不和谐的相同。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坏的国家就是一个不真实的国家；并且可以说，恶和不真实就在于存在于客体的规定或概念与其持存（existence）之间的矛盾之中。对于这样一个坏的客体，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正确的表象，但这种表象的内涵本质上是虚假的。对于这些同时也是不真实的正确性 [Richtigkeit]，在我们的头脑中可以有很多。（Hegel Werke 8, 86/Hegel 1991, 59f.）

我们所说的真理，指的是我们的表象与实在的符合；而在哲学的意义上，真理是内容与自身的符合。当我们谈论表象的内容，如桌上花瓶里的玫瑰、垫子上的猫等时，这里的真理意味着正确性——Richtigkeit，它在于我们所表象的事物与那些被表象的客体相符合。相反，当我们谈论非表象的概念内容，如友谊、善、正义、真理、存在等时，黑格尔说，作为 W 的真理存在于内容与自身的符合之中。因此，黑格尔回想起了“真”的第二种含义的一些例子：我们可以把一个朋友称为真正的朋友，或把一件艺术品称为真正的艺术品，这意味着符合友谊或艺术品的理念本身。在这个意义上，“不真”意味着坏的，“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充分的”。因此，一个坏的国家就是一个不真实的国家，不真实存在于国家的概念与其实际存在的状态之间的矛盾之中。

但是，如果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符合意味着内容与自身的符合，人们可能会反驳说，黑格尔的真理并不是传统上作为绝对区分的项“思维”和“实在”之间的关系的符合，而是某种其他的东西，例如融贯（coherence）。事实上，这种和其他类似的观察已经促使解释者们强调黑格尔并没有持有一种关于真理的符合论观念。33 更具体地说，有人主张，对黑格尔而言，真理不是命题/句子的属性，而是“事物”的属性。Stern 1993 提到了命题真理和“质料（material）”真理之间的区分，他把这一区分追溯到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所谓的“命题真理”理论意味着真理是句子的属性，意思是“与事物的存在方式相符合”；相比之下，他所谓的“质料真理”理论则认为，真理是事物的属性，如果一个事物符合它的本质，它就是真的。在这方面，按照 Stern 的观点，黑格尔的真理是质料真理（一个“真正的朋友”是一个与友谊的本



33 Baldwin 1991, 35–52 写道，黑格尔捍卫了一种真理的同一论，根据这种理论，一个判断当且仅当它的内容等同于一个事实时才是真的。无论如何，真理同一论并非被一致认为是符合论观点的批判，一些作者将其视为符合论的一种特定变体（见 Glanzberg 2016）。

质相重合的朋友）。Baldwin 2004 反对 Stern，主张虽然这两种概念是不同的，但它们并非不相容。相反，在 Baldwin 看来，黑格尔将命题真理（Richtigkeit）奠基于质料真理（Wahrheit）之上。在我看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W 是 R 的条件，也就是说，当我们对某事拥有哲学的、即完全的和怀疑的真理时，我们同时也就拥有了关于它的部分真理，反之则不然。然而，我强调的是，W（即 Baldwin 和 Stern 都称之为“质料的”东西）是要以命题方式表达出来的，因此它只能是命题真理。34

在这种解读中，R 是寻常、平庸意义上的符合，而 W 是黑格尔特有的真理，根据 Stern 的说法，这种真理并不是命题的属性。然而，强调黑格尔的 W 不是句子的属性，既与真理的标准的可接受意义相冲突，也与我上面提出的证实了标准解读的那些黑格尔陈述相冲突。相反，我建议坚持标准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同时也是黑格尔式的洞见，即真理（无论是在其作为 R 还是作为 W 的形式中）仅仅是句子的属性；在第二种“质料的”情况下，真理是特定句子的属性，这些句子表达事物或概念的本质，即定义性的句子。这些句子在经典的符合论意义上是真的，当且仅当它们的内容符合事物存在的方式时，它们才是真的。无论是一个仅仅表达 R 的句子，如“猫在垫子上”（我们称之为 c），还是一个表达 W 的概念句子，如“好国家是民主国家”（我们称之



34 Schnädelbach 1993 声称，黑格尔仅仅是表面上接受了经典关于（知识与客体的）符合的概念。在 Schnädelbach 看来，真理在黑格尔那里变成了“一个内容与自身的同一性”。对于他来说，这种观点是黑格尔坚持某种柏拉图主义的标志，根据这种柏拉图主义，客体与概念、或者内容与思维之间的符合建立在对真理的分有（metexis）的基础之上，因为“一切真的东西只是通过真理才是真的”，正如 Schnädelbach 所声称的那样，这完全就像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那里，一切公正和善的东西之所以如此是通过正义和善。即便我赞同 Schnädelbach 的一般观点，即在黑格尔那里，真理是哲学的客体，因此对黑格尔真理论的说明意味着对哲学客体、任务和方法的说明，我并不认为黑格尔对真理的探讨可以按照 Schnädelbach 的术语被解释为柏拉图式的。更具体地说，我认为“真理（本身）”和“一切真的东西”之间的区分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似乎隐含了一种赞同非命题的、超越的真理的观点，而对于黑格尔而言，正如我们所见，R 和 W 都可以（也必须）以命题方式表达。Theunissen 1978, 324–359 将黑格尔的真理概念解释为既是理智与事物的符合（adaequatio intellectus ad rem）又是事物与理智的符合（adaequatio rei ad intellectum）。他强调指出，黑格尔的表述“真理是客体与其概念的符合”（不是：我们的知识应符合客体，而是：客体应使自身适应我们的知识）中对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隐含指涉，实际上蕴含了对康德立场的批判。“客体符合其概念”应当以非主观主义的、毋宁说是柏拉图式的术语来理解。

为 d），当且仅当它们符合事物的存在方式时，它们才是真的。换句话说，d 是真的当且仅当它符合“关于‘国家’之意义的事物状态”，即符合一个好国家是什么——符合国家的概念。而且，在黑格尔看来，概念是真实的：它们属于实在并被实在所塑造。在最后一节，我将回到这个例子以及像 c 和 d 这样的句子之间的区别。现在，我将考虑黑格尔符合论核心的一个问题：关于黑格尔中符合本身的意义的问题，即思维与实在之间的联系。

8.2 理性与实在的关系

将黑格尔关于实在和理性之间联系的观点——这一观点典型地表述在“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双重句子（double sentence）中——解释为蕴含了理性与实在之间的合一（collapse），并伴随着在黑格尔看来实在是受到理性构造的（并且并非独立于理性的）观点，这种做法并不少见。35 因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经常被误解为一种反实在论。36 我的目的不是去探究黑格尔的实在论问题，以及黑格尔中唯心主义的意义。37 重要的是



35 关于黑格尔逻辑外（extra-logical）实在和逻辑王国之间联系的说明，见 Nuzzo 2003, 171–187（也可参见 Nuzzo 1995, 105–120）。Nuzzo的分析有助于强调，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不意味着否定外部实在的独立存在，而是持有关于实在的更微妙的观点。正如Nuzzo所展示的，黑格尔的逻辑学更关注概念王国和逻辑外实在之间的辩证法。只要外部经验实在被概念化了，它就失去了其逻辑外的本性，而成为形式上的规定，即思想的规定（Nuzzo 2003, 181 ff.）。在某种意义上，外部实在一被概念化就消失了，并作为概念思想的环节或规定重新出现。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现实性/现实（reality/actuality，Wirklichkeit）的概念，也可参见 Emundts 2018, 387–456 和 Ng 2017, 269–290。Emundts (2018, 450 f.) 强调了黑格尔那里 Wirklichkeit 的概念意义，并主张用推论主义整体论来解释概念王国。

36 d’Agostini 2010, 145 f. 强调指出，对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者和反实在论者的接受，深深根植于分析传统之中，并且存在于黑格尔公开的敌人和他公开的追随者之间。她写道：“这两种规定都可能是误导性的，因为黑格尔不是反实在论者，并且他的唯心主义是哲学的，即先验的而非形而上学的。”Rockmore (2010, 158–172) 同样强调黑格尔的实在论，并主张应从经验实在论而非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角度来解读。

37 有关哲学史上一些关键阶段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相互作用的论述，见 Asmuth 2007, 203–221。我赞同 d’Agostini 的观点（见2010, 145 ff.），即关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哲学性质的观点，这一观点她专门追溯到克罗齐对黑格尔哲学的解释（见 Croce 2006）。

此时要强调的是黑格尔关于思维和实在（符合关系的这两个项）之间联系的观点。正如我们所见，黑格尔暗示，当我们拥有真理，即思维与实在的符合时，并不是当我们仅仅对某事确定时，而是当我们理性地认识某事时。

因此，只要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是真实的思维，38 我们就可以将著名的双重句子（Doppelsatz）视为关于黑格尔真理意义的关键指示，特别是关于由我们称之为“真理”的概念功能所建立的思维与实在之间的那种联系。39

著名的“双重句子”（Doppelsatz）是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提出的。其表述为：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real），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Hegel Werke 7, 24）

在《百科全书》导言（第6节）中，黑格尔回想道，这句话“曾引起惊异和敌意的表达”。他明确表示：

至于现实性（reality，Wirklichkeit）这一术语，我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它的，这应当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在一部详尽的《逻辑学》中我已经讨论了现实性，将它确切地 [] [与]其他的规定区别开来。（Hegel Werke 8, 48/Hegel 1991, 29 f.）



38 在《逻辑学》的主观逻辑中，黑格尔将充分的概念（与实在相吻合的概念，即表达真理的概念）称为理性的理念。在这样做时，他使人回想起康德把理念作为理性概念（Vernunftbegriffe）的观点，见《百科全书》第213节及以后（Hegel Werke 8, 367 ff./Hegel 1991, 286 ff.）。与康德一样，对于黑格尔而言，理念是纯粹思维的表达，是思考自身的思维，即它们是语义的或反思的概念（Reflexionsbegriffe）。与康德不同，对于黑格尔来说，“某物只有在作为理念时，才拥有真理”，并且理念“是充分的概念，是客观上为真的东西，或者是本身即真的东西”。因此，对黑格尔以及康德来说，理性的王国就是纯粹思维的王国，是思考自身的思维的王国；但康德将纯粹思维与真理分开，而黑格尔将其视为真理的规范或条件。

39 有关“双重句子”（Doppelsatz）的分析，也可参见 Stekeler-Weithofer 1992, 35f.，那里强调了黑格尔那里“现实性（reality，Wirklichkeit）”的形式意义。换句话说，在 Stekeler-Weithofer 看来，Doppelsatz 并不意味着作为“事物所处状态”的实在合乎理性并应被原样接受。相反，为了理解 Doppelsatz 的恰当意义，我们必须关注黑格尔那里现实性（Wirklichkeit）的模态本性，并且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性、可能性和必然性是我们关于事物的思维的模态。对于 Emundts (2018, 453) 而言，Doppelsatz 表达了现实性（Wirklichkeit）和存在（existence）之间有特定的区别——某物若是实存的/现实的（real/actual，wirklich），那必须是它在其内在差异化的统一性中被把握到了，即它被概念性地把握到了。

这部“详尽的《逻辑学》”指的是《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正如黑格尔所强调的，在其中“现实性”被作为思维的规定来处理。40

然而，重要的是黑格尔接下来强调的内容，即关于我们在谈论真理时所谈论的是哪种实在（reality）的问题。

概念-理念的实在

纯粹思想的领域，对应于双重句子中的“合乎理性的东西”，它既不极其卓越超脱，也不软弱无力，亦非“虚幻”：

合乎理性之物的现实性既反对认为理念与理想不过是妄想、而哲学纯粹是这种幻象体系的观点；也反对认为理念和理想极其卓越而缺乏现实性，或者软弱无力而无法为自己获得现实性的观点。（Hegel Werke 8, 48/Hegel 1991, 30）

首先，概念并不“软弱无力”，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理性的或纯粹思维的东西，而且还是现实的（real）。41 正如黑格尔所言：

哲学的对象是理念：而理念绝不至于软弱到只拥有存在的权利或义务，而不实际存在的地步。哲学的对象是一种实在，而那些客体、制度和环境，仅仅是这实在表面的外壳。（Hegel Werke 8, 49/Hegel 1991, 30）

概念（国家、正义、权利等的概念）是存在的，而它们相对应的现实制度（黑格尔在撰写《法哲学原理》时居住于其中的现实的普鲁士国家）仅仅具有偶然的表面外部存在。我们可以说，国家概念是必然真理（W）的对象，而其现实制度（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城邦，或19世纪的普鲁士国家）则是偶然真理（R）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的观点隐含着实在概念的扩大，它不仅包括经验事实，还包括抽象和概念事实。此外，黑格尔显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关于普



40 因此，我们应当注意许多解释者，如 Findlay 1981, 132–139, Berto 2005, Chapter VI, d’Agostini 2010, 145 ff. 所强调的这一事实：即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当一个人从逻辑观点处理实在时，她处理的是“现实性”，即现实性的概念。这也似乎是黑格尔在此处回想到的。

41 关于对黑格尔的实在论解释，特别是在“宽泛无物论”（generous noneism）这一实在论术语下的解释，见 d’Agostini 2010, 135 ff.。关于将黑格尔解释为经验实在论者，见 Rockmore 2010, 158 ff.。

遍者（universals）的实在论者。然而，他并不认为普遍者独立于其实现而存在。它们（不完美地）实例化于特殊者之中而存在。42

第二，黑格尔强调思想/理念并非“极其卓越超脱”。这意味着它们关心的不是某种超越的领域，而是此地、此时的实在。43 因此，在《法哲学原理》中，他强调哲学“是对合乎理性之物的探究，从而就是对现实之物和现存之物的把握。因此它不能是对在上帝所知的某处的彼岸世界的展示”（Hegel Werke 7, 24）。相似地，在《百科全书》中他写道：“重要的是，哲学必须充分意识到其自身的内容就是实在（reality，现实）。我们把对这一内容的最初觉知称为经验。”（Hegel Werke 8, 47/Hegel 1991, 28f.）44

实在与哲学经验主义

“双重句子”（Doppelsatz）的后半句（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争议较小，因此黑格尔没有明确论述它。“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很可能意味着，如果某物是现实的（也具有那种作为影响我们感官之物的经验实在意义），那么它就是可通过理性把握的，它可以成为真实思想的对象。“如果思辨哲学不接受那句古老的格言，即被错误地归于亚里士多德名下的nihil fueri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fuerit in sensu（理智中没有任何未曾存在于感觉中的东西），那就是一种误解”，黑格尔在《百科全书》（第8节）中写道（Hegel Werke 8, 51 f./Hegel 1991, 32）。45 同样地，黑格尔观察到：



42 黑格尔写道，“理性存在于世界中[而且]世界是合乎理性的”（Hegel Werke 11, 433），以及“一切事物都是命题——也就是说，它们是自在地作为普遍性的个体 [] 或者它们是被个体化了的纯粹普遍性”（Hegel Werke 8, 318 f./Hegel 1991, 246）。

43 Findlay 1955 正确地声称，黑格尔的哲学完全没有超越的形而上学。黑格尔是此时此地的哲学家，这意味着他不想超越内在者。

44 更多的一般性论述见《百科全书》第6和第7节。

45 通过主张哲学从经验开始，可以说黑格尔捍卫了一种遵循康德路线的经验主义（康德同样认为，“一切（知识）始于经验”）。Rockmore (2010, 170) 认为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是经验实在论者，这在他看来意味着黑格尔拒绝形而上学实在论：“黑格尔通过将知识限制在意识经验科学中，简而言之，限制在有意识的经验所给定的东西中，从而拒绝了形而上学实在论”。虽然我赞同 Rockmore 关于黑格尔捍卫某种形式经验主义的观点，但将此解释为意味着我们无法认识实在本身的本来面目，或者由于哲学所处理的是

经验是哲学成长和进步的真正作者。首先，经验科学并不止步于仅仅观察某种现象的个别特征。借助思维，它们能够将提炼好的材料交予哲学，这些材料表现为普遍规律（即法则）以及现象的分类。在完成这项工作后，其中包含的特殊事实便可以被吸收到哲学中了。（Hegel Werke 8, 55 f./Hegel 1991, 35 f.）

黑格尔经常使用“外部实在”这一表达。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写道：

在日常生活中，一切都是现实的，但是现象界和现实之间是有区别的。现实的事物也有一个外部的存在；这展现了任意性和偶然性，比如一棵树、一幢房子、一株植物一起存在于自然界中 [] 为了认识真正之所是，就有必要超越表面 [] 暂时的、转瞬即逝的东西固然存在，也可能给我们带来足够的麻烦，但尽管如此，它并不是真实的实在。（Hegel Werke 19, 111/Hegel 1892ff., vol. 2, 95 f.）46

哲学处理的“实在（reality，现实性）”不是粗糙的现实，而是哲学从关于实在的科学和非科学观点中抽取的概念或理念。这些观点是从经过科学和非科学思维过滤的经验中产生的，因而也是为哲学预备好的。



在经验中给予我们的东西，故其处理的实在并不自在地（即独立地）存在，而仅仅为我们存在的这种观点，都是会产生误导的。因此，我跟随 Rockmore 承认黑格尔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但与 Rockmore 不同，我主张这对黑格尔意味着我们只是通过经验来认识实在，并且实在是在经验中给予我们的。事实上，黑格尔从未否认，实在是独立于我们的经验和思考而存在于彼处的。因此，我建议将黑格尔视为一名思辨的经验主义者，而不是一位经验实在论者。“思辨的经验主义”这个词是黑格尔自己造出来的，用于强调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的思辨本性，即亚里士多德能够从对经验的（分析）中抽取概念。有关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的思辨经验主义，另见 Redding 2017, 165–188。Stekeler-Weithofer 1992, 40 f. 强调了类似的一点，声称黑格尔支持康德的先验主义，即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分析构成我们推理、思考和行动基础的概念词汇的意义。在 Stekeler-Weithofer 看来，与康德不同，黑格尔是一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概念词或范畴属于经验的领域。Horn (1982, 133) 声称黑格尔接受的是莱布尼茨式（而非康德式）的经验观念，即认为经验是有根据的现象（grounded phenomenon），其中“必然性是被经验地给予的”。

46 我在这里将 wahrhafte Wirklichkeit 翻译为“真实的实在（veritable reality）”，而不是像其他译本那样翻译为“真的实在（true reality）”。在“wahr（真的，true）”和“wahrhaft（真实的，可以说是真的，veritable）”之间存在区别。通过忠实于德语原文的字面意义，可以防止产生由于认为黑格尔缺乏对谓词“真”的语义本性的意识而造成的可能误解。黑格尔特有的理念——即只有被概念思维塑造过的实在，才是一句真话/真知识的内容——也能在这种字面翻译中展现得更清楚。

虽然仅处于初步阶段，但所有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表明，黑格尔并未否认实在的独立和外部存在，相反他强调，实在作为“存在于那里的东西”，作为尚未被思想过的东西，仅仅是需要被思想。经验科学，以及我们自然拥有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都通过思想对外部偶然的实在加以整理排序，并在这一过程中为特定意义上的哲学探究做好了准备。这种哲学探究的特征面向也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特征面向，它在于对纯粹思想（黑格尔也称之为理性的、概念的、思辨的思想）领域，即以自身为思考对象的思想领域的分析与发展。


9 当代视角下的黑格尔真理概念

到目前为止，我试图重构的是黑格尔关于真理概念的普遍观点。我重点关注了以下问题：“对黑格尔来说，什么是真理的载体？”、“在黑格尔那里，‘真’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并且，鉴于黑格尔对真理的符合论性质的论述：“黑格尔对经典符合关系的两个要素——思想与现实——有何看法？”我的目的是强调该概念中那些对我们当代视角可能最有趣的方面。

在此基础上，我现在可以确定黑格尔的真理概念在当代争论中的位置。在下文中，我首先将黑格尔的真理理论与融贯论和实用主义概念区分开来，黑格尔的观点经常与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尽管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其次，我具体说明了黑格尔真理概念的亚里士多德式和塔斯基式特征，表明那些特有的黑格尔式特征（例如，认为单一语句是片面的，因而是假的这种见解，Satz（命题）和Urteil（判断）之间的区分，以及W（正确）和R（真理）之间的区分）并不意味着背离亚里士多德逻辑和现代逻辑。最后，我通过将黑格尔的真理概念呈现为一种关于真理在逻辑中的意义和作用的理论，重新审视了其基本特征。

9.1 融贯论还是实用主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作者暗示，即使黑格尔用符合来定义真理，他所说的“符合”也不是存在与思想之间的关系。Puntel将黑格尔关于符合的讨论解释为存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并在其中看到了其哲学中典型的完全缺乏语义学的迹象，因此认为它与当代的真理理论完全不可通约（Puntel 2005, 208–242）。其他作者则将其解读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从而强调了黑格尔观点的唯心主义和融贯论意义。

我认为这两种进路都没有说服力。我已经表明，黑格尔关于真理的论述可以按字面意义来理解。更具体地说，在我看来，黑格尔真理理论的核心是经典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符合论。像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观点那样，用融贯论或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来解读黑格尔的真理，可能会产生误导。

– 黑格尔的真理不能被视为整体论-融贯论的真理。 整体论-融贯论观点意味着单一的语句不足以表达概念内容。更具体地说，正如整体论-融贯论观点的代表性支持者Joachim所言：“真理在其本质上是那种系统性的融贯，它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特征[] 其部分彻头彻尾地处于过程中并由其构成[] 融贯[] 是一种彻头彻尾地渗透其材料的形式；它们没有保留独立于形式的内部私人性”（Joachim 1999, 50 f.）。典型地，正如Russell（1906–1907, 28–49）反驳Joachim时所主张的那样，如果我们认为只有整体是真的而其部分是假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问：“根据简单真理是假的这一原则，这个（简单的）真理本身是真的吗？”如果它是真的，那么“简单语句是假的”这一说法就根本不是真的，整体论-融贯论的理论从而被驳倒。Russell（1906–1907, 78）这样表述：“在上述理论中存在某些内在困难，这应该使我们对其赖以得出的前提产生怀疑。这些困难中的第一个[]是，如果没有任何部分真理是完全真的，那么‘没有任何部分真理是完全真的’就不可能是完全真的”。

正如我试图重构的那样，黑格尔的观点是不同的。正如我们所见，黑格尔主张——与整体论-融贯论者类似——真理是整体，简单语句是不充分的。然而，这种概念并不意味着命题/语句不是真理的载体，也不意味着整体的属性不能用语句来表达。恰恰相反，正如我们所见，黑格尔指出，我们只有语句/命题来表达整体，因此语句是真理的处所（载体）。

此外，有理由承认，黑格尔意识到在逻辑中——即当我们“使用”真理时——我们不关心“这朵玫瑰是红色的”本身，而是关心这句话与其他句子（如“有红色的玫瑰”）的推理关系。因此，逻辑中的真理涉及语句网络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推理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真理的处所不是语句/命题，因为我们能够（并且确实）用语句来表达同一个推理网络的性质。

– 黑格尔的真理不能在经验主义-融贯论的意义上来理解。 反实在论的一种版本是赞同融贯论立场的根本动机。根据经验主义-融贯论立场，语句和现实是异质的。因此我们不能将语句与对象或现实进行比较，而只能将语句相互组合。47 正如Hempel 1935在恢复Neurath的立场时所观察到的：“每个语句都可以与每个其他语句组合或比较，但语句永远不会与‘现实’或‘事实’进行比较”。48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确实认为，语句可能符合或可能不符合的现实是为思想所把握的现实，即我们对现实的思考。而我们对现实的思考是由现实对我们的影响决定的。然而，在黑格尔那里，这并不意味着现实在本体论上依赖于思想，或者现实自在地是不可知的。



47 参见 dAgostini 2011, 55 ff. 对融贯论的反实在论动机的重构。

48 “Jede Aussage kann mit jeder anderen kombiniert oder verglichen werden [] aber Aussagen werden niemals mit Realität mit Tatsache verglichen” (Hempel 1977, 97).

– 黑格尔的真理不能用实用主义的术语来解释。 尽管不否认真理性的知识对行动有/可能有影响，49 黑格尔并不用有用性或成功来定义真理。因此他不能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真理理论的辩护者。诚然，在黑格尔那句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Hegel Werke 7, 24）的前半部分中存在实用主义成分。如前所述，“合乎理性的是现实的”意味着概念性思想的领域，即真理的领域，具有变得现实的倾向，从而对现实产生影响。这意味着我们关于世界的真实科学知识（例如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有助于塑造世界并对世界有用（例如我们开始使用替代能源）。

因此，虽然黑格尔不会反驳William James的主张，即“拥有真实的思想处处意味着拥有无价的行动工具”，但他会否认“我们对真理的说明是对各种过程的说明[]它们只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品质，即它们是有回报的”（James 1999, 61）。在这个意义上，在上述考察的段落中显而易见，黑格尔认同将真理作为符合的共同含义，他没有用有用性来定义真理。因此他会赞同Russell对James的批判，即“‘真’这个词向我们再现的观念，与‘相信它是有用的’这个短语所再现的观念是不同的，[] 因此，真理的实用主义定义忽略了[] 通常赋予‘真’这个词的意义”（Russell 1999, 75）。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清楚地显现出黑格尔支持在符合论意义上对真理的普遍定义，但是以一种扩大和分化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也包含了实用主义的方面。

这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考虑我反复强调的黑格尔逻辑概念背后的典型亚里士多德式灵感来解释。



48 “Jede Aussage kann mit jeder anderen kombiniert oder verglichen werden [] aber Aussagen werden niemals mit Realität mit Tatsache verglichen” (Hempel 1977, 97).

49 参见 Marcuse 1941, DHondt 1968 和 Ilting 1973，他们都关注黑格尔观点特别是黑格尔双重命题的政治（和革命）维度。

9.2 黑格尔真理理论的亚里士多德式核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的符合论涉及Satz和Urteil之间特有的区分，并相应地涉及W和R之间的区分。我还强调，这些区分并不必然导致对标准符合论观点的摒弃，而仅仅是关于我所称的“本质的”和“偶然的”、“概念的”和“非概念的”谓述之间的区别。

对黑格尔来说，真理是logos（思想，理性）和on（存在/现实）之间的符合。Satz和Urteil之间、以及R和W之间的区分，并不意味着真理是符合之外的其他什么东西。让我们考虑一个例子：


	c. 猫在垫子上

	d. 民主是通过公共辩论进行的治理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有语句c.，它陈述了关于一个经验事物（猫）的某事。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有d.，它陈述了一个概念（民主）是什么。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事物（猫和垫子）的情况如其所说，该语句就是真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事物（民主概念的含义）符合我们对它们的论述，该语句就是真的。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有作为符合的真理，区别在于这两个语句所指涉的不同的、即经验的也就是概念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对黑格尔来说，每个语句都反映了现实的结构。显然，黑格尔的立场隐含了对现实概念的扩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强调“所有事物都是语句——即它们是自在地是一种普遍性的个体[]或者它们是被个体化了的纯粹普遍性”（Hegel Werke 8, 318f./Hegel 1991, 246）。这也是那些主张“现实具有类似语句的结构”的哲学家（例如Armstrong 2010，但也包括Russell和早期Wittgenstein，Armstrong本人将其观点追溯到他们那里）所捍卫的见解。正如Armstrong回顾的：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1.1中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我认为他在这里（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呼应了罗素的思想，即世界是一个事实的世界。我表达同样观点的说法是，世界是一个事态的世界[] 有趣的是，我在悉尼的老师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过去常争辩说现实是“命题性的”，似乎表达了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大致相同的意思。我们可以比喻地说，将现实把握为像句子（sentence-like）那样，比将其把握为像清单（list-like）那样要好。（Armstrong 2010, 34）



在Armstrong看来，现实是类似语句的（sentence-like）意味着世界是一个事态的世界，即实例化了共相的殊相的世界。同样，在Frege-Russell的说明中，语句可通过代表共相并由代表殊相的变量所饱和的谓词函项来表达。当黑格尔说所有事物都是语句时，他的意思是，事物是同时具有个体特征的共相，或者是具有普遍特征的个体。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它们适合使用语句来表达。50

在这方面，R和W之间的区分对应于两种真理之间的区分，特别是，我们可以说是偶然真理和必然真理、经验真理和概念真理之间的区分。然而，两者都反映了现实的本性。

在陈述了所有这些之后，有可能进一步发展黑格尔中“符合”的含义。我建议通过关注理性对黑格尔而言是真实的思想领域这一事实，来解释黑格尔的双重命题“合乎理性的是现实的，现实的是合乎理性的”。在这个角度下，Doppelsatz（双重命题）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黑格尔所看到的思想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含义的基本指示。Doppelsatz可以解读为一个双条件句，根据它：

(H) 

∀𝑥(𝑅𝐴𝑥↔𝑅𝐸𝑥)

（某物是合乎理性的，当且仅当它是现实的）。51



50 在这方面，我赞同Berto在2005年的分析精神，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强调第一种分析传统特有的形而上学意蕴，来展示黑格尔和分析哲学之间的连续性。Berto的主要思想——但亦见 dAgostini 2008a, 243–270, Varzi 2001, 和 Tripodi 2015 ——是，某种关于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联系的观点构成了分析哲学诞生的基础，即他所定义的“语言的区分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提供信息的理念”（Berto 2005, 40）。Berto指出，Frege在《意义与指谓》、《函数与概念》、《概念与对象》中的理论是他“本体论”的表达，即认为名称代表对象而谓词代表概念的观点的表达，他将对象理解为饱和的实体，将概念理解为不饱和的实体。与Berto不同，我强调黑格尔真理概念中经典的符合论意义。

51 见 dAgostini 2010, 135 ff。对dAgostini（2010, 136）来说，Doppelsatz呈现了黑格尔对分析哲学中关于“存在”一词含义的元形而上学争论的回答，并给出了一个“存在谓词使用限制规则”，即它告诉我们何时可以合理地将“现实”的谓词赋予某物。当某物是理性的，也就是，对于dAgostini来说，当它位于我们的知识系统内时，我们可以称其为“现实的”。我实质上赞同这一解释，并想补充一点：“理性的思想”对黑格尔而言就是“真实的思想”，由此黑格尔，正如我们所见，用符合来阐明“真”的含义。

我已经强调，黑格尔将理性与真实的思想领域等同起来。从这个角度看，用真理论术语解释Doppelsatz变得合理了：

(H″)∀x(Tx↔Rx)


这意味着某物是真的，当且仅当它是现实的。从这方面看，该观点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中的真理概念相平行。我把亚里士多德的命题称为A：

(A) 宣称是者为是，不是者为不是，就是真，宣称是者为不是，不是者为是，就是假（Aristotle, Metaphysics IV, 7, 1011b 26f. – 译自 Barnes 1984年译本）。

现在被称为T-模式的东西，即：

语句“p”是真的，当且仅当p

根据Tarski的说法，其目的是用精确的现代哲学专门词汇来把握亚里士多德的命题（A）。52 根据Tarski，T-模式把握了真理谓词在我们语言中的行为。在关于真理的争论中，该模式已被解释为实在论的，或反实在论或紧缩论的。现在有趣的是，H 确实表现为对 T-模式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实在论解释。53

H中双条件句从左到右的一面意味着，如果我们真实地思考，那么我们所思考的东西就是现实的，而成为现实的，正如我们所见，意味着作为事实（be the case），存在着。A和H具有相同的核心，即真实地思考或说话意味着“我们说出了所是”。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的观点包含了符合论概念的扩大。



52 Tarski 1999, 118 ff. 将该模式表述为：“X是真的，当且仅当p”，其中“X”代表句子的名称，“p”代表句子。

53 被称为真理论实在论（alethic realism）的观点，正如Alston在1996年所发展的那样，把握了这种最低限度的黑格尔式的实在论。真理论实在论主张：“一个陈述（句子、命题、信念……）是真的当且仅当该陈述所说为其情况者实际为情况”。见 Alston 1996, 5。Alston还指出，用真理制造者理论（truthmakers-theory）来定义真理论实在论是恰当的，即用主张“一个句子是真的当且仅当有某物使其为真”的理论。真理论实在论和真理制造者理论的特殊之处在于，赞同它们并不使我们受限于某种关于现实之本质或使句子为真之事物的理论——这种受限将是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对于H也可以做出同样的陈述。

这在双条件句从右到左的一面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H中从右到左的一面：如果某物是现实的那么它是合乎理性的，意味着作为在重要（逻辑）意义上的现实的东西，并不是任何种类思想的对象，而仅仅是哲学上相关的思想的对象，而这意味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种怀疑的（反思和自我批判过程的结果）和完备的（包括关于某事要说的一切）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谈论真理。

换句话说，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被指控的人是杀人犯，并且我们说被指控的人是杀人犯，我们说的是真话。然而，鉴于黑格尔对理性的看法，只有我们系统地质疑关于她的假设，并知道一切关于她能知道的事情，如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行为等等，我们才能找到关于被告人在哲学上相关的真理；即：如果我们掌握了关于她的整套真实句子，且这套句子不断经历批判和修正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说出所是”，即说出真理。

现在有人可能会反驳说，需要使我们的假设接受持续批判以及知道关于某事的一切的观点，是为了找到真理的认识论条件，并不涉及真理的含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声称真理是由自我意识带来的复杂发展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的反思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是不相关的。黑格尔视角有趣之处在于，关于真理的认识论条件的问题具有逻辑相关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试图定义真理的逻辑行为和性质时，这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的一个基本方面。54

9.3 黑格尔与逻辑中的真理

在前面的篇幅中，我强调了黑格尔关于真理观点的亚里士多德式含义。对这两位思想家来说，以下命题



54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黑格尔说怀疑论是辩证法的逻辑环节，他的意思是它涉及否定和双重否定在辩证法中的意义——见下文第四部分。因此，怀疑论虽然定义了一种认识论立场，却具有逻辑意义，而这是黑格尔最感兴趣的方面。

(A) 宣称是者为是，不是者为不是，就是真，宣称是者为不是，不是者为是，就是假（Aristotle, Metaphysics IV, 7, 1011b 26f. – 译自 Barnes 1984年译本）。

成立。H是A的黑格尔式版本。

亚里士多德的立场在黑格尔那里获得了特殊的重要性，在Verstandeslogik（知性逻辑）和Vernunftlogik（理性逻辑）的区分下这便清晰显现。黑格尔作为符合的真理理论在具有特殊黑格尔式的思辨逻辑进路内得到了修正和重新审视。

在我的解释中，黑格尔的进路并没有引入关于真理载体的改变（句子对黑格尔来说是真理载体）。相反，它涉及携带W的句子的性质。对黑格尔来说，这些句子是概念内容的表达。换言之，黑格尔具体说明了他的逻辑（作为Vernunftlogik）不处理赤裸裸的（即偶然的或经验的）真理，例如“这朵玫瑰是红色的”、“猫在垫子上”、“亚里士多德死于73岁，在第115届奥林匹亚周期的第四年”、“我的朋友N.死了”。相反，它关注以下具有普遍性的句子，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性意味着它们是：

有争议的（在肯定一种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意义上，例如用黑格尔的例子，“我的朋友N.死了”，而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死了）；

定义性的或本质的（在肯定某物本质上、在定义上是什么的意义上：“上帝是拟人化的存在”；并决定本质上而不是偶然地属于某物的东西：“这个行为是好的”）。

我们可以说，这些类型的句子不仅在黑格尔那里，而且在一般意义上证明了逻辑和哲学事业的正当性。换言之，它们是要求进一步反思、澄清、推理、辩护，或要求与其他句子建立推理联系的句子。

从这方面来看很明显，对黑格尔而言真理的载体是句子，只要它是处于逻辑相关的情境中，即一种存疑的、批判的且普遍的语境中。

“真理是整体”和“真理是过程”这些命题，并非意在削弱这些初步预设。相反，它们只是强调了逻辑和哲学传统所熟知的一个论点，即episteme（科学）——即科学、逻辑和哲学——处理共相，并涉及概括化。55



55 参见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说法：“科学是关于普遍和必然事物的判断[] [科学涉及] 那些可证明的事物（因为科学包含推理）”（VI, 6, 1140a 34f. – 译自 Barnes 1984年译本）。


10.1 芝诺、智者派与赫拉克利特

黑格尔在其出版的著作中随处运用辩证法，但他并没有写过关于这个主题的专著。更有甚者，在他已出版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对该术语进行定义。这可能就是在整个黑格尔接受史上，自从他在柏林进行学术活动的最后几年以来，辩证法成为无休止的争论核心的原因之一。一个典型的误解可以由卡尔·路德维希·米希勒（Karl Ludwig Michelet，他是一位最全面地理解黑格尔思想的黑格尔学生）和他的朋友Tollin之间的对话轶事来说明。Michelet观察到：“在黑格尔那里，人们可以发现最严厉的一神论与泛神论相统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融合为一”。Tollin反应道：“啊，是的，风一转向他就见风使舵（turns the coat）”。“噢！不！”Michelet反驳说：“他倒是不管刮什么风都有一件外套（coat）！”（Nicolin 1971, 230 – 231）。Tollin表达了对辩证法的一种典型的偏见，即把它等同于琐碎主义（认为一切都是真的观点），甚至等同于机会主义。常常自称是黑格尔著作仰慕者的歌德本人也承认，他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的含义。爱克曼（Eckermann）记载说，有一次在谈话中，歌德问黑格尔“什么是辩证法？”，黑格尔回答说：“它基本上不过是矛盾的精神，这对于区分真理与虚假具有根本的重要性”（Eckermann 1987, 622 – 623）。Tollin的反应和歌德的问题，都是解释者在评估黑格尔哲学方法的意义时常常遭遇困难的标志，而黑格尔的回答则在一个初步的层面上表明，辩证法必须服务于（似乎被经典理解的）真理。

在这种全景下，收集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材料就值得注意了，因为它们包含了对该概念的全面分析，并清楚阐释了辩证与非辩证的、有效与无效推论之间的区别。

在《古代哲学史讲演录》9中，黑格尔区分了不同作者（其中包括芝诺、赫拉克利特、



9 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在逻辑学上的重要性还体现为它澄清了Kneale和Kneale在《逻辑学的发展》中所说的“神秘”问题：“[在柏拉图那里，辩证法是] 通过假设的反驳方法，连同一些神秘的积极的附加物” Kneale/Kneale 2008, 10。在这方面黑格尔的说明是基础性的，因为它允许我们展示不仅是柏拉图式的，而且所有“好的”辩证法（包括黑格尔自己的）中所包含的“积极附加物”，一点都不神秘。Priest和Routley也强调，被Kneale夫妇称为“神秘的”东西并不难理解，Priest/

柏拉图）发展出的多种形式的辩证法。根据黑格尔的看法，所有这些形式“现在引起了哲学的兴趣”（Hegel Werke 18, 275/Hegel 1892ff., vol. I., 240）。

在黑格尔的论述中，我们能够识别出辩证法通常所联系的三个基本含义：首先，辩证法意在指概念的“运动”或“语义行为”或“逻辑命运”，尤其是高阶概念：作为现实形式表达的思维形式（范畴），它们是积淀在我们的自然语言和推理中的词语。这个含义被伽达默尔（Gadamer）特别强调——我们可以称之为概念性含义。10 其次，“辩证法”指话语或对话的对抗。这可以说是“话语性概念”11。第三，辩证法被构想为矛盾的逻辑，因此是一种容许某些真正的矛盾的逻辑。我称之为逻辑含义。12 在黑格尔的重构中，这三个含义交织在一起，并在对不同作者的解释中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

10.1 芝诺，智者和赫拉克利特

对黑格尔来说，辩证法始于爱利亚哲学：“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辩证法的开端，即思想在概念中的纯粹运动”。13 根据黑格尔，首次将辩证法作为系统探索方法引入的哲学家是芝诺。14

芝诺第一次将辩证法实践为“概念在自身中的运动”（Hegel Werke 18, 295/Hegel 1892ff., vol. I., 261）。当巴门尼德和爱利亚学派只是陈述一的真理，否定多的时候，


[与此相反，]我们在芝诺那里诚然确实看到对一的这种断言和对与其矛盾之物的清除，但我们也看到这个断言并没有被当作起点；他毋宁是从通常被确立为存在的东西开始，表明它是如何自我取消的。（Hegel Werke 18, 295/Hegel 1892ff., vol. I., 261）





Routley 1984, 86 脚注 21。然而，正如我将在下文中所表明的那样，Priest和Routley为“解开神秘”所做的提议实质上不同于黑格尔的方案。

10 参见 Gadamer 1976。

11 这一概念在 Hintikka 2007 以及 van Eemeren/Grootendorst 2004 的著作中可以辨别出来。

12 这个概念在诸如 Priest/Routley 1984 这种弗协调（paraconsistent）解释中受到强调。

13 Hegel Werke 18, 275/Hegel 1892ff., vol. I., 240。关于黑格尔对爱利亚哲学的解释，参见 Berti 1990, 65–83 以及 Bubner 1990, 84–97。关于黑格尔和赫拉克利特，参见等人的著述，尤其是 Boeder 1990, 98–108。关于黑格尔对智者学派辩证法的解释，参见 Held 1990, 129–152。

14 参见 Berti 2015, 15–40。

芝诺的目的是捍卫巴门尼德的观点，即只有不变的一才是真实的，而运动和变化是不真实的。正如黑格尔所言，巴门尼德和芝诺都“断言一并清除与其矛盾之物”。然而，芝诺并没有从这种断言开始他的论证，而是从它的否定开始，也就是说从巴门尼德的对手们捍卫的命题（即多，或者感性的存在，空间，时间，运动等是存在的）开始，或者，正如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通常被认为存在的东西”。因此芝诺首先假设，例如，多（或变化，或运动）存在，然后表明这样的观点如何“自我取消”。他通过分析成问题的概念，审查实际的或想象的情形（阿基里斯和乌龟的赛跑，飞矢不动悖论，运动场悖论等）达到了这个取消的结果，然后说明从中这种分析中如何产生出不可消除的矛盾。这样做，他就成功地驳斥了巴门尼德反对者的观点。

在这方面，黑格尔还区分了外在的辩证法和内在的（真正的）辩证法。前者是由智者们实施的：一种“从外在根据进行推理”的方法，混淆概念，例如承认“在正确的东西中有不正确的东西，在虚假的东西中有真实的东西（Hegel Werke 18, 303/Hegel 1892ff., vol. I., 265）。后者是


对对象的内在沉思；它是为自身而被采取的，没有先前的假设、理念或义务，不处在任何外在条件、规律或原因之下；我们必须将自己直接置入事物中去，考虑对象自身，并在它所具有的规定中把握它。在这种考察中，对象表现出具有对立的规定，并且由此破裂[er hebt sich selbst auf]。（Hegel Werke 18, 303/Hegel 1892ff., vol. I., 265）



黑格尔所谓的“对象”，就是有待分析的概念内容（变化、运动、一、多等概念）。虽然芝诺只对“X（运动、变化等）是什么？”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智者们（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是被其他目的驱使的，比如个人利益或情境原因。事实上，希腊的智者们就像律师，他们拿钱为某种特定的观点（他们“委托人”的观点）辩护。因此，尽管芝诺“发现”在概念分析内出现了矛盾，但智者们是特意“制造”了它们。芝诺仅对概念感兴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黑格尔将辩证法称为“纯粹概念的运动”或“纯粹思想的运动”。“纯粹的”指的是，在辩证法中，我们只且排他地对概念、寻找其真实含义感兴趣，而不对其他任何事物感兴趣。

芝诺对运动的分析是这种内在的、真正的辩证法的一个例子。然而，根据芝诺的观点，辩证运动随着对所分析概念的取消而结束，“其中肯定的东西还没有出现”

（Hegel Werke 18, 303/Hegel 1892ff., vol. I., 265）。相比之下，典型的黑格尔辩证法意味着，概念分析的破坏性结果能够积极地告诉我们某些关于处于紧要关头的概念内容真实本质的东西。因此，可以在两种内在的或内部的辩证法之间作出进一步的区分：具有否定结果的内部辩证法和具有肯定结果的内部辩证法。前者是芝诺实践的，后者是黑格尔式的，首先由赫拉克利特（然后是柏拉图）预示出来。

在讨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时，黑格尔有一句著名的话：“在这里我们看见了陆地；赫拉克利特没有一个命题我没有收录在我的逻辑学中”（Hegel Werke 18, 320/Hegel 1892ff., vol. I., 279）。他将他在芝诺那里发现欠缺的肯定辩证法视作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中。然而，《哲学史讲演录》中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这一章主要关注的不是辩证法，而宁可说是辩证发展的一个特殊案例，即存在与无的辩证法，以及“无限”的概念。当巴门尼德观察到“只有存在者存在而非存在者不存在[] 你既无法达到、认识，也无法表达非存在者”时，赫拉克利特认识到存在者与非存在者一样存在，并且“真理是对立面的统一”。作为对立面统一的真理概念就是赫拉克利特在黑格尔思想中扮演如此根本性角色的原因。

但是在这一节，我将仅限于澄清辩证法的意义，以及芝诺和赫拉克利特对矛盾的态度的区别。

芝诺首次将辩证法作为在纯粹概念中发现矛盾的方法来实践，但他把自相矛盾的东西当作是虚假的。因此黑格尔宣称：


芝诺[] 指出了运动[概念]内部的对立[] 他表达了无限，但只在它的否定面，因为他把它的矛盾当成是不真实的。（Hegel Werke 18, 325/Hegel 1892ff., vol 1, 282）



然而


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我们看到了无限本身，或它的概念、本质的表达：无限[]是对立面的统一，特别是纯粹的对立面：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Hegel Werke 18, 325/Hegel 1892ff., vol 1, 282）




10.2 柏拉图

有趣的是，黑格尔关于“无限”的讨论以及他对真正的无限和坏的无限的区分，与他对辩证法的观点相平行，特别是与他对真正的辩证法和坏的辩证法的区分相平行。15

对黑格尔来说，智者们发现了概念性思维的破坏力：


[智者发现了]概念[] 作为一切在它面前消失的绝对力量；因此所有事物、所有的存在、一切被认为坚固的东西，现在都变得转瞬即逝了。（Hegel Werke 18, 406/Hegel 1892ff., vol. I., 352）



在黑格尔看来，智者发现概念分析和概念思维（“概念”，“der Begriff”）是起取消作用和怀疑性的。很简单，这意味着当我们分析一个概念，无论是经验的还是非经验的概念，例如蜂蜜的概念，我们开始提出其他可能使手头概念的含义变得明确的谓词，“是甜的”，“是液态的”等。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思考，会出现其他方面，可能会否定那些最初的方面，例如“比起糖来是苦的”，“比起水来是粘稠的”等等。根据黑格尔的说法，智者发现了概念思维的这种破坏性和怀疑性的力量。

10.2 柏拉图

柏拉图非常清楚概念分析的取消作用的力量。然而，他的视角是一个根本上全新的视角。黑格尔区分了柏拉图真正的辩证法和智者们空洞的辩证法。16


柏拉图的探究集中于纯粹思想。辩证法意味着考察纯粹思想本身[] 这样的纯粹思想是：存在与非存在、一与多、无限（无限制者）与有限（限制者）。对他来说，这种考察意味着哲学中最优秀的一切，他称之为哲学的真正方法以及对真理的认识；他在此处确立了哲学家和智者之间的区别。（Hegel Werke 19, 67/Hegel 1892ff., vol. II., 54）



真正的哲学家或辩证法家，有别于智者，他们关注纯粹概念或纯粹思想，其中“纯粹”指的是，正如我们所见，



15 关于黑格尔对无限的看法见本书第4.3章。

16 关于黑格尔对柏拉图辩证法的解释见 Düsing 1990, 169–191, Rosen 1990, 153–168, Baum 1990, 192–208, Asmuth 2006, 125 ff。

哲学考察是仅凭分析概念并寻找其真实含义的目的所驱动的，除此再无其他。

黑格尔观察到，柏拉图自己“并未足够清楚地说明如何将[智者的方法]与纯粹的辩证认识区分开来”（Hegel Werke 19, 71/Hegel 1892ff., vol. II., 63）。换言之，柏拉图也在智者意义上将辩证法作为一种旨在提供论点和反论点的技术的来实践。然而，同时他也反复表达了其对智者的不赞同。因此，关键的逻辑问题是区分智者式的“使一切坚固者转瞬即逝”和辩证式的“在纯粹思想内展现矛盾”。

这种差异涉及矛盾的概念。在《智者篇》（259）中一段备受讨论的段落中，柏拉图区分了对矛盾的辩证处理与智者式的处理。黑格尔评论道：


柏拉图反对这种对立面的统一，因为这样就必须说，某物在许多方面是一，在完全另一面是多 [我的强调]。于是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把这些思想结合在一起，因为这种概念和言辞只不过是在一与多之间来回游走；如果这种来回过渡是带着意识执行的 [我的强调]，那就是空洞的辩证法，它并没有真正统一对立面。（Hegel Werke 19, 63/Hegel 1892ff., vol. II., 50）



黑格尔在这里区分了智者式的和辩证式的“对立面的统一”（矛盾），作为对立规定（例如存在与非存在，一与多，甜与不甜等）的结合。智者式的对立面统一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因为“某物在另一个方面是多（或不甜、不大等），在某个方面却是一（或甜、大等）”。线索在于“在另一个方面”这个表达，这让人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公式：在同一时间且在同一方面（Aristotle De Interpretatione 6, 17, 34–37 – 译自 Barnes 1984年译本）。对黑格尔来说，智者式的矛盾不是真正的矛盾。它们仅仅是对互相矛盾之物的分开的断言：一个人说p，并且她在她自己的言语内是正确的，另一个人说非p，她再次在自己的言语内是正确的。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重现了柏拉图在《智者篇》259中所写的：


真正困难和真实的是这一点：表明是他者之物就是相同之物，是相同之物就是他者，并且是在同一方面和同一视角下[] 要表明以某种方式相同之物就是他者，他者也就是相同之物，大也是小，相似也是不相似，并且总是乐于以这种方式证明对立面，这并非真正的洞见（elenchos）17，而仅仅证明使用这种论证的人是个[在思想上]刚起步的新手，





17 黑格尔把希腊词 elenchos （字面意思是“反驳”）放在德语

翻译旁边，显然是因为他想强调柏拉图所用的这个术语的专业含义，并强调德语译本“Einsicht”并不指向一种普遍意味的“洞见”，而是由elenchos（“反驳”）产生的那种，或者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驳的产物。黑格尔非常清楚该词的专业含义，这在他的几处著作中显而易见。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章节里，他写道：“《辩谬篇》（Sophistic Elenchi）[]或‘论智者式的反驳’[处理了]矛盾在普通思维[Vorstellen]中产生的方式[]。智者式的 elenchi 出卖了陷入这种矛盾的无意识表象，并使它意识到这些矛盾”。Hegel Werke 19, 236–237/Hegel 1892ff., vol. II., 218。事实上，该论文的目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普通思维（Vorstellen）的谬误上，使其意识到自身及其错误。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提到了麦加拉学派的悖论，他写道：“它们以‘秃头’和‘谷堆’的名字为人所熟知。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这些 elenchi 是人们被迫说出与先前主张相反的话的方式”（Hegel Werke 5, 397/Hegel 1969, 335）。

18 黑格尔这里引用了柏拉图的《智者篇》259，使用的是基于Ficinus拉丁语译本的《双桥版》（Editio Bipontina）——关于这一点见 Düsing 1990, 182。对这段引文的翻译以及黑格尔的解释受到了讨论。Eduard von Hartmann在1868, 8中宣称，黑格尔不合理地将他自己的辩证法（关于矛盾真理性的观点）与柏拉图的辩证法等同了起来，其根据是“《智者篇》（Sophist, 259）中一处模糊且有争议的段落，不管你怎样在语法上解释它，无论如何都会排除黑格尔式的解释”。针对Hartmann，Michelet 1871, 322写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段文字]对他[Hartmann]来说竟似乎还是模糊和可疑的，它对于任何哪怕仅懂一点希腊语的人都不曾且不可能如此”。最近，包括Düsing 2012, 84 和 Verra 2007在内的一些作者主张，与von Hartmann并无二致的是，黑格尔的翻译建立在误解之上，而在前面提到的段落中，柏拉图并不想为“黑格尔式的”矛盾辩护。

19 关于神秘的积极附加物，见本书第12章。

才刚刚开始研究真理。（Hegel Werke 19, 72/Hegel 1892ff., vol. II., 64）18

黑格尔想在柏拉图《智者篇》的这段文字中强调的是辩证反驳的积极结果：19


因此柏拉图明确反对说明如何可以从某种视角或其他视角反驳任何事物的辩证法。我们看到柏拉图[] 所表达的不外乎被称为在差异中的无差别，即一与多、存在与非存在这种绝对对立面的差异，以及它们的统一。他用这种思辨认识来反对普通的既肯定又否定的思维方式。（Hegel Werke 19, 72f./Hegel 1892ff., vol. II., 64）



对于黑格尔而言，真正的洞见是思辨知识的标志，也就是，将绝对对立面（例如，相矛盾之物）聚合在一起的思想的标志。这种

各种思想体现出对矛盾的独特态度，这种态度不同于黑格尔在此处所称的“肯定和否定的思维方式”。肯定的态度意味着陈述一个论点且也陈述其否定论点，但将其分开，甚至不去看（或者假装没看到）它们是互相矛盾的。否定的态度承认矛盾，但引入了不同的视角和参数，而没有真正地去统一那些互相矛盾之物。

相应地，黑格尔回忆说，真正的辩证法意在


展现纯粹概念的必然运动，而不因此将它们消解为虚无；因为简单表达出来的结果是，它们就是这种运动 [我的强调]，而普遍者恰恰是这些对立概念的统一。在柏拉图那里我们诚然找不到这种关于这便是辩证法本质的充分意识，但我们发现了存在着辩证法本身。（Hegel Werke 19, 62/Hegel 1892ff., vol. II., 49）



《巴门尼德篇》对于黑格尔是真正的辩证法最清晰的例子。黑格尔引用柏拉图的话：


例如，在关于“多存在”假设的案例中，你必须考虑多对自身的关联以及多对一的关联会产生什么结果



并评论道：


结果会变成它自己的对立面；多变成了当在其所具有的规定被考量时的一。这正是当我们通过它们自身来理解诸如此类的规定时在思想中遇到的奇妙事实，那就是每一个概念都转向了它自身的反面。（Hegel Werke 19, 80/Hegel 1892ff., vol. II., 57 f.）



黑格尔强调，辩证法意味着通过它们自身来把握规定。在柏拉图式对话中，辩证法是哲学思考的方法，这蕴含着问询：“什么是X？”或“X是真的吗？”，并将有待分析的概念（存在，一等）应用于其自身，即发问“一是一吗？”，“存在是什么？”。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它们自身把握规定”蕴含着从“单纯地交谈”或“单纯地思想”向“探讨交谈的交谈”或“思想思想的思想”的语义攀升，将我们使用的概念或词语变成我们探究的对象。正如黑格尔写道：“在柏拉图看来，辩证法的考察是对有待把握为规定的东西的考察”（Hegel Werke 19, 81/Hegel 1892ff., vol. II., 57）。并且“辩证法无非是思想思考它自身的活动”（Hegel Werke 19, 82/Hegel 1892ff., vol. II., 60）。这也是我们考虑芝诺的反驳方法时所看到“纯粹思想”的含义。


10.3 麦加拉学派

因此，如果我们反思我们所说的话语中涉及的概念，追问它们是什么，或者它们是否如它们所声称的那样，等等，那么我们就会遇到一个“奇妙的事实”：概念的规定性隐含了（或转化为）它们的对立面。

在“一存在”这句话中隐含着“一不是一，它是多”，反过来，“多存在”同时隐含着“多不是多，它是一”。它们表现为辩证的，本质上是与它们的否定性的同一；而这就是它们的真理。(Hegel Werke 19, 82/Hegel 1892ff., vol. II., 59f)

作为一个例子，黑格尔提到了生成的概念：

在其中包含了存在和非存在；两者的真理是生成；它是两者的统一，既不可分割又有区别，因为存在不是生成，非存在也不是生成。(Hegel Werke 19, 82/Hegel 1892ff., vol. II., 60)

因此，在生成中，我们拥有了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内部是矛盾的，并且不同于其内部矛盾的要素。它之所以不同于它们，是因为它是这两个要素的统一，并且它的描述不能仅仅被这些规定性中的某一个所穷尽。“生成”的意义既没有被“存在存在”或“存在不存在”所穷尽，也没有被“存在是无”或“存在不是无”所穷尽。相反，它只有通过两者的“统一”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正如我将解释的，关于矛盾之物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的这一思想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一个关键原则。

10.3 麦加拉学派

黑格尔说，麦加拉学派在实践辩证法时“带着一种愤怒，因此其他人说他们不应该被称为一个学派（scolé），而应该被称为胆汁（colé）”，尽管该学派的创始人欧几里得“尽管他有顽固的争辩方式，[据说]甚至在争辩中也是一个最平和的人”。20 有一次在讨论中，他的对手非常愤怒地喊道：“如果我不对你报仇，我就去死！”而欧几里得回答说：“如果我不能用言辞的温和（lenitate verborum）极大地平息你的愤怒，让你像以前一样爱我，我就去死”。在麦加拉学派的实践中，我们发现辩证法在话语（语用）上的意义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辩证法的其他方面也在起作用。



20 关于黑格尔对麦加拉悖论的解释，见 d’Agostini 2008, 第12章 和 d’Agostini 2011b, 121–140。

麦加拉学派认为只有普遍者（爱利亚学派的“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念）才是真的。因此，他们的辩证法在于表明“所有被规定和受限制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并在于“使所有特殊的东西陷入混乱并取消这种特殊”。在这一点上，麦加拉学派的辩证法非常接近爱利亚学派的辩证法，并将其带到了“极大的完美境地”。其目的是揭示人类在探求真理时，以及随之在人类推理中，普遍者（概念的）的首要地位 (Hegel Werke 18, 523/Hegel 1892ff., vol. I., 454)。

然而，黑格尔也强调，麦加拉学派以某种方式将爱利亚学派（和苏格拉底）关于普遍者的成果与智者的实践联系了起来：

有了这样构成的辩证法，我们发现他们取代了爱利亚学派和智者的位置。(Hegel Werke 18, 523/Hegel 1892ff., vol. I., 454)

在黑格尔的重构中，麦加拉学派继承了智者的概念运动的思想（即概念的语义包含着矛盾），同时从爱利亚学派那里继承了存在的统一性、齐一性和完全性的思想。21 因此，与智者的实践不同，麦加拉学派的辩证法目的不在于摧毁概念，而在于“作为固定和持久的简单普遍性”。22

因此，麦加拉辩证法与智者辩证法类似，使所有特殊的东西陷入混乱，展示其矛盾，尽管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立普遍者的真理。23 从黑格尔的



21 在这方面，麦加拉辩证法接近爱利亚辩证法，但它将普遍者与（苏格拉底的）善相等同，而不是主要与一相等同。事实上，麦加拉的欧几里得因其以下观点而闻名：“善是一，且只有它存在，尽管它有许多名称；有时它被称为理解，有时被称为上帝；有时被称为思想（nous），等等。但与善对立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Hegel Werke 18, 524/Hegel 1892ff., vol. I., 454–455)。

22 d’Agostini 2008a, 203–204 对黑格尔观点的重构如下：“首先，爱利亚学派发现了一种关于存在的特殊辩证法，而芝诺揭示了存在与其他概念（如运动和多）之间联系所包含的矛盾。其次，随着智者的出现，这种结果被普遍化了。智者意识到每个概念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可以从一切事物、从每一个概念内容中引出矛盾。第三，麦加拉学派将苏格拉底的元素引入了这幅图景。他们采纳了智者发现的矛盾的普遍化，但对普遍者（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并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辩证法——矛盾的艺术——不仅仅是修辞上的玩笑，而是把握哲学真理的方法”。

23 正如 d’Agostini 所强调的：“麦加拉学派与爱利亚学派，以及后来的芝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利用矛盾来捍卫真理。在这两种情况下，矛盾都被用来将不可接受的意见（doxa）的论点归谬，并捍卫哲学的真理（aletheia）。但

观点来看，这正是欧布里德（Eubulides）发展出的悖论（说谎者悖论、隐蔽者悖论、连锁悖论等）的最终目的。

麦加拉学派的悖论对于理解黑格尔辩证法在话语实践、高阶概念语义和矛盾逻辑这三个方面上的性质特别重要，也有助于理解这三个方面如何汇聚于黑格尔将辩证推理确立为有效推理的卓越形式的过程。

悖论以问题的形式表达，正如古代逻辑中通常的那样：“你停止打你的父亲了吗？”或者：“如果一个人承认他在说谎，他是在说谎还是在说真话？” (Hegel Werke 18, 531/Hegel 1892ff., vol. I., 459)。它们的悖论性并不像在经典的当代悖论定义中那样基于健全论证的结论的不可接受性，24 而是基于这类问题需要双重回答这一事实：是和否。黑格尔评论说，人们要求一个简单的回答，因为“排斥他者的简单之物被认为是真实的”。但是，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比如在“你停止打你的父亲了吗？”或“这个人说真话”的情况下的“是”。事实上，“是”意味着：“我曾经打过他”，而“否”意味着：“我还在打他”。类似地，在说谎者悖论的情况下：

如果说他说真话，这与他的话语内容相矛盾，因为他承认自己在说谎。但如果断言他在说谎，人们可以反驳说他的承认是真实的。因此他既说谎又不说谎；但对于提出的问题，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因为在这里，我们有两个对立面——说谎和真实——的结合，以及它们直接的矛盾。(Hegel Werke 18, 529/Hegel 1892ff., vol. I., 459f.)

欧布里德要求他的对手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回答，要么说“是”要么说“否”，要么“说谎者说真话”要么“他说谎”。在这样做时，他遵循的是日常逻辑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某物既是又不是，或者一个句子同时为真又为假，是不可能的（不矛盾律：LNC），以及遵循某物非真即假且没有第三种可能性的原则（排中律：LEM，或如黑格尔所称的，principium exclusi tertii）。欧布里德的目的是表明，这些悖论的内容是矛盾的，它们打破了“真理的简单性法则”，因而是虚假的。相反，黑格尔强调悖论是“真正矛盾的”，也就是说，它们表明真理



麦加拉学派并不局限于消除‘多’和‘运动’[] 相反，他们全面地将日常语言归谬 [] 每一个特殊的观念都被反驳，以支持普遍者的纯粹同一性” (dAgostini 2008a, 204)。

24 见 Sainsbury 2009, 导言。


10.4 亚里士多德

不（总是）简单的，而且不矛盾律（LNC）和排中律（LEM）不足以说明真理。他写道：

因此梅内德摩斯（Menedemus）回答说，他既没有停止打他，也没有打过他；他的对手对此并不满意。通过这个两面的回答，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都被扬弃（aufgehoben）了，问题实际上也就得到了回答；而在前一个关于那个说自己说谎的人是否说了真话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他既说真话又说谎，而真理就是这种矛盾 [] 因此，这些诡辩不仅仅是矛盾的表象，而是关乎真正的矛盾。在例子中，有两件事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选择，但规定本身就是一个矛盾。(Hegel Werke 18, 531/Hegel 1892ff., vol. I., 461)

说谎者悖论对于解释辩证推理的性质及其有效性的理由特别相关。通过悖论性的自我指涉传达的双重真理，清楚地指明了高阶概念具有内部矛盾本性这一思想的道路。我将在本部的最后一章详细回顾所有这一切。

10.4 亚里士多德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抱怨“辩证法与哲学证明相分离”。25 对黑格尔来说，辩证法是哲学论证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他公开宣称遵循古希腊传统而不是现代传统。一些作者将这一主张理解为黑格尔采纳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观点，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但这种解释是还原式的和误导性的。首先，许多作者，首当其冲的是 Berti 2015，强调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理论之间存在公开的连续性。26 其次，黑格尔在



25 关于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解释，见 Mignucci 1995, 29–50。关于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见 Berti 1990, 65–83, Düsing 1990, Aubenque 1990, 208–226, Ferrarin 2001, Dangel 2013。Pöggeler 1970, 307 声称，黑格尔及黑格尔主义者（首先是米什莱）“撤销了亚里士多德在其《工具论》中取得的成就”，即“在证明（apodeixis）与辩证法之间的清晰区分。作为论题学（topics）的辩证法的意义，以及论证与论证性建议之间、与开放的历史对话中特定立场之间的联系消失了”。Pöggeler 的观点几乎得到解释者们的一致赞同，其中包括 Gadamer 1976, Aubenque 1990, 208–226, Baum 1986, 6–29 和 Dangel 2013, 17 ff.。

26 在《论题篇》中，亚里士多德强调了辩证法的论证和三段论维度，因此许多解释者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说，辩证法可以合理地被视为（哲学）科学的方法。见 Berti 2015, 138–146 以及 Rapp/Wagner 2004, 36。在介绍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时，我遵循了 Berti 2015, 9 ff. 和 107 ff.。根据

《哲学史讲演录》中的观察表明，他非常清楚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科学维度。第三，更一般地说，我们已经看到，就逻辑学而言，黑格尔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之间存在明显的契合。

虽然正如我们所见，黑格尔广泛讨论了从《工具论》中浮现的逻辑学的一般意义，但他并没有花更长的篇幅来讨论亚里士多德那里辩证法的意义。关于亚里士多德对芝诺运动和变化辩证法的处理，他写道：

亚里士多德通过普遍者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运动和变化]就是这种矛盾，它们就是在自身中包含着对立的东西，即普遍者；它们的环节消融于其中的统一并不是无。[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运动和变化不存在；而是[说它们]是一种否定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Hegel Werke 19, 192/Hegel 1892ff., vol. II., 174)

亚里士多德的立场因此被视为黑格尔自己对芝诺运动辩证法观点的预演。在黑格尔看来，芝诺的论证并没有反驳经验运动的存在，而是使运动概念内在矛盾的本质明确化了。

在讨论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背景下，黑格尔简要提到了《辩谬篇》中的反驳，认为它们是为了制造矛盾的方法，从而使自相矛盾的人意识到她自己的思想。从这种角度来看，反驳（Elenchi）是促使人们从逻辑的无意识走向逻辑意识，从我们无意识地使用思维形式走向把它们作为我们探究对象的工具。

但亚里士多德关于辩证推理的理论是在《论题篇》中充分展开的。黑格尔解释说，“论题”（topics）是

任何事物都能从其中被考察的观点 [] 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大量一般观点，可以用来考察一个对象、一个命题或一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可以直接还原为这些必须处处显现的不同的观点。因此，这些“位置”（places），可以这么说，是包含许多方面的一个系统，在研究一个对象时可以从这些方面来考察它 [] 掌握了观点，就立刻把到达对象各个方面的可能性交到了我们手中，并且根据这些观点包含了对象的全部范围。(Hegel Werke 19, 235f./Hegel 1892ff., vol. II., 217f.)



Berti 的说法，那种强调辩证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仅仅具有消极意义，并将辩证法视为旨在检验他人话语，而不是旨在获得新知识的学科的解读是不充分的。在 Berti 看来，亚里士多德把辩证法理解为哲学的逻辑。在哲学中，辩证法并不与证明（apodeixis）相对立，而是与其相对应。与 Berti 不同，我强调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之间的连续性。

这意味着《论题篇》著作等同于：

辩证法——反思的外部规定。亚里士多德说它是从盖然性中发现命题和结论的工具 [] 他说，对辩证法家我们必须使用三段论，但对大众则必须使用归纳法。以同样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将辩证法和证明的三段论与修辞和各种形式的劝说区分开来；他把归纳法算作属于修辞的东西。(Hegel Werke 19, 236/ Hegel 1892ff., vol. II., 218)

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辩证推理是演绎的（三段论），并且它们的前提是概然的。更具体地说，辩证推理的前提是普遍接受的意见（endoxa）——即由大多数人或专家所捍卫的论题，表达了关于同样一些哲学原则和概念（如一、存在、真理等）等主题的争议性观点。对黑格尔来说，《论题篇》中的辩证法阐释处理的是“反思的外部规定”。

解释者们（Berti 2015, 138 ff. 和 Rapp/Wagner 2004, 7 ff.）一致认为，《论题篇》包含了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发展出的辩证法方法的系统论述。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来说，辩证法在其他用途之外，有一种根本上的哲学用途。换句话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它有助于“向两个方向发展疑难（aporias）”，根据他的观点，这种发展“产生了对真理的真正认识”，并有助于“检测真和假”（亚里士多德，《论题篇》I 2, 101 a 34 b4 —— 译自 Barnes）。类似地，正如我们所见，黑格尔通过声称“它无非是矛盾精神的系统发展，而为了区分真假，这又是本质的”（Eckermann 1987, 622–623）来回答歌德“什么是辩证法？”的问题。在《形而上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将疑难的发展作为哲学的同一种方法提出：

对于哲学，我们必须首先找出要提出疑难的事物：这些是存在不同观点的事物 [] 因为那些想要解决疑难（euporesai）的人首先必须好好地展开疑难（to diaporesai kalos），因为进一步的推进（e usteron euporia）取决于对先前提出之疑难（ton proteron aporoumenon）的解决。（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III 1, 995 a 24–29 —— 译自 Barnes 1984）

正如 Berti 建议的，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出了内在于每一种对“第一原则”或基本哲学概念探究中的不同段落：提出对立（一是一 —— 一不是一），然后发展它，也就是从矛盾的每个部分中得出后果，最后解决它。Berti 写道：


10.5 怀疑派

显而易见，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将不矛盾律作为检测假的标准加以应用，并将排中律作为检测真的标准加以应用。但是，为了让这种发现发生，被审视的观点领域必须穷尽所有可能的观点，它必须在矛盾命题之间，而不仅仅是在相反命题之间产生一个选项。(Berti 2015, 139)

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程序与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的程序（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之间的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辩证法是一种为了发现真理的技术，而在黑格尔那里，它既是探究真理的方法，也是探究真理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真理（之探究）的形式，而真理（之探究）的形式正是黑格尔哲学逻辑的特殊内容。

10.5 怀疑论者

“怀疑论”黑格尔在《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讲演录》中宣称“是辩证法的逻辑环节”(Hegel 1992, 14)。27 怀疑论者发展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逻辑意识的、关于推理形式的独特意识。更具体地说，他们“通过论式（tropes）证明了矛盾”。

这些论式证明怀疑论者对论证的过程有一种深刻的意识——这比在日常逻辑、斯多葛派的逻辑和伊壁鸠鲁的准则中发现的意识要深刻。这些论式是理智思维[der Verstand]陷入的必然矛盾。(Hegel Werke 19, 394/Hegel 1892ff., vol. II., 365)

黑格尔写道，在每一个被规定的思想中展示矛盾的怀疑论程序需要抽象，以及对思维和推理形式的意识：

要在各地，在每一种具体材料中，在每一个思想中承认对立的形式，需要一种清晰的抽象力量 [] 怀疑论思维方式有两个典型的形式环节：a) 强迫自己意识到我们自身的操作、把它们作为考察对象的能力；b) 我们陈述一个句子，通常关心它的内容 [] 通常我们除了这内容以外对它一无所知，我们对它的形式一无所知 [] 怀疑论者并不为内容而战，而是把握所说之物的本质，把握断言的整个原则。(Hegel Werke 19, 395 f./Hegel 1892ff., vol. II., 365 f.)28

27 关于黑格尔对古代怀疑论的解释，见 Buchner 1990, 227–243, Varnier 1987, 282–312, Vieweg 1999 和 2007, Heidemann 2007，等等。

28 我部分地修改了翻译，使其更贴近德语文本的字面意义。

因此，在黑格尔看来，怀疑论是一种形式知识，一种关于“断言的整个原则”的知识，这意味着怀疑论者发展了一种形式的思维方式，它侧重于我们思想中最一般的方面，而不是其内容。在考察思想时，怀疑论者主要感兴趣的是思想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句子的肯定或否定表达，而不是它们的内容。这个形式环节与柏拉图辩证法所特有的“就概念规定本身而论”相平行，因为它涉及某种语义上升：意识到我们自身操作的行动（黑格尔会称之为自反性/反思性）。

怀疑论的论式，非常简单地说，是论证的形式（或种类），显示了真理的不相干性或不可及性。因此我们在这里有被用来反对真理的形式。论式的最终目的是证实怀疑论的原则，其基本公式为：“对于每一个有效的论证，都有一个同样有效的反面论证”，“对于每一个真实的句子，都有一个同样真实的反面句子”。正如黑格尔所写，这就是为什么怀疑论者“在各地，在每一种具体材料中，在每一个思想中承认对立的形式”，而这“需要一种清晰的抽象力量”。令人感兴趣的是，上面具体说明的两个形式运动：a) 自反性和 b) 内容的独立性，恰好与开启理性逻辑（Vernunftlogik）领域的那些基本步骤相吻合。

在《论怀疑论与哲学之关系》中，黑格尔深化了怀疑论的逻辑意义，以及它与知性逻辑（Verstandeslogik，黑格尔时代的纯形式逻辑）和理性逻辑（Vernunftlogik，辩证逻辑）的关系。特别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黑格尔对后五种论式（对立、循环论证dialele、无限后退regressus ad infinitum、预设、相对性）的分析是重要的。29 事实上，早期的论式针对的是感性确定性，而后期的论式则显示了理智的（逻辑的和形而上学的）知识（知性逻辑和知性形而上学 Verstandeslogik 和 Verstandesmetaphysik）的局限。阿格里帕（Agrippa）的五种论式是“理智知识必然陷入的矛盾”。在这方面，它们是黑格尔自己的理性逻辑和形而上学（Vernunftlogik）的预演。然而，相较于知性逻辑，怀疑论的论式只具有纯粹消极和驳斥的功能，而理性逻辑的黑格尔式视角，虽然蕴含了怀疑论的环节，却具有一种特有的积极和奠基意义。

但是对黑格尔来说，怀疑论的说明并没有捕捉到辩证法作为有效推理形式的逻辑意义，这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怀疑-



29 Verra 是最早强调古代怀疑论论式对黑格尔辩证方法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人之一。现在见 Verra 2007, 55–64。亦见 Varnier 1990, Buchner 1990, 227–243 和 Vieweg 1999。

论停留在消极的环节。其次，怀疑论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最终在做什么，因此缺乏怀疑论的自我意识。让我们更详细地研究这两个方面。

关于第一点，黑格尔写道：

[怀疑论] 是一切受规定之物的辩证法，[它显示了]每一个[简单]真理[的局限]，[只要它表明]它包含着矛盾 [] 逻辑概念本身就是怀疑论的这种辩证法，因为怀疑论所特有的这种否定性同样也属于理念的真实知识。唯一不同的是，怀疑论者停留在作为否定的结果上，说：‘这和这有一个内部矛盾，它因此使自身解体，从而不存在’。(Hegel Werke 19, 360/Hegel 1892ff., vol. II., 330)

这段话让人回想起我们见过的芝诺（消极的）辩证法和赫拉克利特（积极的）辩证法之间的区别。怀疑论辩证法是消极的，因为它说：“这和这有一个内部矛盾，因而使自身解体”。从怀疑论的观点来看，论式仅仅显示了真理的不可及性和不相干性。

关于第二点，虽然理智思维很容易被怀疑论攻击（通过五种论式中的一种或其组合），黑格尔说这五种论式在应用于理性的和思辨的内容时就会失败。30 在《论怀疑论与哲学之关系》中，黑格尔这样解释这种失败：

如果用来反对独断论，这些论式就是理性的，因为对于[独断哲学家提出的一个规定]，它们能让对立的规定浮现出来，而[独断哲学家]却从中抽象开来——在这样做时，它们就产生了二律背反。但如果用来反对理性，它们就只保持了影响它们的纯粹差异；它们所具有的理性要素已经包含在理性思想中。(Hegel Werke 2, 246)

换句话说，如果用于反驳理智思维，怀疑论的论式是理性的，如果用于攻击理性，它们就是理智的（独断的），从而自我反驳。正如黑格尔更形象地说的：“为了能搔到[理性的痒处]，[这些论式]给了它局限性的抓痕”（um [das Vernünftige] kratzen zu können, [diese Tropen] geben ihm die Kratze der Beschränktheit）(Hegel Werke 2, 247)。

为了看清所有这些，考虑黑格尔自己在《哲学史讲演录》和《论怀疑论与哲学之关系》中给出的例子是有用的。黑格尔在此引用了塞克斯都（Sextus）对亚里士多德关于 noesis noeseos（思想思考其自身/理性理解其自身）理念之观点的反驳（在《反数学家》中，Adversus mathema-



30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写道：“这些形式不适用于思辨的东西”。Hegel Werke 19, 398/Hegel 1892ff., vol. II., 364。

tics）。noesis noeseos 的概念是理性思想的范式，甚至可以说它是理性思想的直接定义。塞克斯都论证说：

理解的要么是整体，要么它只是一部分。如果作为理解者的理性是整体，就没有其他东西留待理解了。然而，如果理解的理性只是理解自身的一部分，那么这个部分作为理解者，要么又是整体（在那种情况下，同样完全没有东西留待理解），要么，假定理解者是一部分，在此意义上被理解的东西是另一部分，那理解者就不是在理解自身。(Hegel Werke 19, 399/Hegel 1892ff., vol. II., 369)

黑格尔反驳说塞克斯都

把整体和部分之间非常肤浅的关系范畴引入到了思想思考思想的关系中，[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不是理性与自身的关系。(Hegel Werke 19, 400/Hegel 1892ff., vol. II., 370)

这段话听起来可能很晦涩，但它有一个简单的含义，这在逻辑上有关于理解黑格尔所想的辩证的（理性的）有效性概念。

塞克斯都预设“理性要么是整体要么是部分”。这里黑格尔反驳说

对于思辨的东西[即：理性]的知识来说，属于它的是，在非此即彼之外，存在一个第三者：它是“既……又……”和“既不……也不……”。(Hegel Werke 19, 399/Hegel 1892ff., vol. II., 369)

换句话说，排中律并不适用于应用在“理性思想”上的属性“作为整体”和“作为部分”。事实上，理性思想是自我指涉的思想。因此根据定义它同时既是一个“部分”（思考的行为，不同于在这种行为中被思考的东西），同时又是“整体”（因为被思考的东西正是同样的思考行为）。换言之，理性有一种作为部分和作为整体的特殊方式。

最后，应该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形式的”意味着自我指涉，正如我们在上面（尤其是在第二部分）指出的。在这方面，怀疑论者的形式方法背叛了自己。黑格尔认识到，如果从一种形式的观点来考虑，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迫使怀疑论者反思她/他自己的立场，怀疑论的立场就是站不住脚的：


10.6 康德

怀疑论者通常正是被句子的这种形式外观弄得团团转，只要有人把他们给别人的东西还给他们，即哪怕他们怀疑一切，他们怀疑这一事实却是确定的 [] 在这种极度顺理成章的极端情况下 [] 怀疑论必然变得不顺理成章，因为（一个）极端如果离开了它的对立面，就无法坚持下去。(Hegel Werke 2, 248–249)

这里的“极度顺理成章”在于将怀疑论应用于怀疑论自身。由于通过这种自我应用，怀疑论者被迫假定他所陈述之事的反面，这种自我应用的产物被称为“不顺理成章”。在这一点上，这段话也展示了黑格尔在辩证反驳方面特有的立场。将怀疑论的（形式的、二阶的）视角应用于怀疑论本身，并不恰好是对怀疑论的反驳，而更是它的完成，以及它向辩证思想的蜕变。换句话说，“把怀疑论者给你的东西还给他们”意味着表明怀疑论的论题“一切都可以被怀疑”蕴含了它的否定，即：“并非一切都可以被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从诸如“如果A那么 ¬𝐴”这样形式的蕴涵中，黑格尔并没有推论出“¬𝐴”，而是推论出“𝐴↔¬𝐴”。在本部的最后一章中，我将通过考察这种黑格尔式推论对逻辑史和对哲学逻辑的意义来重新讨论它。

10.6 康德

在结束他对芝诺辩证法的考察时，黑格尔说：

这就是芝诺的辩证法；他考察了我们的空间和时间观念所包含的规定，并在其中显示了它们的矛盾；康德的二律背反所做的并不比芝诺在这里所做的更多。(Hegel Werke 18, 317/Hegel 1892ff., vol. I., 277)31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辩证法与芝诺的辩证法是一致的，只要它是一种“对我们的观念所包含的规定进行的考察，显示出它们的矛盾”。二律背反是关于世界的论题，而世界正如黑格尔所强调的，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康德表明，一旦我们试图规定它的性质，我们就会发现矛盾。康德和芝诺的辩证法蕴含着纯粹性（也就是：“把自己直接置于事物中”，分析空间、时间、



31 关于康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见 Wolff 1981, Düsing 1983, Verra (ed.) 1981, Baptist 1986, Priest 2002, 102ff., Brinkmann 1994, 57–68, Engelhard 2007, 150–170, Sedgwick 2012，等等。

世界的概念，从所有其他事物中抽象出来），以及矛盾自然会从这种纯粹的分析中产生出来的观念。

黑格尔如此描述康德方法和爱利亚学派方法之间的区别：

虽然内容在芝诺那里也是空无的，但在康德那里，[这是因为]我们的干预。在康德那里，毁掉世界的是我们的思想 [] 仅仅是我们的应用、我们的输入毁掉了它，我们在它上面所做的事情毫无用处 [] 而在芝诺那里，世界本身就是表象且是不真实的。(Hegel Werke 18, 318/Hegel 1892ff., vol. I., 277)

芝诺和康德都显示了概念（如世界、物质、运动等概念）内的矛盾。然而，对于康德来说，思维主体是矛盾涌现的原因，被思考的东西（世界、物质等）本身保持完好无损，而对于芝诺来说，一个感性世界的概念本身就破裂并证明自己是虚假的。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强调“芝诺的辩证法比这种现代辩证法具有更大的客观性”。

在《近代哲学史讲演录》关于康德二律背反的段落中，黑格尔强调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

指出了四个矛盾。但这太少了，二律背反无处不在。要在每个概念中指出矛盾是很容易的，因为概念是具体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规定。因此它包含着不同的规定，而这些同时也是对立面。(Hegel Werke 20, 356/Hegel 1892ff., vol. III., 448)

矛盾可以在每个概念中找到，“因为概念是具体的”，这意味着概念是异质的结构，包含了不同的方面，并且对黑格尔来说，正如我们在后面将更清楚地看到的，差异就是（或者转化为）矛盾。康德在四组二律背反中分析的概念，对黑格尔来说是普遍的或高阶的概念：

二律背反是[源自]理性的无条件者理念的矛盾，该理念被应用于世界以将其表象为各种条件之完整的总和。也就是说，存在各种现象，而理性要求其可能性条件绝对的完整，[这些条件]构成一个系列，而理性要求对这些条件进行彻底完整的综合。现在如果这种完整被表达为存在的，那就仅仅呈现了一个二律背反，而理性也仅仅被呈现为辩证的。在这个对象中，在每一方面都有一个完美的矛盾。(Hegel Werke 20, 356/Hegel 1892ff., vol. III., 448)

对康德来说，当我们将无限的条件系列表达为一个对象时，二律背反就是那涌现出来的矛盾。该系列是无限的，而作为对象本身却是有限的，是一个与其他对象不同的单一对象。因此同样的矛盾，

我们考察黑格尔对分数 2/7 作为好无限的表达时的解释中所看到的矛盾，即用一个有限的总和来表达无限的内容（无限数字系列）也涌现出来了。32

黑格尔赞扬了康德的分析，理由是

这些对立面中的一个与另一个一样是必然的 [] 这种矛盾的必然性就是康德带来意识中的那个令人感兴趣的事实；在通常的形而上学中，我们认为必定一个是好的，另一个被反驳。但是，这样的矛盾会发生的这种必然性，恰恰才是令人感兴趣的。(Hegel Werke 20, 358/ Hegel 1892ff., vol. III., 450)

康德的辩证法对黑格尔来说是真正“令人感兴趣的”。事实上，在它之中，矛盾是必然的。



32 见 4.3。


11 黑格尔关于辩证推论的阐述

在《百科全书》中《逻辑学》的“预备概念”的最后几节中，黑格尔把辩证思维著名的三段式发展呈现为“逻辑的东西 [das Logische] 的一般结构”和“理念的每一种发展的规则” (Hegel Werke 8, 168/Hegel 1991, 125)。在我看来，这段话对于说明黑格尔在有效性问题上的一般观点非常重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所谓的“理念”，是指包含现实与理性相重合的一种思想，亦即一种能够把握事物本来面目的推理——或者简而言之，真实思想，即与正确性（Richtigkeit）相区别的、在哲学相关的黑格尔式意义上的真理（Wahrheit）。因此，“理念的每一种发展的规则”简单来说就是传达真理的论证形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并在稍后将进一步阐释的，对黑格尔而言，作为在论证中从前提到结论必然过渡的有效性，应扎根于真理并以真理为导向。由于对黑格尔辩证法历史的概述已经提供了将其引入他对于逻辑后承之观点的所有重要元素，我在此仅作一个图式化的说明。黑格尔这样呈现该观点：

因此，从形式的角度来看，逻辑的东西 [das Logische] 具有三个方面：

𝛼

) 抽象的或理智的方面；

𝛽

) 辩证的或否定-理性的方面；

𝛾

) 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这三个方面并非构成逻辑学的三个部分，而是每一个逻辑-实在事物 [Logisch-Reell] 的环节，即每一个概念或任何一种真理的环节。(Hegel Werke 8, 168/Hegel 1991, 125)

这三个方面是“每一个概念的环节”，是每一个真实事物的环节，是每一个既是思想又是实在（Logisch-Reell）的事物的环节。正如我们所见，在黑格尔那里，保存真理和传达真理的思想是概念思维。“具有概念”或“概念地思考”在黑格尔看来，意味着真实地思考，这对应于彻底地和怀疑地思考，对某事物进行完整而具有怀疑态度的思考。真实地思考意味着参与到分析概念和确定它们充分意义的过程中。它意味着处理苏格拉底的问题“什么是 X？”（什么是物质？什么是一？什么是正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上面的引文理解为：“三个方面”表达了每一个真实思想的形式，即每一个保存真理和传达真理的推理形式。让我们更详细地看看它们：


	𝛼

  ) 作为知性 [Verstand] 的思想固守着固定的规定及其与其他规定的差异；它把每一个这种受限的抽象物视为具有自身的存续和存在。(Hegel Werke 8, 169/Hegel 1991, 125)



第一个环节或“方面” 𝛼 )，在于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什么是物质？”并提出一个单一的概念规定，有别于其他规定，并将其视为有关内容的充分表达。例如，我们规定物质概念为：“物质是连续的”(𝑚)，并且我们固守这一个规定，认为它足以表达整个概念。

𝛽

) 辩证环节是这些有限规定扬弃其自身，并过渡到它们对立面的环节。(Hegel Werke 8, 172/Hegel 1991, 128)

在第二个环节中，辩证法的意义发挥了作用。黑格尔自己在解释这一段落时回顾了辩证法与我们在考察《哲学史讲演录》时已经看过的怀疑论和诡辩之间的区别。他写道：

知性孤立来看的辩证的东西 [das Dialektische]，对应于怀疑论；它包含作为辩证法结果的纯粹否定。

但在其真实和恰当的特征上，辩证法是理智规定的特有且真实的本性 [] 反思首先是超越孤立的规定，并把它放入（与其他规定的）关系中，它通过这种关系与他者相联系，但又保持在它孤立的有效性中。但辩证法毋宁是这种内在的超越，在其中理智规定的片面性和受限性展现了它所是的东西，也就是它们的否定。(Hegel Werke 8, 172/Hegel 1991, 128)

这段话看似隐晦，但从黑格尔在《古代哲学讲演录》中称之为“带有积极结果的、真正的、内在的辩证法”且将其与怀疑论和诡辩区别开来的观点来看，它是容易解释的。

“知性所看到的辩证的东西 [das Dialektische]”意味着，从知性的抽象观点来看，矛盾被视为虚假的标志。矛盾的涌现意味着在此相关的内容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论及芝诺时所指出的那样，“破裂”了。照此而言，对付矛盾的理智方法就等同于怀疑论。正如我们所见，在《哲学史讲演录》以及《论怀疑论》中，黑格尔将古代怀疑论定义为对每个逻各斯（logos，陈述，论题）矛盾本性的洞察。即使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根据黑格尔，古代怀疑论者从中得出的结论也从根本上是误导人的。在黑格尔看来，古代怀疑论建立在这样一种洞察之上：对于每一个理性的有效论证“都有一个同样有效的对立论证” (panti logo logos isos antikeitai)，而这种洞察导致了对任何理论探究的摒弃。与此相反，黑格尔认为，关于思想的“必然矛盾”的意识蕴含着识别出

哲学的特定方法。所以，在黑格尔看来，怀疑论者在试图摧毁理性时，发现了理性的方法。33

辩证法也应与一种纯粹的“技术”区分开来，那种技术“任意地在特定的概念中制造混乱和矛盾的纯粹外观” (Hegel Werke 8, 172/Hegel 1991, 128)。正如我们所见，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将这种技术称为“诡辩”。值得注意的是，“内在的”这个表达在这里出现，其含义与它在《讲演录》中作为真正辩证法限定语时的含义完全相同，真正辩证法仅仅被分析概念的目的所驱动，有别于受外部利益驱动的诡辩技术。

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上面提到的例子来说明“第二个环节或方面”的含义。抽象的、理智的观点确实把第一个规定（𝑚）与其他的规定（也与 𝑚 的否定）联系了起来，但由此却固守着原初规定就是真实规定的确信。相反，辩证的观点则承认如果我们想对物质概念给出一个完整的说明，那么 𝑚 是受限的且不足的，并将 𝑚 的局限视为其“本来面目”，也就是 𝑚 的否定：换言之，如果“物质是连续的”并未能完全说明属于物质概念的东西，那么声明 𝑚 的否定：“物质是连续的这一情况并非如此”，也是有正当理由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概念对黑格尔来说是异质的，即它们包含了不同的、对立的规定。表达一种规定的单一陈述因而就是片面的，且是简单不足的。从特伦德伦堡开始，经过克罗齐和阿多诺，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整个接受史中遭到批评的典型辩证举动在于显示包含在我们关于概念的想法（如“物质是连续的”、“物质是有广延的”、“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物质是点状的”这些句子间的关系）中的差异甚至只是相反的关系，如何转化为矛盾，即“物质是连续的”和“物质不是连续的”之间的二元关系。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通过考察黑格尔逻辑中否定的含义，来进一步考虑关于差异或对立向矛盾还原的问题。

关于最后的“环节”或“方面”，黑格尔写道：

y) 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环节在规定性及其对立中把握它们的统一——这是一种被包含在它们的解体和过渡中的肯定事物。(Hegel Werke 8, 176/Hegel 1991, 131)



33 见 Hegel Werke 19, 359 ff./Hegel 1892 ff., vol. II., 329 ff. 以及 Hegel Werke 2, 230 ff.。

最后这个环节就是黑格尔在《讲演录》中所称的“内在辩证法”的“积极结果”。如果我们考虑上述提到的例子，知性将物质概念规定为包含连续性，从而不包含如点状性这样其他不同的和对立的规定。在这样做时，知性的观点是抽象的，因为它将一个规定，即连续性，从属于完全发展了的物质概念的所有其他可能谓词中孤立出来。相反，理性或思辨的观点则蕴含了那有差异的、甚至是矛盾的东西，即那抛弃了关于该内容的原初预设的东西，被视作本质上属于概念的整个意义，因而是与原初预设真正相连的。在这种联系中，黑格尔看到了因为知性的抽象操作而被破坏的概念之具体本性的恢复。

总而言之：首先，概念规定是固定的，并与不同的和对立的规定相孤立。其次，它们相互建立联系，而这种联系显示自身具有破坏性：概念的完整性散落了。最后，概念的完整性被恢复了。在这些段落中，概念的具体性，也就是它的完整意义，实现了。

所有这些清晰地表明黑格尔对从芝诺到康德的辩证法历史的分析是如何融入他自己对辩证法的说明之中的。现在需要检验的是黑格尔关于有效性的一般概念中特有的逻辑学含义。简言之，我的论点是：逻辑的东西（das Logische）的“三个方面”是在辩证有效推理中展开的推理步骤，并且就辩证有效性的含义而言是具有启示性的。


12.1 逻辑学史视域下的黑格尔阐述

关于辩证法的哲学编史学庞大而复杂。34 正如辛提卡（Hintikka）所写：“辩证法有一种自我增殖超出



34 关于辩证有效性与经典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见 Gadamer 1976, Dusing 1976, Fulda 1978, 33–69, Kulenkampf 1970, Günther 1978, Marconi (ed.) 1979a, Priest 1989, 388–415。对于这些及其他经典立场的全面而批判性的评价，见 Marconi 1979b, 20 ff.。加达默尔（Gadamer, 1976）强调了辩证推论的悖论性质。对加达默尔来说，辩证法是对概念规定的分析，而概念规定是存留于语言中的词语。悖论在于：逻辑只能追随语言，试图单义地固定语言，但语言的多义性使得这种固定成为不可能。对加达默尔而言，这意味着黑格尔试图对范畴之间的句法-语义联系进行详尽说明的辩证计划失败了。关于加达默尔对逻辑与辩证法之间联系的观点，也可参见 Marconi 1979b, 21。类似地，库伦坎普夫（Kulenkampf, 1970）将辩证法描述为试图在语言中表述该语言的语义属性，即构建一个语义上封闭的系统的尝试。用塔斯基（Tarski）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语言包含了其自身的真值，在库伦坎普夫看来，这正是矛盾出现的原因。关于库伦坎普夫的分析及其局限，见 Marconi 1979b, 24 f.。富尔达（Fulda, 1978, 33–69）将辩证法解释为这样一个过程：使最初关于概念术语的隐含、模糊（或许还是错误）的假设变得明确和更精确，并对其进行修正。这些假设是形式为“t1 是 t2”的句子，其中 t1 和 t2 被富尔达称为“解释项（Interpretamente）”，富尔达以此指代我们的话语和解释的主题。因此，此处的“是”意味着“最初被模糊地表达为 t1 的话语主题，也可以表达为 t2”。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同一个术语竟然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含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t1 的含义就会出现第一次修正：t1 表现为普遍概念（“存在”），并且作为被规定为 t2 的普遍概念，这是通过排斥 t2 的对立面来实现的（“作为连续的，而不是离散的物质”或“作为存在，而不是非存在的存在”）。第二步意味着这两个反义的规定表现为相互蕴涵，没有其中一个就无法规定另一个，因此普遍的 t1 现在被规定为既是 t2 又是非-t2；t1 含义的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修正，在于将这反义的规定视为共同构成了话语的主体。作为这样一种主体，它们失去了反义的特征。与富尔达不同，我认为第二步和第三个辩证步骤之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对立面失去了它们的反义特征。相反，我遵循米什莱（Michelet, 1871, 24–41）在“自相矛盾”和“看见矛盾”之间的区分，分别将其应用于第二和第三个辩证步骤。在第二步中，每个对立面都蕴含着它的否定（即它自相矛盾），在第三步中，我们达到了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我们看到对立面相互蕴涵（在这个层面我们看到了矛盾——我将在第五部分探讨这在逻辑术语中意味着什么）。关于富尔达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分析性解释，杜辛（Dusing, 1976, 315）写道：“[对富尔达而言]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是[自然语言的]模糊性，通过意义的不断修正，它获得了更加精确的意义。在这一[重构]中，有两个方面不可避免地被遗漏了，即黑格尔关于概念作为具体普遍者的自我运动的观点，以及在辩证过程中出现的逻辑矛盾的必然性”。马可尼（Marconi, 1979b, 23）也强调，在富尔达的解释中，

必然性”。在一次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会议上，35 辛提卡也评论道：


[不仅]我们没有 [] 设法探讨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即对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进行相互比较。在我看来，我们的失败甚至更为彻底。我们真的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被称为‘辩证法’并且能与形式逻辑相比较的统一现象。我一直试图列一份清单，或者说一份计分表，记录下在[我们的]讨论中出现的不同意义的辩证法 [] 当这个数目最近超过20个时，我开始感到担忧。（Hintikka 1981, 110）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关于辩证推论理论呈现出的一些逻辑特性值得强调：它们在文献中并未得到考虑，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清晰地展现了辩证法与逻辑史的联系，并且



矛盾是语言分析的偶然产物，而非必然产物。萨勒迈因（Salermijn, 1971）和巴特勒（Butler, 1975, 414–431）声称，黑格尔是以正统的方式处理矛盾的，即采用了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这种进路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当我们回想起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区分了归谬法论证和真正的辩证法。马可尼（Marconi, 1979b, 26）解释说，在归谬论证中，导致矛盾的前提被否定了，“而在黑格尔的哲学话语中，矛盾的‘前提’确实作为对绝对者的充分表达而被拒斥，但它也被保留下来——连同其矛盾的结论一起，作为部分真理，作为对绝对者发展的那个特定环节的充分表达”。在马可尼看来，这意味着“从正统观点来看，一个因为从中推导出矛盾而遭到反驳的前提——可以说是——被一劳永逸地抛弃了：它绝不属于真实的理论。但在黑格尔那里却非如此：前提及其矛盾的结论完全属于真实的理论，正是因为真实的理论等同于论证其真理性所需的所有步骤”。重要的是，马可尼强调辩证推论中的前提具有部分真理，而全部真理是整个理论。更准确地说，根据马可尼（Marconi, 1979b, 43）的观点，辩证推论涉及三个方面。首先，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性在辩证法中总是会产生矛盾，其次，矛盾的发现迫使我们放弃我们的概念规定足以表达概念内容的声称，并迫使我们去寻找进一步的规定。最后，辩证推论的结论并非是矛盾的。与马可尼不同，我认为辩证推论的结论和概念内容的充分形式是（双条件）矛盾。劳特利/普里斯特（Routley/Priest, 1984）的第2章，以及最近博尔迪尼翁（Bordignon, 2014, 78）也都强调了悖论性演绎与辩证推论之间的相似性。这些解释与我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我看来，对辩证过程之结论更充分的逻辑刻画是双条件矛盾，而非联言矛盾。

35 会议论文集于1981年出版，书名为Konzepte der Dialektik（《辩证法的概念》）。见 Becker/Essler 1981。

有助于评估关于黑格尔对有效性的一般观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尝试可以被视为对辛提卡所抱怨的混乱的增加。但或许，为了彻底解决“什么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问题，有必要将黑格尔的观点置于逻辑史之中进行定位。36

12.1 逻辑史中的黑格尔学说

在对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概述中，我已经试图强调辩证推论中起作用的一些经常出现的机制。黑格尔使用了一些意味深长的隐喻和迂回说法来描述它们：


	—— “奇妙的事实”

	—— 由“极端的后果”导致的“不一致”

	—— “限制的划痕”

	—— “肯定的结果”





36 关于辩证推论逻辑意义的问题在过去20年里获得了新的关注，这也要归功于人们试图从分析哲学的视角解读黑格尔（例如可参见 Horstmann 1984, Stekeler-Weithofer 1992, Brandom 2002, McDowell 1994, Ruggiu/Testa (eds.) 2003）。见 Bencivenga 2000, dAgostini 2000, Redding 2007。贝托（Berto, 2005 和 2007b, 19–39）基于布兰顿（Brandom）对黑格尔的推论主义解读，对辩证推论的含义给出了详细说明。Berto 2007b, 19 写道：“我的解读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即这样一种推论直觉，掌握一个概念内容，并能将其正确地应用于对象，其本质部分在于掌握它与它所蕴含的概念以及蕴含它的概念之间的联系 [] 布兰顿不仅将这种推论整体论归于塞拉斯（Sellars），也归于黑格尔。[我的工作]旨在表明为什么这种归属是非常正确的”。对于努佐（Nuzzo, 2010b, 61–82）而言，黑格尔的逻辑学应被解读为一个澄清和修正语言的纲领——既澄清和修正日常语言，也澄清和修正传统逻辑与形而上学的语言。辩证法作为语言术语意义的修正和连接而发展，这揭示了黑格尔关于思想和语言概念中的历史成分。努佐还强调了黑格尔对格舍尔（Göschel）《警句》的评论中浮现出的一个方面，即关于表象语言与概念语言之间区别的问题。正如 Nuzzo 2010b, 65 所强调的，黑格尔区分了这两种语言，并指出“所有科学的中介都在于从表象过渡到概念，以及从概念过渡到表象的双重运动”（参见 Hegel Werke 11, 378）。因此，辩证法蕴含着从表象到概念再从概念到表象的双重运动（其中表象的语言必然是教条的或固定的，而概念的语言则是怀疑的、否定的）。博尔迪尼翁（Bordignon, 2013, 179–198）讨论了 Marconi 1979b 和 Nuzzo 2010b 所给出的将辩证法解释为对自然语言模糊性进行分析的解读。在 2013, 35–52 中，我将辩证逻辑与双面真理论（dialetheism，即认为存在真实矛盾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并考察了普里斯特（Priest, 1989, 388–415）本人将辩证法解释为双面真理论的观点。Bordignon 2014 则提出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双面真理论解读。

这实际上只是逻辑关系的隐喻，但它们表达了辩证有效性中从逻辑角度来看尤其相关的一些方面。

“奇妙的事实”。在奇妙的推论（consequentia mirabilis）与悖论性演绎之间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解释说，当我们“孤立地（by themselves）探讨这些规定”时（参见 Hegel Werke 19, 80/Hegel 1892ff., vol. II., 57–58），即探讨理性的基本概念如“存在”、“一”等时，一个“奇妙的事实”就向我们迎面走来。“孤立地探讨规定”，或者说等同于纯粹地考察概念，涉及提出苏格拉底式的问题：“什么是存在？”“什么是一？”“一是一吗？”等等；换句话说，就是要反思我们自己的概念实践。37

对黑格尔来说，“奇妙”（“das Wunderbare”）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孤立地提取概念，试图分析它们时，关于它们的陈述会转变成它们的对立面，即蕴涵着它们的否定。

黑格尔的术语及其所描述的“事实”让人回想起逻辑史中被称为奇妙的推论（consequentia mirabilis，以下简称 CM）的东西，这是一种贯穿整个哲学史的推论形式，并与有关真理的推理严格相关。38 进行一个简短的比较或许能阐明黑格尔观点的一些方面。该形式通常（Bellissima/Pagli 1996, 7）被定义如下：

CM：如果从句子 A 的否定中我们能演绎出 A，那么 A 就是真的



37 许多作者都强调辩证推论在这个意义上涉及语义上升，这也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非经典读解的标志性见解。对于 Marconi 1979b, 19 ff. 来说，辩证法要求将术语应用于其自身，因此通常的类型限制不起作用。在经典逻辑（经典规则适用的逻辑）基础上违背类型限制，导致了二律背反的出现。芬德利（Findlay, 1981, 132）观察到，辩证推论暗示了他所谓的转变（metabasis），即：“超越前提的真正过渡，这也涉及从对象语言向元语言的过渡 [] 在这种过渡中，前提蕴含[了一个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就像 G. E. 摩尔所说的，断言正在下雨就蕴含着一个人相信正在下雨一样”。类似地，Kulenkampff 1970 声称辩证法暗含着试图在语言内部表达语言的语义属性（用塔斯基的术语，这意味着语言包含其自身的真值）。

38 关于奇妙的推论（consequentia mirabilis）的历史，见 Bellissima/Pagli 1996。关于CM-论证哲学意义的分析，可参见 dAgostini 2002, Id. 2009, 第10章 以及 Id. 2011。

该形式早期的非技术性表述见于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安瑟尔谟、托马斯·阿奎那和伯利（Burleigh）。这个概念和术语从1570年吉罗拉莫·卡尔达诺（Gerolamo Cardano）和克拉维乌斯（Clavius，该定律也以克拉维乌斯定律为人所知）开始进入逻辑学讨论。39 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提到了一个关于普罗泰戈拉“一切皆真”论题的“极其美妙的推论”。该论题蕴涵了普罗泰戈拉的反对者所说的话（即普罗泰戈拉是错的）也是真的，因此“如果普罗泰戈拉认为他的反对者说的是真的，他将承认他自己的观点是假的”（Teetetus 170, XXII, 219–220 – 译自 Hamilton/Cairns 1961 版）。

同样，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论证道：“所有这些学说（即认为一切皆真，或一切皆假的观点）都陷入了自我毁灭的尴尬境地”（Aristotle Metaphysics Gamma IV, 8 1012 b 12–22 – 译自 Barnes 1984 版）。那些声称一切皆真的人认为其自身观点的否定为真，由此可得出他们自己的观点并不真；而那些主张一切皆假的人宣称他们所陈述的论题本身也是假的，从而就不是一切皆假。安瑟尔谟用它来证明真理的永恒性。托马斯·阿奎那概括了这一结果，声称“任何其存在蕴涵其自身存在毁灭的实体都是永恒的”。40

在现代逻辑中，这条规则明确被罗素、怀特海、弗雷格所接受。其哲学意蕴在 C. I. 刘易斯那里得到讨论。罗素（1906, 159–202）将其形式化为：

CM1: (A→¬A)→¬A


其对应的肯定形式为：

CM2: (¬A→A)→A


并将 CM1 和 CM2 视为归谬法（reductio）论证的特定派生，后者的形式为：

reductio: A→(B∧¬B)⊢¬A




39 见 Bellissima/Pagli 1996, 11–12。

40 见 Bellissima/Pagli 1996, 202。

在CM论证和归谬论证中，结论都是对最初假设的否定。然而，CM论证是否属于归谬论证的具体版本是有争议的。41 相较于归谬论证，CM论证首要的一个明显特异之处是推导的直接性。42 也就是说，我们直接从 𝐴 得出 ¬𝐴，而无需任何中间步骤。不仅如此，在历史上，CM论证传统上被追溯至旨在驳斥怀疑论的论证。43 从黑格尔的视角来看，这或许是CM论证中最有趣的方面。我将在下一节重新讨论这一点。目前，我将重点关注在CM论证和辩证推论中从句子的否定形式推导出单个句子二者之间的差异。

事实上，黑格尔的“奇妙的事实”可以被认为属于奇妙的推论（consequentia mirabilis）的历史及其讨论。显而易见的连续性在于，不论是在CM论证还是辩证推论中，从某个[单一]句子 A 的否定中我们都演绎出 A。然而，虽然在 CM 论证中这种演绎意味着 A 为真，但在辩证推论中相同的演绎意味着 A 为不真。我们可以回忆柏拉图对辩证实践的描述，在《讲演录》中黑格尔把这种实践视为真正辩证法的范例：


“多”只要在它拥有的规定中被考虑，就转变成了“一”。这是我们在思想中迎面遇上的奇妙事实，当我们孤立地考察诸如此类的规定时，每一个都转变成了它自身的反面 [] 在句子“一是一”中蕴涵着“一不是一，而是多”，反过来，“多是多”同时蕴涵着“多不是多，而是一”。它们表现出自身是辩证的，本质上，它们是与其自身否定的同一；而这就是它们的真理。（Hegel Werke 19, 82/Hegel 1892 ff., vol. II., 59 f.）



总而言之，黑格尔式的“奇妙的事实”不允许我们像在CM论证中应该做的那样，从 𝐴→¬𝐴 结论出 ¬𝐴，或从 ¬𝐴→𝐴 结论出 𝐴。事实上，当我们对 𝐴 应用语义上升时发生的同样“奇妙的事件”，即 𝐴 转变成 ¬𝐴 的“事件”，在我们对 ¬𝐴 应用语义上升，询问“¬𝐴 为真吗？”或“存在不是非存在，这是真的吗？”时也会发生。因此，柏拉图式



41 关于CM论证与归谬（reductio）论证之间的差异（以及关于这些差异的争论），见 Bellissima/Pagli 1996, 153。

42 dAgostini 2009, 第3章区分了两种归谬，相应地也区分了两种取决于两种归谬分别失效而产生的悖论：“我们有两种不同情况的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第一种是自我反驳的归谬：我消除论题 𝑎，因为从 𝑎 可以得出 ¬𝑎（给定 𝑎→¬𝑎，我假设 ¬𝑎）。第二种是常规的归谬：前提 𝑎 产生了一个矛盾，因而必须被否定（给定 𝑎→(𝑏∧¬𝑏)，我假设 ¬𝑎）。当归谬失败时，就出现了悖论的局面。

43 见 Bellissima/Pagli 1996, 127。

的论证表明，我们确实（必然地、演绎地）从 𝐴（一是一）推断出 ¬𝐴（一不是一），但既然我们也必然地从 ¬𝐴 推断出 𝐴，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仅仅是双条件式 𝐴↔¬𝐴。类似地，在黑格尔对说谎者悖论的分析中，也是典型的柏拉图辩证法（从 𝐴：“一是一”推断出 ¬𝐴：“一不是一”，反之亦然）的同样推论形式（从 𝐴：“他/她说谎”到 ¬𝐴：“他/她没有说谎”，反之亦然）在起作用。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格尔声称“𝐴”和“¬𝐴”这两个答案，孤立来看，都是错误的（“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

在这方面，辩证推论的结构虽然与CM论证具有共同特征，但更符合悖论性演绎。44 在当代讨论中，CM论证与悖论之间的关系被含蓄地承认了。45 说谎者悖论，即句子 𝐿 说它自己为假，释放出了 𝐿→¬𝐿 和 ¬𝐿→𝐿 这两个论证。46 正如达戈斯蒂尼（dAgostini）指出的：


这两个论证分别对应自我反驳 []（从 𝐿 推导非-𝐿）和自我奠基（从非-𝐿 推导 𝐿）。因此我们可以说，二律背反结合了自我反驳和自我奠基，或者说自我反驳和自我奠基是“半个说谎者”。（dAgostini 2009, 140 f.）



在这方面，关于将悖论性演绎看作自我-



44 Priest/Routley 1984, 92–93 强调了辩证推论和悖论性演绎之间的形式相似性。我赞同 Priest/Routley 1984 关于辩证推论和悖论推论之间在形式上接近的观点：两者都是传达了真实矛盾的可靠论证。然而，我的主张是黑格尔对真理及其与矛盾联系的观点，不同于普里斯特和劳特利在1984年所支持的观点。

45 例如，见 Sainsbury 2009。dAgostini 2002, 2008a 和 2009 的第10和第11章明确论述并解释了这种联系。Bellissima/Pagli 1996, 151 ff. 也暗示了这一点。

46 形式化表达说谎者悖论（𝐿）的一种可能方式是：

(𝐿)

𝐿：𝐿 为假（这是说谎者句子“这句话是假的”的形式化表达）

说谎者句子直接蕴含：

𝐿↔¬𝑇𝐿（其中“𝑇”是真值谓词，假是真的否定）

如果我们假设真值模式（truth-schema）：

𝑇𝑎↔𝑎

并将其应用于 𝐿，我们得到：

𝑇𝐿↔¬𝑇𝐿。该重构取自 Cook 2009, 171。从 𝐿：𝐿 是假的 [形式上表示为：(𝐿) “𝐹𝐿”] 到 𝐿↔¬𝐿 的过渡通常可以通过真值谓词在 𝑇-模式中的捕获（capture）和释放（release）行为（以及假的定义）来解释。

奠基与自我反驳结合体的观点，我们也可以突出辩证演绎相较于此的特有性质。换句话说，自我反驳确立了一个必然假的论题，而自我奠基确立了一个必然真的论题。它们可以表达为 (𝐴→¬𝐴)→¬𝐴 和 (¬𝐴→𝐴)→𝐴，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它们分别对应于被称为奇妙的推论（consequentia mirabilis）规则的“负面和正面公式”（dAgostini 2009, 113–114）。

在黑格尔那里，我们从 ¬𝐴 推导出 𝐴 的事实并不意味着 𝐴 就是真的，反过来说也一样，对黑格尔而言，我们不能从 𝐴 中演绎出 ¬𝐴 就推断出 ¬𝐴 为真。因此，辩证推论有别于CM论证以及悖论性演绎。黑格尔所强调的是，从 𝐴 到 ¬𝐴 并且又返回来的推论运动是真的——为真的是双条件式 𝐴↔¬𝐴，而其中 𝐴 和 ¬𝐴 是不真的。“概念的本性是如此强大，”黑格尔在1929年的一篇书评中写道，“以至于在一个不真的句子中就已经必然蕴含着（往往已经明确地表述出）被主张规定的相反规定”（Hegel Werke 11, 380）。我们从 𝐴 派生出 ¬𝐴 意味着 𝐴 是不真的；而我们反过来从 ¬𝐴 推断出 𝐴 意味着 ¬𝐴 也是不真的。47 正如我们看到的，黑格尔还断言存在与无“相互过渡”，不是真概念。关于存在与无的真概念和真理，是生成（becoming），即两者之间的运动和它们的“统一”，生成有别于它们。“运动”和“统一”显然是双条件式的“形象”。48

肯定的补充、限制的划痕以及重新审视 CM

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在《逻辑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Logic）中，尼尔夫妇（Kneale and Kneale）写道：“[在柏拉图那里，辩证法是]带有某种神秘肯定的补充的反驳假设方法”（Kneale/Kneale 1962, 10）。从黑格尔辩证法历史的视角来看，辩证反驳的“肯定结果”不能像尼尔夫妇那样被等同于“芝诺的反驳方法”。

Priest 和 Routley 1984 表明，尼尔夫妇所谓的“神秘的”并不难懂，反而是“相当直接的。尼尔夫妇陷入了困境，是因为预设了一种值得怀疑的肯定/否定区分，总是将归谬论证与反驳都同否定结果联系在一起。但芝诺的程序已经指出了，像巴门尼德关于运动是不可能的这样具有高度普遍性的论题，是如何通过辩证法来强化的。

47 我将在最后一部分考察这些思想对于否定意义的后果。

48 在这方面，辩证推论也不同于 Priest/Routley 1984 提出并解释的悖论性演绎。我将在第五部分探讨这种差异。

通过假设相反情况并得出不可接受的结论，来施行辩证方法”（Priest/Routley 1984, 86 脚注21）。Priest 和 Routley 在此强调，推测起来很神秘的肯定补充（在柏拉图辩证法中所传达的）只是反驳在强化高度普遍性的论题时所显示的功能。

相反，我认为尼尔夫妇指称的是其他东西。更确切地说，这里争论的问题是芝诺的归谬与柏拉图的辩证方法之间的具体区别，这种区别在黑格尔的论述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了。真正柏拉图辩证法的“肯定结果”处于黑格尔讨论的核心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论证，黑格尔确实帮助解开了这一谜团。

正如我们看到的，黑格尔明确区分了被称作“带有否定结果的内在辩证法”的芝诺论证与被称为“带有肯定结果的内在辩证法”的柏拉图真正辩证法。同样地，他将真正的肯定辩证法与其他“否定”辩证法——比如麦加拉学派（Megarians）和怀疑论者实行的辩证法——区分开来。

同样如我们所见，黑格尔回顾了柏拉图《智者篇》中备受争议的段落，将其作为真正辩证法的一个例子。根据黑格尔的解释，这段文字表明柏拉图心中所想与用归谬-论证去强化一个高度普遍性的论题（例如巴门尼德关于运动是不可能的观点）的情况非常不同。我们拥有的毋宁是黑格尔所谓的“真正的洞见”（wahre Einsicht，用来翻译柏拉图的词汇 elenchos），也就是从一个高度普遍性的论题（让我们称之为 A）我们推断出其否定（非-A），而从它的否定（非-A）我们又被迫推断出 A 这一事实。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柏拉图的肯定补充是洞察到了由此产生的矛盾“不会瓦解概念”，反而更是“它的真理”。49

在这一方面，达戈斯蒂尼（dAgostini）关于辩证法与智者学说之间区别的解释，对于理解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观点是很有用的：


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与智者们的辩证法是同一的，只不过前者对词语，尤其是某些词语（真理、善、正义、存在）的逻辑行为感兴趣。





49 Sarlemijn 1971 和 Butler 1975 解释黑格尔的辩证法蕴含着标准的归谬-程序。关于辩证论证和归谬-论证之间的区别，Marconi 1979b, 26 写道：“在黑格尔的哲学话语中，产生矛盾的‘前提’确实作为对绝对的充分表达而被否定了，但它也被保留下来——连同其矛盾的结果一起——作为部分真理 [] 从正统的视角来看，一个前提如果因为从中推导出矛盾而受到反驳，它是可以说被一劳永逸地抛弃了的：它将不再属于真实的理论，其否定才属于真实的理论。黑格尔那里并非如此：‘前提’及其矛盾结果完全属于真实的理论”。

这些概念摆脱了智者的消解，它们是不可反驳的（an-elechtic），因为它们带来了不可反驳的论题。（dAgostini 2011a, 265）

正如 dAgostini 强调的，柏拉图式“真正的诘问（elenchos）”与某些概念的不可反驳性（an-elechtic 本性）严格相关。这证实了黑格尔关于怀疑论在应用于理性概念（如真理、存在、一等）时必然失败的讨论。虽然辩证矛盾中的单个论题蕴含了它们的否定（它们反驳了自身），但表达了概念整体本性的矛盾本身却是真的，也即不可反驳的。

正如黑格尔所言，既然存在概念的真实含义可以通过从一个规定（𝑝：“存在是无”）到它的否定（¬𝑝：“情况并非存在是无”）反之亦然的（推论）运动来形式地表达，即通过双条件式：𝑝↔¬𝑝 来表达，那么怀疑论者的反驳——它声称“每个逻各斯都有一个同等有效的对立面”——就失败了。在从《反数理学家》（Adversos Mathematicos）取来的例子中，塞克斯都（Sextus）认为理性概念（这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具有两个矛盾对立属性（“是整体”和“是部分”，对黑格尔来说，它们在形式上可被表达为互为否定）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他割裂了表达整个理性概念双条件式“𝑝↔¬𝑝”的前件和后件：先声称 𝑝，并推导出它的否定；然后他声称 ¬𝑝，并推导出它的否定。这样做时，塞克斯都并没有“抓破”（即驳倒）理性，而仅仅只是发展了它的形式结构。在将双条件式的前件与后件分开时，他“给理性打上了限制的划痕”，这意味着他误解了理性——他把复杂的、异质的东西（矛盾的）加以转变或更改，将它还原为单一的东西。

因此，怀疑论者试图反驳理性的概念，即其结构为矛盾 𝐴↔¬𝐴 的概念。黑格尔表明，在试图反驳理性的过程中，怀疑论者恰恰肯定了理性自身。由此我们再次承认了一个CM论证：根据这个论证，从对理性（理性的内容是矛盾的）的反驳中，我们推导出了理性本身。该论证可以被认为具有如下形式：

¬A→A⊢A↔¬A


或者也是：

A→¬A⊢A↔¬A


辩证概念是真正的矛盾概念，如果我们试图反驳它们，它们就会重新出现，摆脱怀疑论（以及智者学说）的消解。


12.2 关于辩证推论性质的争论

解释者们就构成辩证逻辑基础的有效性的含义并未达成一致。争议点集中在句法与语义、演绎与归纳、以及实质与形式有效性的二元对立上。

正如 Marconi 1979a 中所记录的，在最初尝试从非标准逻辑的视角形式化辩证法时，就已经清楚地看到，辩证法涉及语义学（作为关于概念意义和真理的理论）与句法学（作为关于我们对这些概念知识的形式的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 Apostel 1979 和 Routley/Meyer 1979 中，显然辩证法蕴含着将逻辑视作句法（形式）与语义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观点。在 1979 年，Routley 和 Meyer 强调辩证法具有语义上的相关性。为此，他们引用了 Osnovy 1958 年的一段话，后者评论道：“辩证逻辑的根本问题是真理问题。辩证法从内容的角度考察思想形式，并展示在多大程度上它们中介了关于世界的真实知识”（Osnovy 1958, 327，Routley/Meyer 1979, 328 引）。辩证逻辑的根本问题是真理问题，换句话说，这意味着辩证法是对形式的考察，只要这些形式能够传达真实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辩证法具有语义性从而具有非句法性。从这个视角来看，辩证有效性的概念被表明与当代语义有效性概念是完全相容的。

另一个典型的争论涉及辩证推论是演绎的还是归纳的问题。芬德利（Findlay）否认黑格尔在发展《逻辑学》时其中的命题是以演绎方式连接的。根据 Findlay（1958, 149–150）的观点，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命题的演绎链条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并且他体系的有效性也不是“证明或已被证明的定理”的有效性。在 Findlay 看来，《逻辑学》更像是一连串的语言建议：


黑格尔向我们推荐采纳一种给定的谈论世界的方式，然后发现这种言说方式中的缺陷与不足，接着用一种包含并扬弃了它的进一步推荐来取代它，直到他最后的推荐取代并包含所有其他的推荐 [] 显而易见，在这样一连串的推荐中，根本谈不上（通常意义上的）真理或有效性问题。只可能存在有关其术语的语言或概念恰当性或令人满意度的问题。（Findlay 1958, 151）



库伦坎普夫（Kulenkampff, 1981, 140–144）认为辩证的有效性既不是归纳的也不是演绎的。他暗示了谢林和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具有连续性，并写道对于谢林来说辩证法是一种特殊的归纳推-

理，它“从思想[而非从经验]中得出元素”。通过它，“哲学[作为一门探究的学科]达到了原则”。

其他一些作者承认黑格尔确实希望科学地，即演绎地发展辩证法，但强调他失败了。Findlay 本人（1955, 14）也说“黑格尔在其实践中从未达到演绎的严谨：只有他对其自身实践的说明[粗体由我所加]才暗示他正以此为目标”。Findlay（1955, 15）回忆起克罗齐（Croce），克罗齐“既承认又钦佩黑格尔辩证进程的诗意特征”。同样，Gadamer 1976 强调，尽管黑格尔抱怨他同时代的人实践辩证法的方式不科学，并试图以演绎的形式发展辩证法，但他试图将理性思想的推论运动发展为可固定且可重复的后承关系序列的科学方式失败了。而在 Butler（2012, 13）看来，“辩证法只在它暗示不同声音在彼此断裂中进行对话的那一点上才是演绎的。只有在它贯彻单一声音所包含的逻辑蕴涵范围内，它才是演绎的”。

我提出的旨在将黑格尔的观点置于逻辑史中进行定位的历史叙述，可能为解决这些争论提供建议。

尽管黑格尔认为理性的（vernunftlogisch）思考方式与标准的逻辑的、知性的（verstandeslogisch）思考方式相比显得缺乏连贯性，但辩证逻辑与通常作为凭借形式保持真理的当代语义有效性概念有着根本上的连续性。更确切地说，辩证推论可以定义为语义有效推论的一种特殊派生形式，即实际传达真理的推论，在其中，矛盾被视为真理的规范。50 黑格尔将特有的“辩证连贯性”等同于显现在自然界或司法制度中的连贯性：


树最初没有花和叶，它似乎是死的，然后它开始长出叶、花和树枝，这些又在发生变化，叶和花凋谢，果实和种子取而代之。因此这种变化，即辩证法，打破了边界，它变成了不一致。（Hegel 1992, 13）





50 我同意 Schäfer 2013, 265，他强调对黑格尔来说，进行逻辑思考就是以矛盾的术语进行思考，即在于发展并扬弃（在 aufheben 意义上）矛盾。我强调，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拒斥有效的推论这一传统概念。相反，它将有效性与在哲学和思辨层面上理解的真理联系了起来。

并且：


法律 [] 被知性框定在界限内。大赦和赦免是超乎法律边界之外的东西，法律作为限制到这里结束，于是就出现了不一致。（Hegel 1992, 13）



植物看似死亡又复活，花朵突然消失而被果实取代，人们被送进监狱，然后（有时）被赦免。所有这些确实是深刻不一致的标志，然而它却发生了，并且我们并不觉得它荒谬或错误。

黑格尔在这里暗示的是我们在考察《哲学史讲演录》时看到的辩证推论的独特性质。从前提向结论的辩证过渡，被等同于植物的死亡复生，或是大赦期间罪犯的出人意料的释放。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上文强调过的相关关系，即对立要素/观点/概念规定（活着/死了；被捕/被释）之间的关系，这些都被联合进了一个更加普遍的、综合的概念（自然过程；法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在黑格尔逻辑学中考察的概念规定，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因此我们看到，辩证的推论关系暗示着前提和结论之间必然却“令人惊讶的”联系。

换句话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辩证推论并不在于陈述“p”（“正义是强者的利益”），为之提供理由（“因为正义由法律表达，而法律是由强者为强者的利益制定的”），并驳回反论点。相反，当我们进行辩证思考时，我们是在进行哲学思考，正如我们看到的：我们对我们的假设（正义的概念、强者的概念等）中所涉及概念的分析感兴趣，我们不认为任何事情是一劳永逸的已知和真理，而是质疑我们的假设和论证的真理与有效性。正如黑格尔所言：“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 [] 只有当哲学参与了它的产生时，才能配得上‘真理’的称号”（Hegel Werke 3, 63/Hegel 1977, 41）。

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辩证推论的这种奇特、哲学性质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在讨论辩证推论与CM论证和悖论性演绎的关系时，我已经暗示了它的形式本性。根据我的解读，辩证论证看似“不连贯”，仅仅是因为它们涉及诸如 𝐴→¬𝐴 和 ¬𝐴→𝐴 这样的推论，从此我们在逻辑上推导出：𝐴↔¬𝐴。


然而，辩证推论必然传达矛盾，并不意味着黑格尔拒斥了将逻辑后承视为凭借形式保持真理的标准观点。

12.3 真理与有效性

在当代逻辑中，区分句法有效性和语义有效性是习惯做法。51 只有在后者中，真理，即“事物的情况”与推论之间的某种联系（经典的亚里士多德式联系）才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两种概念都与黑格尔的视角具有相关性。根据句法有效性的概念，如果一个论证遵循其所表述语言的逻辑规则，那么它就是有效的。52 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后承的必然性在根本上是语言上的。逻辑的规范性建立在由逻辑语言或系统产生的逻辑约束基础上。在传统逻辑中，逻辑约束（规则）来自于思想（是思维的规则）。

根据语义有效性的概念，有效性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在语义定义中，如果给定前提为真，结论也为真，则推论就是有效的。这就是所谓保持真理（truth preserving）的要求。这里的逻辑约束来自于世界，或者来自于使前提和/或结论为真的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前提为真，则结论也为真”这个公式，并没有谈论任何关于实际的真实真理，关于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真理。“给定前提为真”的表达意味着“在前提为真的每一个可能世界中”。这里预设的真理是可能的或假设的。

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仅仅来自从不同的视角看待有效性。然而，应该注意的是，第一种有效性概念是由语言的公理或规则确立的，所以——似乎看来——在本体论上是中立的；而第二种概念则做出了本体论承诺，具有对于某个世界的指涉。然而，关键的世界是一个可能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组可能



51 关于接下来的讨论可参见 Haack 2006, 13ff., Read 1995, 35ff., Priest 2006, 176ff。关于证明论有效性和模型论有效性的区分，见 Beall/Restall 2014。

52 根据 Haack，形式语言 𝐿 的一串句子序列（论证的前提）：A1…An−1 在 𝐿 中是句法有效的，当且仅当 𝐴ₙ（结论）“能够通过 𝐿 的推论规则从 A1…An−1 以及 𝐿 的公理（如果有的话）中推导出来”，Haack 2006, 13。Priest 指出，在证明论（即句法的）解释中，“人们在句法上规定了一些基本的推论规则。一个有效的推论就是能够以某种可在句法上刻画的方式，将任何基本规则链接在一起而获得的推论”（Priest 2006, 177）。

的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两种情况下，有效性都是一个形式现象，而逻辑的任务仍然是确立“凭借形式”的有效性。53

语义的有效性解释也被从模型论（model-theoretic）的角度来解读。在逻辑后承的证明论解释中，有效性等同于“存在一个从前提得出结论的证明”，54 在模型论解释中，有效性基于模型中的真理概念。模型是为形式语言中的每个术语提供可能解释的结构。在这种解释下，我能够表明一个论证是有效的，当且仅当在前提为真的任何模型中，结论也为真。在当代讨论中，55 证明论解释被认为更兼容于哲学逻辑中的反实在论进路，而模型论解释更兼容于实在论进路。在前者中，推论规则通常被视为基本的——作为算子意义的定义。在后者中，“模型”等同于世界，对“模型中的真理”的分析用真理作为与现实或世界符合的说明来解释。56

说明了这一切后，语义有效性的概念意味着前提并不需要在现实世界中为真结论才能为真。我们可以有完全有效的推论，而无需它们对现实世界述说任何东西。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讨论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时，黑格尔强调：


推理的形式可能绝对正确，但得出的结论却可能是不真实的 [而这正是] 这种形式本身没有其自身真理的 [标志]。但是人们从未从这个角度考察过这些形式。（Hegel Werke 19, 240/Hegel 1892ff., vol. II., 222f.）





53 见 Sider 2010, 2 和 Read 1995。正如 Read 观察到的：“如果无论图式字母如何解释，结果都不会是由一组真前提和一个假结论组成，那么一个论证形式就是有效的 [] 逻辑后承是一个形式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图式字母如何解释，真理从前提一直保持到结论：我们永远不会得到真前提和假结论”（Read 1995, 38）。

54 Beall/Restall 2014。

55 见 Beall/Restall 2014 中的重构。

56 然而认为模型论进路是实在论的观点是可以受到质疑的。Berto 2005, 180 批评了模型论解释的特设性（ad-hocness）：“如果我们要依靠特设的代数结构，为一种意在作为特定种类模型的演算指定一个‘语义学’，关于这个模型我们能证明一个系统的一致性和完全性，这并非太难 [] 从一个有意思的语义学中我们应当要求更多：其描述能够独立于形式系统所基于的同一语言所给定的资源”。

在当代诸如直觉主义逻辑、模态逻辑和相关逻辑等非经典逻辑中，人们强调，经典有效的推论形式经常传达荒唐或明显错误的结论，并且无法解释我们的科学（及哲学）探索。对经典推论形式进行批判并寻找新形式的需要，正是非经典逻辑诞生的根本原因。

我已经强调过（见第6章），黑格尔对知性逻辑（Verstandeslogik）的批判预见到了非经典逻辑中突显出的许多观点。现在我想要表明的是，黑格尔对某些推论形式有效性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拒斥语义有效性的一般理念，或者否定形式逻辑事业的合法性而偏向关于推理的非形式解释。

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后承的概念，即


假定某些事物，由于它们如此，必然产生与所假定事物不同的东西



正是黑格尔逻辑后承概念的基础。在上述引文中，黑格尔批判了知性逻辑，论证其有效推论形式无法传达真理。其原因是黑格尔时代的逻辑学家仅仅是假定他们确立的形式是好的（即真理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并非如此，这也是黑格尔逻辑学作为对知性逻辑确立形式的批判分析而展开的原因，特别着眼于这个问题：“它们真的是真理的形式吗？”。

在黑格尔看来，关于形式真理的问题（关于它们表达事物情况的能力）是根本性的。真理是形式有效性的真正条件。正如我们所见，在黑格尔这里，逻辑所探讨的“真理”（Wahrheit）是概念真理，而非我们思想与现实的偶然且语境的巧合。“概念的”并非意味着惯例的产物，或心理的、心灵的产物。概念思维是完全的且怀疑的思维，作为我们思想与事物实际情况相符合的条件。

因此，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可以被理解为对作为推论有效性条件的概念真理的分析。换言之：对黑格尔而言，“假定了某些东西，其他东西必然随之而来”的亚里士多德观念是完全恰当的。辩证逻辑处理的正是论证中从前提过渡到结论必然性的根本条件或理由，即真理。如我们在第三部分所看到的，对于黑格尔而言，真理是思想与现实的符合，其中真正能够表达现实的思想类型是理性的或思辨的思想，即完全和怀疑的思想。概念的思想、概念的分析，对概念词含义的完全和怀疑的规定是真正有效和可靠的推论的基础。这不是一个超逻辑或非形式的要求，因为黑格尔确实在矛盾 𝐴↔¬𝐴 中指出了这类思想（即真理）的形式。


13 合取［联结］

尽管关于黑格尔否定概念的文献汗牛充栋，但尚未有专门针对连接辩证矛盾两个要素的连接词的专著。5 然而，正如我接下来将展示的，黑格尔提出了一个关于连接二律背反两项的连接词的具体理论。在早期著作中，他称这个连接词为 Vereinigung。这一用法以及其潜在的概念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德语单词 Vereinigung 字面上的意思是“统一”。在黑格尔的用法中，Vereinigung 具有逻辑上的意义：它指的是连接二律背反中两个论题的连接词。除此之外，它还具有其他含义：认识论的含义（指将二律背反的对立面统一于单一信念中的活动）和神学的含义（因为黑格尔所写的信念是宗教信念，其内容是将上帝视为矛盾的概



5 关于辩证矛盾中合取语义的暗示可以在 Wetter 1958、Havas 1981、Priest 1989（388–415）以及 Bordignon 2014（87）中找到。Wetter 1958，340 观察到“（辩证的）对立面如此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一方没有另一方就无法存在”。Havas 1981，257–264 讨论了 Routley/Meyer 1976，1–25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特别是他们声称辩证合取以经典方式运作的主张。Havas 1981，258 写道（我改变了 Havas 的符号以使其与我的用法一致）：“真值泛函连接词 ∧ 不足以表示对立面的辩证统一 [] 𝑎∨¬𝑎 的真理并不从 𝑎∧¬𝑎 得出，如果后一个命题恰好是辩证矛盾的表述。辩证矛盾的方面只有在一起才能存在，并且才能为真”。同样，Priest 1989，396–397 建议辩证的真矛盾意味着一个句子及其否定之间的一种比单纯的外延合取（即标准的真值泛函合取）更强的合取。因此，Priest 1989，396–397 声称“在辩证矛盾之间应该有一种比单纯的外延（外部）合取更亲密的关系”。超协调哲学家（例如 Meyer、Priest、Routley）因此倡导一种“内涵”合取（这在相关逻辑中很常见），它不服从简化（simplification）或者在很多情况下不服从附加（adjunction）。此外，Bordignon 2014，87–88 突出了黑格尔式矛盾的一些特征方面，他写道“从变易之真理的表达式中 [] 不可能推演出单个合取项（有与无）的真理”，并且“在表达变易的矛盾性质的语言表达式中，𝑝（有与无是相同的）为真并不意味着 not-𝑝（有与无不是相同的）为假：𝑝 和 not-𝑝 都是真的，并且在它们的统一中是真的”。我同意这些先前工作的精神：黑格尔式的矛盾项以一种比普通合取更强的方式连接在一起。然而，我的解释有所不同，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我捍卫了这样一种见解，即虽然辩证矛盾是真的，但连接在辩证矛盾中的两个矛盾要素并非是真的（对于在处理辩证矛盾逻辑时对这一见解的关注，我感谢 Franca dAgostini 和 Jc Beall）。其次，我强调辩证矛盾不是合取性矛盾，而是双条件性矛盾，它们具有 𝑎 iff not-𝑎（当且仅当）的形式，从这种形式我们无法逻辑地推导出合取性矛盾 𝑎 and not-𝑎。

念）。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重点讨论它的逻辑意义，将其翻译为“合取（conjunction）”而不是“统一（unification）”。我还将表明，当黑格尔写到 Vereinigung 时，他所描述的联系比通过简单的逻辑合取所建立的联系要强。在逻辑上，它的行为更适合用一个双条件句来表达，其前件是一个表达概念规定（“物质的连续性”）的句子（“物质是连续的”），而后件是它的否定（“物质不是连续的”），表达了对立的概念规定（“物质的点状性”）。从这个角度来看，黑格尔的 Vereinigung 理论完美地解释了辩证矛盾的意义，使得能够对其在超协调逻辑史上的地位进行真正的评估。

在撰写于1797年12月至1798年初在法兰克福的关于《信仰与存在》（Glauben und Sein）的残篇中，黑格尔写道 Vereinigung 是：


[它是]通过其使二律背反结合起来的合取（Vereinigung——统一） [] 为了使它们结合（vereinigt——被统一），二律背反的要素必须被承认为相互矛盾地对立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被感受和认知为二律背反；但对立面只有在其已经被统一（vereinigt）的情况下，才能被认知为对立面；合取（Vereinigung）是进行比较的规范，通过它，对立面作为对立面，在其不充分性中显现出来。（Hegel Werke 1, 251）



许多作者提出，这篇残篇代表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胚胎细胞，该方法在黑格尔后期的成熟著作中得到了系统的发展。6 在这里，我们发现重点在于合取（Vereinigung）在黑格尔逻辑中的逻辑重要性。

“合取是规范”意味着，关于某个概念所予内容的真理只能在对立面的合取中找到，并且二律背反的要素如果孤立地看是“不充分的”，即无法靠它们自身表达出所涉的全部内容。为了表达全部内容，它们需要与它们的矛盾对立面结合起来。

在《差异论文》（Differenzschrift）中，黑格尔也谈到了“完成原则”（das Prinzip der Vervollständigung），它包含：


通过肯定它们的矛盾项作为它们的条件，来完成这些限制（即二律背反中单一的论题或单一的反题）；而这些后来的限制反过来也需要同样的完成。（Hegel Werke 2, 26）





6 然而，黑格尔早期的 Vereinigung 理论与他后来的辩证观点之间也存在着具体的区别。关于这一点，参见 Pöggeler 1981, 42–45，以及 Düsing 2012, 11–114 等人的论述。

黑格尔在这里使用 Vereinigung 这个词是为了指代一种特定的合取，即二律背反中论题和反题的合取。因此，Vereinigung 是矛盾内部的合取（p 且 not-p），而不是两个仅仅不同的命题（p 且 q）的合取。而且，正如黑格尔所写，二律背反中的单个论题（“物质是连续的”）需要由其矛盾项作为其条件来完成。显然，连接这两个矛盾论题的纽带并不等同于单纯的合取。二律背反中的两个论题并非只是并列地陈述，而是相互必然需要的。

这解释了我们可以称之为黑格尔式矛盾的基本思想：

在一个真矛盾中，矛盾的项不能被分离开来，因为它们孤立起来是不足以对所涉内容给出充分说明的。

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回忆起柏拉图，区分了辩证法与诡辩论，他写道，诡辩家们制造矛盾，但“并没有把这些思想合拢在一起”并且“没有真正地把对立面结合起来”，而是“把一切存在物彼此分开，[导致]一切都四分五裂”（Hegel Werke 19, 76/Hegel 1892ff., vol. II., 68）。相比之下，辩证法在于“指明什么是他者就是相同者，什么是相同者就是另一个，同样是在同一方面和从同一观点来看”（Hegel Werke 19, 76/Hegel 1892ff., vol. II., 68）。

因此，黑格尔区分了两种对立面的统一：诡辩式的统一和辩证式的统一。对立面（苦与甜、大与小等）并没有被诡辩家们真正放在一起。事实上，诡辩家所指的对立面（“蜂蜜是甜的，蜂蜜不是甜的” “六是大的，六是小的”）是可以被分别真实地肯定的（六比起四是大的，但比起八是小的）。相反，辩证法学家认为，如果 p 是一个真矛盾，你不能在没有 not-p 的情况下肯定 p，反之亦然。只肯定两个合取项中的一个将是错误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将麦加拉学派的哲学，特别是欧布里德斯的悖论，视为辩证发展的例子。有趣的是，在这里合取/Vereinigung 也扮演了基础性的角色。在讨论说谎者悖论（其疑问形式是：“如果有人说他/她撒谎，他/她是在撒谎还是在说实话？”）时，黑格尔写道，“人们要求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无法给出”，因为“在这里我们有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即撒谎和说真话的统一，以及它们的直接矛盾”。那些要求简单答案的人“试图从不通约的事物中寻找简单的关系，即他们陷入了在内容自相矛盾的地方要求简单回答的错误中”（Hegel Werke 18, 529/Hegel 1892ff., vol. I., 459f.）。

如果我们关注合取的行为，黑格尔的讨论意味着，虽然简单的命题 p（说谎者说的是实话）是错误的答案，且另一个简单命题 not-p（说谎者撒谎）也是错误的，但复合

句子：“p 且 not-p” 是真的（“因此他既撒谎又没有撒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所涉及的内容是“两个对立面的统一”、“不可通约的”且“矛盾的”，而旨在描述它的句子却是“简单的”。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黑格尔提到的以下两个案例同样适用这一观点：


我们并不反驳这样一个事实，也不认为其自相矛盾，即花的香气和味道虽然在其他方面是对立的，却分明存在于同一个主体之中；我们也不把这一个放在另一个的对立面。但知性和理智思维发现，每一种放置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事物都是不相容的。例如物质是复合的 [] 或者空间是连续且不间断的。同样地，我们可以在空间中选取分散的点并把物质打破，将其无止境地分割下去直至无限。然后人们就会说，物质是由原子和点组成的，因此不是连续的。于是，我们在这里便有了连续性和明确的点这两个被知性视为互不相容的规定，结合在了一个事物中。人们说，物质分明要么是连续的，要么是可以被分割成点的，但实际上它同时拥有这两种性质。（Hegel Werke 18, 44/ Hegel 1892ff., vol. I., 26）



以及：


当我们说人类精神拥有自由时，知性立刻会提出另一个属性，在这里也就是必然性，说如果精神是自由的，它就不从属于必然性，反之，如果它的意志和思想是通过必然性被决定的，它就不是自由的——他们说，这两者相互排斥。这里的区别被视为是排他性的，而不是形成某种具体的东西。但那真实的东西，即精神，是具体的，它的属性是自由和必然性。类似地，更高的观点是，精神在它的必然性中是自由的，并且仅在必然性中找到它的自由，因为它的必然性正是基于它的自由。（Hegel Werke 18, 45/Hegel 1892ff., vol. I., 26）



虽然如果单独来看，“物质是连续的”与“物质不是连续的”、“人类精神是自由的”与“人类精神不是自由的”这些句子都是不真的，但它们的连接：“物质是连续的且不是连续的”；“人类精神在它的必然性中是自由的，并且在它的自由中从属于必然性”却是真的。我们同样看到，黑格尔在这里指向了同一个概念（精神/心灵的概念，物质的概念），并将不相容规定的合取视为其内容的完全规定。

在《逻辑学》关于“存在”（Being）一章的第二条注释中，黑格尔通过关注 Vereinigung 的作用，探讨了真理与矛盾之间的联系问题。他首先强调，在第一章中考察存在概念的结果是这样一种洞见：“存在与无是相同的”。


现在，只要“存在与无是相同的”这个命题主张了这些规定的同一性，但事实上同样包含了作为被区分开的这两者，这个命题就是自相矛盾的并且会自行扬弃。牢记这一点并更仔细地审视这个命题，我们发现它有一种运动，包含了命题本身的自发消失。但在这个消失的过程中，发生在其中的就是那构成其自身固有内容的东西，即变易。（Hegel Werke 5, 92–93/Hegel 1969, 90）



黑格尔说，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这句话的结构和内容，我们就会意识到它自相矛盾。它所“包含”的是两个对立的规定，存在与无，而它所陈述的是它们根本不对立。这意味着这个句子“有一种运动”，即命题本身的自发消失。换句话说，只要我们陈述它，我们注定要否定它。但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从一个更近的立足点观察它，并反思它：


这个句子因此包含了结果 [] 但我们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事实是这个缺陷，即结果本身并没有在句子中表达出来；是外在的反思在其中辨识出了结果。（Hegel Werke 5, 92–93/Hegel 1969, 90）



黑格尔还强调这（句子暗含它的否定，但却没有表达它）是一个缺陷，这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试图用单一的陈述来表达复杂（思辨）的东西：


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必须进行这样一个一般的观察，即判断形式（Urteil）的句子不适合表达思辨的真理；对这一事实的熟悉很可能会消除对思辨真理的许多误解。判断是主词和谓词之间的同一关系；在其中，我们抽象掉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主词有许多区别于谓词的其他规定，以及谓词的外延比主词更广。现在如果内容是思辨的，那么主词和谓词的非同一方面也是一个本质的环节，但在判断中这一点却没有被表达出来。（Hegel Werke 5, 93/Hegel 1969, 90 f.）



黑格尔在这里暗示的事实是，如果我们把句子中的系词解释为同一性的表达，这也是当我们在形成判断，即定义性句子（见第三部分）时所必须做的，例如陈述“正义是强者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必须抽象掉正义除具有由谓词“是强者的利益”所表达的属性之外还具有其他属性这一事实。如果内容是思辨的，那么非同一性，或者原陈述的逻辑否定，就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

如果内容是思辨的，那么简单的单一句子就不足以表达全部内容。思辨意味着：包含其（矛盾的）对立面，即它的否定。句子只表达了思辨内容的一面，

即同一性，却遗漏了存在与无之间的非同一性。但是，黑格尔说，有一种方法可以纠正或完成这种不充分性，并表达出思辨的真理。


为了帮助表达思辨的真理，首先通过添加上对立的句子来弥补这一缺陷：“存在与无不是相同的”，这个句子也如上所述被表述出来。（Hegel Werke 5, 94/Hegel 1969, 458）



很显然，黑格尔在这里谈论的是两个矛盾对立的句子。在下文中，他明确地提到，用它的反面来“完成”第一个句子会产生二律背反。如上所述，黑格尔提出，当内容是思辨的（这意味着异质的、复杂的、不可通约的）时，单个句子不足以表达它，需要通过它的否定来完成。但是，然后又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问题：


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进一步的缺陷，即这些命题并没有连接起来（verbunden），因此它们的内容只以二律背反的形式展现，而它们的内容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在这两个命题中表达的规定本应纯粹地结合（vereinigt）起来——这样一种合取（Vereinigung）只能表现为不相容之物的不宁静（unrest），表现为一种运动。（Hegel Werke 5, 94/Hegel 1969, 458）



因此，二律背反中的两个论题是断开的，而表达思辨内容的两个对立陈述则需要连接起来。更具体地说，它们需要通过一种同时也是不宁静和运动的合取来连接。“运动”是什么，在接下来的一段话中显现出来：


对思辨内容最常见的不公就是使它片面化，也就是说，只凸显出它能够被分解为的众多命题中的一个。那么就不能否认这个命题被断言了；但这个陈述在为真的同时也是一样为假的，因为一旦从思辨内容中取出一个命题，另一个命题至少必须被同等对待和陈述。（Hegel Werke 5, 94/Hegel 1969, 458）



因此，“运动”指的是这样一种事实：一旦我们断言思辨内容一方的真理，我们不能停留在它上面，而是必须断言另一方（第一方的否定），反之亦然。辩证推论的悖论结构再次进入视野：断言 𝑝（“存在与无是相同的”）既是真的也是假的，这意味着，因为它暗含了它的否定 ¬𝑝（“存在与无不是相同的”），并且反过来，¬𝑎 暗示 𝑎，因此 𝑎 如果为真则为假，如果为假则为真。从这个角度来看，对黑格尔的 Vereinigung 更恰当的表达将是双条件句 𝑎↔¬𝑎。


14 否定

正如 Wansing (2007, 415) 所指出的，关于哲学逻辑中否定的文献充满了分歧。关于我们可以称之为黑格尔式否定的文献可能没有那么多，但同样具有争议性。7 许多作者（首当其冲的是 Henrich 1978）强调的一个问题涉及否定性（negativity）在辩证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8与黑格尔著作中关于否定含义的论述的匮乏之间的不成比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许多作者强调辩证的否定方法与标准的、逻辑的否定方法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并警告不要将黑格尔的否定等同于标准的经典否定（经典否定作为一种算子，如果应用于一个句子，就形成其矛盾项，产生一个新的句子，当且仅当原句为假时该新句为真）。有趣的是，Henrich 抱怨黑格尔在呈现他自己关于（双重）否定的观点时，总是使用传统的术语，并没有区分辩证的解释与传统的解释（即肯定就是双重否定 (duplex negatio affirmat)）。Henrich (1978, 224) 写道，“黑格尔” “在任何地方都仿佛它们（经典的双重否定和黑格尔的双重否定）是同一种否定形式那样来谈论”，而并未对两者进行区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试图表明，黑格尔确实将他的否定解释与其他传统解释区分了开来。9

应该预先明确的是，黑格尔的否定不仅应在概念的层面，而且应在命题的层面上来理解。10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黑格尔的逻辑是概念逻辑，处理分析和确定概念的真正含义的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同时也不是命题的或句子的。显然，黑格尔早期的 Vereinigung（合取）理论及其在《逻辑学》中成熟的发-



7 Puntel 1996, 131–165 声称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概念，更具体地说是否定，是“无法理解的”。在 Puntel 看来，辩证的否定会导致无限倒退，黑格尔关于辩证方法具有肯定结果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他的结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能自称是对“直觉”上理解的否定的一种可接受的说明。

8 著名的否定之巨大的力量（ungeheure Macht des Negativen）（Hegel Werke 3, 36/Hegel 1977, 19）。

9 更一般地说，逻辑史中对否定的处理与哲学史中对否定的考量之间似乎存在某种不可沟通性，这部分反映在《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中有关“否定”的两篇文章上，第一篇是从逻辑角度讨论否定，第二篇是讨论哲学中的否定和否定性。参见 Ritter/Gründer/Gabriel (eds.) 1971 ff., vol. 6, 666–671。

10 关于否定的命题用法和谓词用法之间的区别，参见 Horn 1989 和 Horn/Wansing 2016。Berto 解释了在黑格尔辩证法中隐含的从概念维度向命题维度和严格逻辑维度过渡的合理性，见 Berto 2005, 262ff.，亦见 Berto 2007b, 19–39。

展表明，概念（如存在概念、物质概念、人类自由概念）内部的差异和对立必须用句子来表达。11 因此，当黑格尔谈到“否定”时，他既指对谓词-概念的否定（¬𝑃），也指对描述该谓词-概念性质的句子的否定（¬𝑝）。这意味着，当我们在黑格尔逻辑中谈论否定时，我们指的是逻辑学家通常使用的算子。

此外，黑格尔的否定在经典意义上应被意指为构成矛盾的算子。这意味着 𝑃 和 ¬𝑃 或者 𝑝 和 ¬𝑝 这两项被认为是相互排斥和共同穷尽的（mutually exclusive and jointly exhaustive）。当我考虑矛盾的概念时，这一点将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尽管如此，黑格尔的否定在某些有趣方面不同于通常的（经典的与非经典的）否定。应当强调标志着黑格尔的否定相对于经典和非经典逻辑传统之特殊性质的三点。第一是认为否定“落在内容之内”，即是概念内容所内在的。第二是认为它具有肯定的内容，只要它是“那个内容的肯定性的实体”。黑格尔否定的这种特殊的、规定性的特征引入了第三个方面，即黑格尔关于双重否定的新概念，它与矛盾严格相关：根据这一概念，将否定应用于自身并不产生肯定，而是产生矛盾。这些方面似乎有违直觉。特别是，似乎很难理解，在黑格尔看来，否定怎么可能是内在的、肯定的，同时又是句子或谓词之间矛盾关系的表达。然而，根据黑格尔的 Vereinigung（合取）理论，以及我将对立面的辩证统一解释为具有 𝑎↔¬𝑎 形式的双条件句，黑格尔的否定语义学中提到的所有不同方面都是可以完全理解的。

这些方面也由黑格尔通过著名的规定性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概念来表达。12 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写道：



11 用今天的术语来说，用“意义公设”来指代那些使辩证概念内容的意义变得明确的句子是很常见的。参见 Berto 2005, 第八章。根据 Berto 的说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处理概念规定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由“蕴含句子”或“意义公设”来表达。

12 黑格尔规定性的否定的概念是经典著作的主题。其中包括已经提到的 Henrich 1978，以及 Dusing 2012（第一章）、Cortella 1995、Landucci 1978、Perelda 2003、Redding 2007（第三章）、Viellard-Baron 2013, 46–68、Pippin 2014, 87–110。在关于黑格尔否定与非经典逻辑传统联系的著作中，Marconi (ed.) 1979a 中收集的文章值得一提。Berto 2005, 284 ff. 考-

只看到内容不是什么，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过程 [] 这是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肯定性要素的否定 [] 另一方面，在概念思维的情况下 [] 否定的方面落在了内容自身之内，并且是那个内容的肯定性的实体 [] 从结果来看，它是规定性的否定，这个否定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因此它也是一个肯定的内容。（Hegel Werke 3, 57/Hegel 1977, 36）

对一个概念规定（例如对“物质是连续的”）的否定“落在”了物质的概念“之内”，因为该概念包含了连续性及其否定。从我将辩证真矛盾解释为 𝑎↔¬𝑎 的角度来看，否定是内在的，这意味着它处于双向蕴含（这是概念充分和适当的表达）之中，而不是在它之外。让我们考虑一下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提到的例子。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精神的概念由双条件句“精神在它的必然性中是自由的，并且仅在必然性中找到它的自由，因为它的必然性正是基于它的自由”（如果精神受制于必然性它就是自由的，如果它是自由的它就受制于必然性，其中“受制于必然性”被视为“自由”的否定）所充分并适当地表达，那么，否定句“人类精神不是自由的”仅仅是完全展开的概念的一部分，是其内部的规定。

至于第二点，黑格尔假定 ¬𝑃 和 ¬𝑝（在思辨逻辑中）有一个肯定的结果：它们不是对 𝑃 的消除或缺席，也不是对 𝑝 的不成立。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言中，黑格尔区分了他关于否定的观点与皮浪主义的否定，他观察到：



察了整体主义的推理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将辩证的否定的含义聚焦在质料不相容性上。在 Ficara 2014a, 29–38 中，我强调了黑格尔的规定性的否定与容真否定（glutty negation）之间的相似之处。Wolff 1986, 107–128 强调黑格尔否定性概念的背景是康德关于逻辑对立和实在对立的区分。关于黑格尔和康德的否定概念，更广泛的讨论也参见 Wolff 1981。Bordignon (2014, 35) 写道，将康德关于逻辑对立和实在对立的区分应用于黑格尔逻辑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黑格尔的逻辑系统是由存在与思想的同一性所形塑的”。然而，Bordignon (2014, 61) 也指出，黑格尔的规定性的否定“不属于语言-命题领域，而是属于本体论领域。因此，规定性的否定与命题的真理性或具体事态的成立无关，而是与实在本身的铰接基础上的动力学有关”。相反，我强调辩证的否定是本体论否定性的逻辑和语言表达，即概念规定之间不相容关系的表达，这些关系是可通过句子表达的，并涉及作为形成矛盾算子的标准否定含义。

这正是那样的怀疑主义，它在它的结果中总是只看到纯粹的无，并抽象掉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无是具有规定性的，是它由之而来的那个东西的无。然而事实上，唯有当无被当作是它由之而来的那个东西的无时，它才是真正的结果；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有规定的无，并且具有一个内容。如果怀疑主义以“无”或“空无”的抽象而告终，它就无法从此再前进一步，而只能等待并看是否可能有什么新东西提供出来，以及那是什么——以便将其投入同样无底的深渊。另一方面，一旦把结果按照它真正的样子领会为规定性的否定，一个新形式由此便直接产生出来了；并且在否定中实现了过渡，通过这个过渡，整个形式系列的进展自动地发生。（Hegel Werke 3, 74/ Hegel 1977, 51）

以及：

在这里，我们又面临同样的情况，正如我们在不久前讨论这段论述与怀疑主义的关系时所说的那样，即在不真实的知识模式下任何时候产生的结果绝不可能坍塌为一个空虚的无，而是必然被看作作为结果的那个东西的无——这一结果包含着先前的知识模式所具有的真理。（Hegel Werke 3, 79–80/Hegel 1977, 56）

很显然，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怀疑主义”，指的是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古代（皮浪主义的）见解，根据这种见解，对于每一个有效的论证，都有一个同样有效的对立论证，或者对于每一个明显为真的句子，都有一个同样为真的对立句子（panti logo logos isos antikeitai）。黑格尔写到“它由之而来的那个东西的否定……”，这表明怀疑主义原则的形式只是一个矛盾：

𝑝,¬𝑝

怀疑论者“在结果中只看到纯粹的虚无”，并且“结果坍塌为空虚的无”。换句话说：怀疑论者认为矛盾意味着无，意味着事物的消失以及对它们的任何知识。这意味着对否定的怀疑主义观点就是取消（cancellation）：陈述 ¬𝑝 意味着使 𝑝 无效或取消 𝑝。13 相反，辩证法学家承认“这个无是具有规定性且具有内容的”这一事实，并且将“结果视为其真正的样子，即规定性的否定”，视为“包含着先前的知识模式中所具有的真理”。



13 关于否定作为取消的含义，参见 Priest 2006, 75ff.。关于连接主义逻辑中作为取消的否定，参见 Routley 1978, 393–412。

通过回顾上一部分对辩证推论的描述，以及从我将黑格尔矛盾解释为 𝑎↔¬𝑎 形式的双条件句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否定是肯定的。确定像“物质”或“一”这样概念含义的辩证任务要求有关它们的每一个规定都迫使我们推断出它的否定。从“物质是连续的”我们推断出“物质不是连续的”，从“一是单一的”我们推断出“一不是单一的”。这些否定句：“物质不是连续的”、“一不是单一的”据称是肯定的，或者说与相应的肯定句同等肯定，因为从“物质不是连续的”我们被迫逻辑地推断出“物质是连续的”。因此，𝑝 的否定并没有将 𝑝 取消，它仅仅是再现了 𝑝。

最后，思辨的否定的后果是矛盾。黑格尔在声明从否定中得出的不是无，而是先前知识模式的真理时，表达了这一点。“先前知识模式的真理”无非就是对所涉矛盾之真理的承认。对于各种环节被克服并保留的辩证过程，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从逻辑上讲，这种肯定的和维持性的否定可以用双重否定来解释。黑格尔自己也支持这种解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当他明确声明“否定的否定就是矛盾”时（Hegel Werke 20, 164/Hegel 1892ff., vol. III., 256 ff.）。14

更具体地说，正是黑格尔否定那种特殊的（规定性的，肯定性的）本质，才引入了与矛盾严格相关的新双重否定概念。在《逻辑学》的导言中，黑格尔浓缩了他关于否定的思想：

我在《精神现象学》中阐释了这种方法在应用于一个更具体对象（即意识）时的例子 [] 实现科学进步所必需的一切——而努力获得这种极其简单的洞见是本质的——就是承认这样的逻辑原则：否定者同样也是肯定者，或者说，相



14 “否定的否定就是矛盾”这一说法并未包含在英译本中。有关用产生矛盾来解释辩证的双重否定，请参见 Düsing 2012, 50 以及 Baum 1986, 65–76。根据 Düsing 2012, 50，“在一个论证过程中，一个概念规定被肯定，一个相反的属性与其相对立，这个对立的规定进一步转变为最初那个的矛盾对立面 [] 否定的否定回到总体，而这个总体 [] 包含着这种对立和矛盾”。“So wird in einem und demselben Argumentationsgang eine Bestimmung gesetzt, eine ihr konträr entgegengesetzte ihr gegenübergesetzt, dieser inhaltlich bestimmte Gegensatz zum Widerspruch [] fortbestimmt [] Die Negation dieser Negation führt positiv zurück auf das zugrunde liegende Ganze, das [] jenen Gegensatz und Widerspruch in sich bewahrt”。

矛盾的东西并没有解决为一种空无，解决为抽象的虚无，而是本质上只解决为对其特殊内容的否定，换句话说，这样的否定并不是全部的否定，而是消失了的具有特定主旨（bestimmte Sache）的否定，因而是具有规定性的否定（bestimmte Negation），所以，结果就包含了它由以产生出的那个东西。（Hegel Werke 5, 49/Hegel 1969, 54）

黑格尔唯一接受的“逻辑原则”（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通常拒绝原则哲学（Grundsatzphilosophien）——即任何试图确定某个单一原则作为哲学知识基础的尝试）是如下原则：“否定者同样也是肯定者”，这等同于“相矛盾的东西并没有解决为空无”。因此，在这里黑格尔用“否定”指代“矛盾”，用规定性的否定指代辩证法所暗示的对待矛盾的具体态度。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矛盾的句子“not-p”和“p”“具有特殊的内容”，根据这一点我们应该理解到，它们是关于概念 P 以及意图用句子“p”来把握的概念性事实 p 的部分真理。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概念 P，我们需要描述它。在描述它时，我们找到了它的否定 ¬𝑃，它并不是无，而是与肯定的 P 一样具有肯定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时拥有了 P 和 ¬𝑃，而我们对相关概念性事实的描述将是这个矛盾。

在《哲学史讲演录》关于斯宾诺莎的章节中，规定性的否定的概念和黑格尔式双重否定的意义得到了进一步澄清，在那里，黑格尔区分了辩证的否定与斯宾诺莎的规定即是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原则。15 在这里也清晰地显现出，将黑格尔的否定等同于斯宾诺莎的否定的观点是具有误导性的：

斯宾诺莎的程序因此完全是正确的；然而（他的原则）却是错误的，因为这只表达了否定的一面。知性具有不互为矛盾的诸规定；知性是无法容忍矛盾的。然而，否定的否定就是矛盾，因为一方面，作为简单的规定它在否定了否定的意义上是肯定，但在另一方面，它其实也是否定；而这个矛盾，这个属于理性层面的事物，在斯宾诺莎那里是缺乏的。（Hegel Werke 20, 164/Hegel 1892ff., vol. III., 262）

总而言之一句话，斯宾诺莎的双重否定是理智的（intellectual），而不是理性的（rational）：因此它无法容忍任何矛盾。根据黑格尔的说法，斯宾诺莎的公式规定即是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只表达了“否定的一面”。在斯宾诺莎看来，虽然实-



15 斯宾诺莎的原始表述：“et determinatio negatio est” 被黑格尔改为 “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参见 Jacobi 1998ff., vol. 1.1, 100 以及黑格尔的评论：Hegel Werke 4, 429 – 461。关于斯宾诺莎在黑格尔和雅各比那里的作用，请参见 Sandkaulen 2019, 第 14 章。

体是纯粹的肯定，它的规定却是否定（因为它们在无限和连续的实体中引入了割裂和界限），它们具有肯定的含义，在于它们否定地（ex negativo）规定了实体。然而，实体的定义是否定的，但排斥了矛盾，它们“不互为矛盾”，并且我们无法使用矛盾的规定来表达无限的实体。但是，使用矛盾的规定来发现概念的真正含义，恰恰就是黑格尔想要做的。

因此黑格尔指出，说实体是肯定的，因为它是对那些本身就是否定的单一规定的否定，这样说是对的。所以，实体是“否定的否定”这一经典的强意义上的肯定：

a=¬¬a


然而，实体在“否定的否定”意义上是肯定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是肯定。相反，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它同时也是否定。

斯宾诺莎声称无限和实体是“绝对的肯定”。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这是正确的，因为肯定无非就是否定的否定。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否定的否定”这种表达比“肯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黑格尔在这里谈论的是一个概念，比如自因（causa sui）的概念，或斯宾诺莎的实体的概念，其定义或同样的含义乃是矛盾 𝑎↔¬𝑎。因此，我们可以公式化辩证的双重否定律（或称辩证的规定性的否定=DDN），根据这一定律：

DDN: ¬¬a⊢a↔¬a


如果我们考虑到当黑格尔说规定性的否定不同于斯宾诺莎的设想，它“不仅肯定，而且真正地否定”时，他谈论的概念是一个内含矛盾的概念，那么，这条特殊的定律就很容易解释了。所以，如果我们将这个概念称为“𝛼”16，那么我们就得到：=𝑎↔¬𝑎，由此得出 ¬¬𝑎⊢𝑎↔¬𝑎，黑格尔动态地将其表达为：只有当我们通过否定概念的否定而在其包含矛盾的完整性中获得它时，我们才能捕捉到它的真实本性。



16 这一差异当然与斯宾诺莎谈论的是存在的完整性，而黑格尔谈论的是概念的完整性这一事实有关。

一个例子可能会使 DDN 的理由更清楚。黑格尔经常强调，斯宾诺莎把自因的概念当作本质包含存在的概念，这在真正意义上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概念。17 在自因的概念中，“作为原因”的属性蕴含着“一个原因只能是其他某物的原因”；现在我们看到，反身代词“sui”（其自身的）蕴含着对 causa（原因）一词的否定，因此 causa sui 是一个既是 causa 又不是 causa，既反身又不反身的事物，即一个矛盾。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这意味着 causa sui 的概念包含一个否定以及对这个否定的否定。这两个规定（causa 和 sui）是不相容的，然而却被结合在了一个唯一的概念中，而这个概念将两者不可解脱地连接在了一起。

DDN 根植于将黑格尔式的 Vereinigung 解释为形式为 𝑎↔¬𝑎 的双条件句。陈述 ¬𝑎（例如陈述“人类精神不是自由的并非事实”）确是对双条件句 𝑎↔¬𝑎 真理更恰当的表达，这要比仅仅肯定或者仅仅否定 𝑎 好得多。如果双条件句 𝑎↔¬𝑎 是人类精神概念关于全部真理的表达，那么 ¬𝑎 是不足以表达全部真理的，而 ¬¬𝑎 就有权利被陈述出来了。然而，从 ¬¬𝑎 并不能得出 𝑎，而是得出矛盾 𝑎↔¬𝑎 为真。



17 参见 Hegel Werke 20, 171/Hegel 1892ff., vol. III., 262–263 和 Hegel Werke 2, 229–230。


15 不矛盾律与排中律

黑格尔的否定与“结合”（Vereinigung）理论已经呈现了他关于矛盾概念的所有要素。现在，我将特别参照传统亚里士多德逻辑中支配真理与矛盾关系的定律，即：同一律（I）、不矛盾律（LNC）和排中律（LEM），来考察黑格尔关于矛盾的论述。18

黑格尔对“结合”（Vereinigung）的处理是辩证法的胚胎细胞，并在许多方面预示了他对辩证法逻辑核心——矛盾概念——的构想。19 黑格尔关于真理与矛盾之间联系的观点，在其早期出版的著作（耶拿时期的著作）中就已完全发展成熟，首先是所谓的《差异论文》（Differenzschrift，1801）和《怀疑主义论文》（Essay on Scepticism，1802）。其成熟的阐述可见于《逻辑学》和《百科全书逻辑学》中的《本质逻辑》（Wesenslogik）。我将特别关注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差异论文》和《怀疑主义论文》。在这些著作中，“矛盾是真理的形式”这一（对我本书目的而言至关重要的）理念以最清晰的术语被提出，这一理念预示了黑格尔在其成熟著作中对矛盾的处理。



18 关于黑格尔对LNC和LEM的观点，见Stekeler-Weithofer 1992, 23ff.。在Stekeler-Weithofer看来，黑格尔并未质疑LNC和LEM的有效性，而是批评了“认为这些原则普遍适用的形式主义假设”。正如Stekeler-Weithofer所写，这两个原则适用于陈述句，即我们在其中对某物肯定或否定某物、且具有真假值的有意义的语言表达。然而，LNC和LEM不适用于特殊句子，即类似说谎者悖论的句子，或问题的初步表述和意义的表达。更具体地说，它们不适用于思辨句子，即在Stekeler-Weithofer（1992, 24）看来，“在通常用于逻辑[和概念]分析的类比语境中”。

19 许多作者还强调了早期观点与《精神现象学》中记载的辩证法的充分发展之间的具体差异。Pöggeler (1981, 42–45) 强调黑格尔“将其[关于《信仰与存在》的片段]建立在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辩证法基础之上，但并未采用‘辩证法’这一表述[]如果黑格尔直到耶拿时期后半段才重新将‘辩证法’作为其思想的称号，他是有其原因的”。Düsing 1976从其发展史（Entwicklungsgeschichte）的角度重构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展示了二律背反与“结合”（Vereinigung）的早期概念（1797至1800）、耶拿时期的著作和片段（1801–1806）以及《逻辑学》（1812–1816）之间的亲和性与差异。关于黑格尔不同思想阶段辩证法概念和使用的差异的全面说明，见Schäfer 2001。Berti 2015重构了黑格尔观点的发展，并像我一样强调其连续性。

在《差异论文》中，我们还发现了黑格尔自己对“扬弃”（Aufhebung）进行形式化的尝试。在这里，黑格尔写道：

如果我们要反思思辨纯粹形式的特征，即分析地固定知识的综合，那么二律背反，即扬弃并维持自身的矛盾（der sich selbst aufhebende Widerspruch），就是知识和真理的最高表达。（Hegel Werke 2, 39）

关注“思辨纯粹形式的特征”并“分析地固定综合[]”，意味着考虑这种特殊（思辨）内容的形式，对其结构或形式进行说明。这种考虑的结果是以下见解，我称之为C或“矛盾原理”：

C：扬弃并维持自身的矛盾是真理的形式。20

引导黑格尔陈述这一原则的思想脉络，是对逻辑同一律的反思。单纯的同一性 

𝐴=𝐴

 （“A同一于A”），对黑格尔来说，对应于知性思维在试图把握实在时所遵循的法则。“

A=A & A≠A

”（“A同一于A且A不同一于A”），相比之下，则是对理性所把握的真实思想形式的完整说明。在黑格尔看来，同一律是抽象的结果。当我们通过说“一切事物都等于其自身”来固定这一逻辑和形而上学原则（这一普遍承认的真理法则）时，我们抽象掉了这样一个事实：并非只有一切事物都等于其自身。思维所把握的每一事物都等于其自身，但它也等于不同于其自身的事物。例如，我们说“玫瑰是玫瑰”，但要真实地说明成为玫瑰意味着什么，或玫瑰是什么，需要完整性，即要考虑到对象的所有属性。看到玫瑰有许多谓词，即它是多刺的、绿色的、红色的等，进一步意味着单纯的同一性“玫瑰是玫瑰”不足以充分说明成为玫瑰意味着什么。因此，正如黑格尔所解释的，对一个概念的充分说明必然涉及克服同一原则，即不仅在初步层面上陈述 

𝐴=𝐴

 ，还陈述：

𝐴=𝐵,𝐶,𝐷

 等等。在《差异论文》中，黑格尔写道：



20 这一原则以及接下来的原则S呼应了黑格尔的第一条《教授资格论文命题》（Habilitationsthesen，1801），见Hegel Werke 2, 533：contradictio est regula veri, non contradictio falsi。

知性在陈述 

𝐴=𝐵

、

𝐴=𝐶

 等中仅仅看到了对 

𝐴

 的重复，也就是说，它只坚持同一性，并抽象掉了这样一个事实：重复作为 

𝐵

 的 

𝐴

 或在 

𝐵

 中的 

𝐴

，意味着肯定[]非 

𝐴

；正如 

𝐴

，同样作为非 

𝐴

 的 

𝐴

 也是如此。（Hegel Werke 2, 39）

相比之下，理性看到了从 

𝐴=𝐴

 到 

𝐴=𝐵

, 

𝐶

, 

𝐷

 再到 

𝐴=非-𝐴

 的整个运动，并得出结论“

𝐴=𝐴

 且 

𝐴=非-𝐴

”（对黑格尔来说，这与 

𝐴=¬𝐴

 或 

𝐴≠𝐴

 是同一回事）。正是这一点激发了这样一种想法：如果我们想说明理性思维的形式，即：关于某物到底是什么的完整思想，那么LNC是不充分的。

在《怀疑主义与哲学论文》中，黑格尔关注他在此称为“哲学”或“理性概念”或“命题”（Vernunftkenntnisse 或 Vernunftsätze）的东西。他解释说，古代怀疑主义的原则（我将称之为S）：

S：panti logo logos isos antikeitai（对于每一个有效的论证，都有一个同等有效的对立论证）

隐含地存在于每一门哲学和每一个哲学命题中。但是，为什么怀疑主义原则是一个基本的哲学原则呢？黑格尔自己考虑了一个我已经提到过的例子：斯宾诺莎将实体定义为“自因”（causa sui），以及其本质包含存在的那个东西。表达这种（哲学、理性、思辨）内容的句子（“实体是自因”，或“自因是本质包含存在的东西”，或“实体是本质包含存在的东西”），一旦我们明确了它们的内容，就包含着矛盾事物（术语和句子）之间的联系。因此，黑格尔写道：

当我们在一个表达理性内容的句子中，将注意力集中在[]它所包含的概念，以及它们相互联结的方式上时，结果就会发现[]它们是以相互矛盾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黑体为作者所加]。（Hegel Werke 2, 229）

“将注意力集中在概念上”对应于考虑句子中连接的术语意味着什么。“将注意力集中在它们相互联结的方式上”意味着采取一种形式化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实体是自因”这个句子，一旦我们把“自因”（causa 和 sui）这两个术语的内容及它们的连接方式明确起来，似乎就是矛盾的合取。在上面考察过的《差异论文》的一段中，黑格尔强调，C是对理性内容应用理智的、纯形式考察的结果。在这里，他强调S是关注思辨内容的形式的结果。就以《怀疑主义论文》中给出的思辨

理性内容的例子而言，某物成为原因，意味着它不能是自身的原因，并且它必须是其他事物的原因。因此，术语“sui”证明是术语“causa”的否定，并且该句子包含一个矛盾，即“实体是原因且实体不是原因”。同样，如果我们明确“实体是本质包含存在的东西”这句话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它的术语（本质和存在）是“以相互矛盾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说“本质包含存在”意味着肯定了被其本质定义所排斥的东西（规定“存在”），并且肯定了存在中被其定义所排斥的东西（规定“本质”）。

因此，为了说明这种理性或哲学内容的逻辑，我们需要摒弃LNC，并采纳怀疑论原则S。

所谓的不矛盾律对于理性没有形式上的价值，因此每一个理性的句子，考虑到其概念[的意义]，必然包含对该定律的违反；一个句子是纯形式的，对理性来说意味着：孤立地肯定它，而不去同时肯定它的矛盾对立面，是错误的[]每一门真正的哲学都包含这个消极部分，包含这种对LNC的永恒违反，因此，如果谁愿意，就可以挑出这个消极部分，从而把一切都变成怀疑主义。（Hegel Werke 2, 230）

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这里并不是在全盘批评形式性（formality tout court）。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否认对句子和论证的一般结构进行考察的权利。恰恰相反，他是在确定一种特殊种类的句子和论证——即哲学的、理性的和怀疑论的句子和论证——的一般结构。同时，他也指出，“形式的”这个词，按照其传统用法，指的是知性的形式（LNC及相关原则），而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些形式是不完整的，因而也是不真实的。对黑格尔来说，只有当我们有了完整的、怀疑论的思想，即理性和概念的思想时，我们才有真理。在这一方面，由《知性逻辑》（Verstandeslogik）给出的法则，是理智的、即片面的和教条式的（非批判的）思维的法则。

黑格尔在《逻辑学》和《百科全书》逻辑学中关于同一主题的论述，基本上证实了这些见解。在《百科全书》第115节中，我们读到同一律（其消极版本是LNC）和LEM——被黑格尔称为“对立原则”（Satz des Gegensatzes）——属于被普遍承认的普遍真理法则。其积极表述是：

I：“一切事物都与自身同一，

𝐴=𝐴

”

而其消极表述是

LNC：“A不能同时既是A又是非A”。（Hegel Werke 8, 237/ Hegel 1991, 180）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句子本身的形式就与它们相矛盾”。事实上，句子的形式，正如我们所见，是“S(主词)是P(谓词)”，21 并意味着某物（语法上的主词）被说是其他某物（语法上的谓词），或者说某物（谓词）被用来表述其他某物（主词）。因此，句子的形式可以更充分地表达为 

𝐴=𝐵

（玫瑰是花），并与陈述 

𝐴=𝐴

 的I相矛盾。

但为了思考、说话、存在，甚至想象事物，我们必须打破这一规则：“按照这种所谓的真理法则说话（行星是——行星，磁力是——磁力，精神是——精神）正确地被认为是愚蠢的”（Hegel Werke 8, 236/Hegel 1991, 180）。

在《逻辑学》和《百科全书》中对“本质的反思规定”（Reflexionsbestimmungen des Wesens）的讨论背景下，黑格尔还批评了排中律（LEM）。在《百科全书》第119节及其后，黑格尔将LEM表述如下：

LEM：“在两个对立的谓词中，只有一个能赋予某物，而且没有第三者”

据说LEM和LNC及I完全一样，是抽象知性的原则。它有三个限制。首先，它是日常逻辑“无思想性”的标志，日常逻辑把LEM放在I旁边，却没有注意到LEM就是对I的驳斥。当I否定A可以被说成是不同于它自身的东西时，LEM却明确地陈述了这一点。

其次，LEM必然导致自身的反驳：

排中律是规定性知性的原则，它想要避免矛盾，但这样做却陷入了矛盾。A必须是要么是+A，要么是-A，这样一来，那个第三者——即既不是+也不是-因而被设定为既是+A又是-A的A——就已经被表达出来了。（Hegel Werke 8, 244/Hegel 1991, 185）



21 关于黑格尔对系词意义的看法，见Hegel Werke 8, 323 f./Hegel 1991, 249 f.。关于黑格尔在这里并没有混淆谓述的“是”和同一的“是”这一事实，见本书第三部分。

为了陈述LEM，即A要么是+A，要么是-A，我们必须预设第三者，即“那个既不是+也不是-从而两者皆是的A”（Hegel Werke 8, 244/ Hegel 1991, 185）。

第三，LEM宣告一个概念为

逻辑上虚假的，如果两个相互矛盾的特征对它都不适用，或者两者都适用[]比如，一个方形的圆。然而，尽管一个多边形的圆或者一段直线的弧同样矛盾于这一原则，几何学家们仍然毫不犹豫地将圆视为且当作具有直线的边的多边形。（Hegel Werke 8, 245/Hegel 1991, 186）

LEM的另一个反例就是圆的概念本身，它将其本质特征包含在中心和边缘的规定之中，在黑格尔看来，这些特征是相互对立且相互矛盾的（Hegel Werke 8, 245/Hegel 1991, 186）。显然，只有当相关的谓词或句子是矛盾的时候，LNC和LEM才真正受到挑战，而人们可能仍会感到疑惑：为什么“中心”和“边缘”这种不同的规定必须被视为矛盾的谓词——其中一个是另一个否定的谓词。黑格尔写道，其原因与哲学家所践行的思维方式有关：

通常的意识把这些不同的术语看作是相互漠不关心的。因此我们说，‘我是一个人，而且我被空气、水、动物和一切其他东西所包围。’在这种通常的意识中，每一事物都落在其他一切事物之外。相比之下，哲学的目的是要消除这种漠不关心，并认识到事物的必然性，使得他物被看作是与它的他物[即它的否定]相对立[]真正的思维是必然性的思维。（Hegel Werke 8, 246/Hegel 1991, 187）

从这个观点来看，显而易见的是，一个比LEM更适合表达理性的、哲学的思想形式的原则，我们可以称之为“对立原则”：

O：“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之中”

黑格尔说，没有任何东西表现出抽象理智的那种抽象的“非此即彼”。

凡是存在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因此它内在地有区别并且自我对立[]一般来说，推动世界的是矛盾，说矛盾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可笑的。这种断言中正确的一点仅仅是：矛盾并不是事物的全部，而且矛盾通过它自身的作为扬弃了自己。然而，被扬弃的矛盾不是抽象的同一性，因为那本身只是对立的一面。（Hegel Werke 8, 246f./Hegel 1991, 187）

“矛盾并不是事物的全部”意味着，对黑格尔来说，并非一切都是矛盾的。“矛盾扬弃/克服自身”意味着，我们若不承认 

𝑎

 就不能由此得出 

¬𝑎

，反之亦然的这种冲突情况，确实得到了解决。然而，它们的解决并不是在于我们只承认 

𝑎

，或者只承认 

¬𝑎

（抽象的同一性）为真，而是在于我们承认双条件句 

𝑎↔¬𝑎

 为真。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指出了LEM和LNC之间的区别：

排中律也有别于上面考察过的同一律和矛盾律；后者断言没有任何东西同时既是A又是非A。[LEM]则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既不是A也不是非A，没有一个对对立漠不关心的第三者。（Hegel Werke 6, 74/Hegel 1969, 438f.）

黑格尔在这里像在《百科全书》中那样强调，事实上对对立漠不关心的“第三者”在定律本身中就已经给出了（“A自身就存在于其中”），并主张这个在这里（作为“既不也不”）具有“死东西的形式”的第三者，“当被更深刻地把握时”，无非就是对立面的统一（Hegel Werke 6, 74/Hegel 1969, 438f.）。因此，黑格尔在这里暗示存在一个第三者，而且这个第三者不是“既不也不”（“死东西”），而是“两者皆是”（矛盾）。22



22 另见 Hegel Werke 19, 399/Hegel 1892ff., vol. II., 369。


16 黑格尔式次协调逻辑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分离出了一些逻辑特性，这些特性关乎辩证法中否定的意义，以及连接辩证矛盾两项的联结词的意义。

简而言之，与思辨辩证方法相联系的逻辑约束是：


	a) 黑格尔的否定具有三个特征：它是概念的内在规定，它具有积极的局部内容，而且它的迭代不产生肯定，而是产生矛盾（见上文确定的DDN定律）。

	b) 黑格尔的“结合”（Vereinigung）代表了连接真矛盾两项的纽带。它是不可简化的：这两个项被单独看待时是不真实的，因为它们只传达了部分真理。逻辑上，黑格尔的“结合”对应于形式为 

   𝑎↔¬𝑎

   的真双条件句。

	c) 所有这些特征并未标示出一种关于矛盾、否定和合取的特殊观念。根据真矛盾是对黑格尔来说形式为 

   𝑎↔¬𝑎

    的矛盾这一观点，所有特征（简化规则的失效、否定的部分性和积极性、DDN）在经典术语中都是可以完全理解的。与经典范式唯一不一致的地方在于黑格尔承认矛盾可以是真实的，更确切地说，在于黑格尔的C定律，根据该定律，矛盾是真理的形式。这一方面标志着黑格尔逻辑与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 logics）的相似性。然而，这也标志着它与现存的真矛盾论（dialetheic）和次协调方法的不同之处。

	d) 双条件句 

   𝑎↔¬𝑎

    对黑格尔来说是概念的、哲学的和思辨的思维形式，它是由“理性逻辑”（Vernunftlogik）固定的形式，有别于由“知性逻辑”（Verstandeslogik）固定的传统真理法则（LNC、I和LEM）。虽然矛盾（作为“结合”）是真理的形式（规范，和法则）（见上文分离出的C原理），但LNC和LEM是正确性（我称之为R），或部分真理的形式。



次协调逻辑，特别是真矛盾论（dialetheism）——认为存在真矛盾的观点——是理解黑格尔关于真矛盾思想逻辑相关性的关键参照点。从真矛盾论的观点来看，悖论性的演绎传达了一个形式为 

𝑎↔¬𝑎

 的真双条件句。我已经论证过（见第四章），同样的结构也是辩证演绎的典型特征，尽管如我们所见，黑格尔对辩证演绎的理解质疑了真矛盾论者所共有的一些假设，例如假设CM成立。

所有这些都表明，黑格尔的矛盾理论以及矛盾与真理联系的理论，属于认为（某些）矛盾是可接受的那一类理论族，但也呈现出所有现存次协调语义学未曾考虑的要素。更准确地说，从我们可以称之为黑格尔式次协调主义（Hegelian paraconsistentism）的视角，可以解决真矛盾论语义学核心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我所说的标准问题。

对于主张存在真矛盾的哲学家来说，基本问题是给出一个标准，根据该标准，区分真假、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矛盾，并阻断所谓的爆炸原理。真矛盾论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格雷厄姆·普里斯特（Graham Priest），观察到：

经常有人问我关于矛盾何时可接受何时不可接受的标准。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实质性的回答，那就太好了[]但我怀疑这是否可能[]人们只能根据其个别价值来确定任何给定矛盾的可接受性，就像确定其他任何事物的可接受性一样。（Priest 2004, 35）

拒绝为区分真假矛盾提供标准，被许多人视为一个主要问题，这使得真矛盾论者不可能产生分歧，也不可能一致地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论证。23

简而言之，真矛盾论者认为，从双条件句 

𝑎↔¬𝑎

 我们能推导出矛盾 

𝑎∧¬𝑎

，这个矛盾是真的，且其合取项都是既真且假的，并且可以分开来陈述。24 因此，从真矛盾论的角度来看，以下推理

a↔¬a⊢a


是有效的。相比之下，对黑格尔来说，同样的推理是无效的。这标志着黑格尔式次协调主义和真矛盾论次协调主义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事实上，当黑格尔宣称“‘结合’是规范”时，他事实上强调了矛盾双条件句 

𝑎↔¬𝑎

 的一个基本行为。如果 

𝑎↔¬𝑎

 为真，那么合取式 

(𝑎→¬𝑎)∧(¬𝑎→𝑎)

 为真，但 

𝑎→¬𝑎

 或 

¬𝑎→𝑎

，单独来看，并非如此。因此，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能从 

𝑎→¬𝑎

 推导出 

¬𝑎

，也不能从 

¬𝑎→𝑎

 推导出 

𝑎

。



23 见 Berto 2006, 283–297, Shapiro 2004, 336–354, Littmann/Simmons 2004, 314–335。

24 见 Priest 2006, 9 ff。关于从等价式 

𝑎↔¬𝑎

 到矛盾式 

𝑎∧¬𝑎

 的真矛盾论论证，见 Field 2008, 7 和 dAgostini 2009, 151 ff。

在我的解释中，黑格尔对矛盾的观点意味着，换句话说，将 

𝑎↔¬𝑎

 解释为这样一个双条件句——其中从左到右的方面：

𝑎→¬𝑎

，与从右到左的方面：

¬𝑎→𝑎

，是可分离的——是错误的。

让我们回到 8.2. 中考虑过的例子，即双重句子“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我已经将其形式化表达为形式为 

∀𝑥(𝑅𝐴𝑥↔𝑅𝐸𝑥)

 的双条件句。如果我们简化由该双条件句传达的合取：

(𝑅𝐴𝑥→𝑅𝐸𝑥)∧(𝑅𝐸𝑥→𝑅𝐴𝑥)

 仅陈述从右到左的方面（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我们就简单地误读了黑格尔的观点，将其解释为仅仅是对现状（具体来说：黑格尔时代的普鲁士国家）的合法化。如果我们简化该合取式仅陈述该双条件句从左到右的单独方面（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我们同样误读了黑格尔的主张，例如将其还原为这样一种观点，即每一个理性的洞见都是实在的，并且不理性的东西根本不存在（这就像我们说种族主义不存在，因为它是不理性的；或者说，因为全球正义是合乎理性的，所以世界上到处都有正义）。考察黑格尔研究过的其他概念对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存在与无、本质与存在、在意识中存在与在意识外存在。显然，分离黑格尔式矛盾概念对会产生不可挽回的错误。

所有这些都解释了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黑格尔式矛盾是特殊的双条件句。从黑格尔式的矛盾（

𝑎↔¬𝑎

）中，我们不能推导出通常的合取矛盾（

𝑎∧¬𝑎

）。

需要解决最后一个问题：我对黑格尔式矛盾的形式化说明，对于所有次协调逻辑核心的关键问题——即避免爆炸的必然性——是否有任何相关性，阿波斯特尔（Apostel 1979）回顾指出，在70年代令人印象深刻地发展起来、由巴西的达科斯塔（da Costa）学派、波兰的亚什科夫斯基（Jaskowski）和澳大利亚的劳特利（Routley）发展起来的次协调逻辑，呈现了辩证法的必要条件和形式基础。然而，他也声称它们不能被称为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逻辑，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们需要辩证逻辑。它们让我们看到如何在逻辑上处理矛盾而不引发爆炸，但它们没有让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肯定一个矛盾。因此阿波斯特尔（1979, 459）为次协调主义的辩证法奠基提出了以下任务：“在辩证逻辑中，我们必须说明哪些矛盾是可接受的，哪些不可接受”。然而，阿波斯特尔并没有给出一个标准来确定哪些是可接受的矛盾。

在这种背景下，黑格尔对待矛盾的方法是对阿波斯特尔要求的一个真切回应，并因而成为标准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黑格尔式矛盾作为形式为 

𝑎↔¬𝑎

 的真双条件句的理念，解释了为什么黑格尔的逻辑不是爆炸性的，以及为什么黑格尔不是一个平庸论者（trivialist，主张一切为真者）。此外，它构成了

当代那些有兴趣区分真矛盾与假矛盾、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矛盾的哲学家们的一个选项。

从黑格尔式的观点来看，并非每一个矛盾 

𝑎∧¬𝑎

，只有那些表现出由双条件句 

𝑎↔¬𝑎

 表达的介于 

𝑎

 和 

¬𝑎

 之间必然推论联系的矛盾，才是真的。黑格尔承认，从推论“如果一是一那么它是多”和“如果一是多那么它是一”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的概念包含了这两种属性：是一和是多。这似乎暗示黑格尔承认了从等价式中推导出矛盾的经典推导。然而，他矛盾的合取具有与通常由合取式呈现出的真值条件相冲突的真值条件。从黑格尔的真矛盾“a并且非a”中，我们不能仅仅推导出两个合取项中的一个。表现黑格尔真矛盾的合取表达式的行为，特别是简化规则的失效，并不意味着否定不按经典方式起作用，或者黑格尔所写的合取是非经典的。它仅仅意味着，当黑格尔用合取式的术语谈论作为“a并且非a”的矛盾时，他指的是由双条件句矛盾 

𝑎↔¬𝑎

 所传达的结构。

在此启示下，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标准以区分真矛盾与假矛盾，从而解决真矛盾论的标准问题，并回应阿波斯特尔的要求。只有那些其术语不可分离，且表现出形式 

𝑎↔¬𝑎

 的矛盾，才是真矛盾，并且不产生爆炸。那些其术语可分离的矛盾不是真矛盾，且产生爆炸。

让我们更详细地看看在黑格尔真矛盾的情况中爆炸如何失效。“爆炸”一词今天用于指代中世纪以来被称为从矛盾（或从虚假）可推导出任何事物（ex contradictione [ex falso] sequitur quodlibet, ECQ）的定律。这一定律也被称为伪司各脱定律（Pseudo-Scotus Law），因为它是在一篇被错误归于邓斯·司各脱名下的文本（In universam logicam quaestiones）中讨论过的。25 ECQ指出，从一个矛盾可以推导出一切事物。其最初的拉丁文表述证明是：

ECQ


	

	Sortes est et Sortes non est（苏格拉底存在并且苏格拉底不存在）





	

	Sortes est（苏格拉底存在）





	

	Sortes est vel homo est asinus（苏格拉底存在或者人是驴）





	

	Sortes non est（苏格拉底不存在）









25 有关ECQ、其历史、其可能的形式表达式、其证明，以及对其证明可能进行的批评的详细讨论，见 Berto 2007a, 107 ff。


	Homo est asinus（人是驴）



该证明表明，从矛盾Sortes est et Sortes non est中，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任何句子。承认一个矛盾就会产生爆炸，那就是平庸论（trivialism，认为一切为真的观点）并丧失所有逻辑约束。从1.到5.的步骤都是由经典定律激发的：简化律解释了从1.到2.的过渡；析取引入律解释了从2.到3.的过渡；在从3.到5.的步骤中，使用了简化律（得自1.）和析取三段论（得自3.和4.）。

标准地，次协调逻辑学家试图通过在析取三段论（从3.和4.到5.的步骤）的可接受性上做文章，来防止爆炸。对析取三段论的摒弃是极具争议的，甚至在次协调逻辑学家之中也是如此。26 黑格尔式关于可接受的（

𝑎↔¬𝑎

）对比不可接受的（

𝑎∧¬𝑎

）矛盾的视角，允许以一种要求少得多的方式来阻止爆炸。承认一个真矛盾具有 

𝑎↔¬𝑎

 的形式，由此两个合取项 

𝑎→¬𝑎

 和 

¬𝑎→𝑎

 是不可分离的，这意味着我们甚至不能分别陈述合取矛盾 

𝑎∧¬𝑎

 的两个合取项 

𝑎

 和 

¬𝑎

，并且从1.到2.的步骤是无效的。因此，在黑格尔式矛盾的情况中，支持爆炸的论证失效了。



26 有关不同次协调主义对从矛盾可推导出任何事物证明的批评概览，见 Berto 2007a, 111ff。相关逻辑学家基于对析取三段论的拒绝，发展出了最详细的反驳证明论证。有关这些论证的重构及其一些有问题的影响，见 Bremer 1998, 53ff. 和 69ff.，以及 Berto 2007a, 114 和 18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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